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I

編者的話

再思科學傳播：在公眾參與之後

2019 年 7 月，本刊以專題「五四運動百年紀念」向歷史中的溝通行動致敬，

討論新文化浪潮中兩個核心追求之一的民主（democracy）「德先生」，在臺灣

社會和海峽兩岸三地的發展情況；本期專題則從科學（science）「賽先生」出發

來面向未來，我們不僅試圖瞭解科學技術對生活周遭的影響，更期待檢視在百年

積澱後，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傳播經歷了甚麼樣的演變歷程？專題論壇「再思科

學傳播：在公眾參與之後」（Rethink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What’s Next for 

Public Engagement），乃是傳播學術與實務社群立足社會現實的努力與反思。

去年（2019）春天，本刊和世新大學科學傳播研究暨發展中心研議合作，於

當年 7 月 19 日共同邀請德國尤里希研究中心（Jülich Research Centre）資深研究

員、柏林自由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兼任教授，也是學術雙月刊《科學的公共理解》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主編的 Hans Peter Peters 來臺交流，並在世新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進行講座「在知識散播與公民參與之間的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爾後

內容經過調整，便是本期首篇論文〈科學傳播的範疇：是知識散播還是公眾參

與〉。以臺灣、德國、美國的實證數據為基礎，文章指出在新世紀的實務工作中，

為改善科學嚴肅形象，科學傳播常被實踐為「遊樂場」娛樂，Peters 認為這反而

妨礙民眾實質地參與科學事務，因此他於結論中主張科學最核心的功能——知識

創造與供給，永遠應該被謹記在心，實務工作者應參酌過往「缺失模式」看似單

向的陷阱，致力於「非權威式的知識傳播」，以在特定合作關係中，讓專家與民

眾透過對話共同建構科學知識。

同樣聚焦在「專家—民眾」的關係上，本期專題論文〈食品安全的風險溝

通策略：初探專家與常民之對話與共識〉則以毒奶粉、塑化劑、問題澱粉、混充

油、餿水油等食品安全問題為討論對象，探討臺灣社會中風險溝通現況；李明穎、

陳春富、與吳宜蓁等作者們寫道：政府應致力於建置風險資訊透明的平臺，尤其

關注大眾媒體扮演的角色，並整合社會中的多元行動者網絡，方能促進社會對科

學知識的信任。另篇由高佩懃、陳璽尹、徐美苓、劉華美，以及周桂田等作者所

執筆的文章〈在專家、媒體與公眾之間—作為科技風險溝通途徑的新興科技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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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心〉，則有系統地為讀者們闡述在 2017 年 5 月左右設立的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如何在與全球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的接軌過程中，以各種途徑嘗試解決臺灣科技風險溝通管道長年斷裂的

困境，並建立起在「專家—媒體—民眾」之間互動的固定模式。

這三篇分別歸屬為特邀論文、專題論文、研究紀要的文章，共同組成了本

期的專題論壇。而在一般文章中，本期收錄的三篇研究論文各有關懷，分別是柯

籙晏的〈邁向展演—作品—閱聽的閱聽人研究典範：從缺席事件的訊息效果談

起〉，李雅靖與范雅婷的〈炫耀式打卡的殺傷力〉，以及尹一伊、羅文輝、盧鴻

毅、魏然等作者的〈2016 年臺灣總統選舉之第三人效果研究〉等。

按照次序，這三文的性質分別可歸屬在閱聽人研究、社群媒體行銷，以及政

治傳播等；第一篇使用的探索工具是訪談法，柯籙晏以自己在研究臺灣男性電玩

玩家的經驗出發，解釋「玩不到電玩」的生活體驗，如何成為他檢視傳播理論中

閱聽人研究典範的起點，繼而揭示在目前的演算法世界中，人類溝通裡「缺席事

件訊息效果」的積極意義。

後兩文則以量化方法中的配對  t 檢定（paired t-test）、階層化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與 結 構 方 程 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對問卷資料行分析。李雅靖等人探討臉書的炫耀式打卡是否會引起嫉妒，

進而對打卡動態中出現之品牌產生影響；「與過去學者研究結果分歧」的內容顯

示，炫耀性打卡所引起負面嫉妒會傷害品牌，對品牌權益有負面影響，必須小心

規劃，也就是說，炫耀性打卡本身帶有故意引起他人嫉妒的意圖，這類行為是臉

書討人厭動態類型其中之一。而來自中、港、臺等地的尹一伊等諸位作者則是針

對 2016 年臺灣總統選舉中，選舉新聞對年輕受訪者認知和行為影響進行探索；

研究結果支持第三人效果假設，並發現在選舉新聞中相當明顯，而且只有當人們

確信新聞內容可信賴時，才會採取需要付出實際代價的行動。這份針對四年前總

統大選進行的分析，作為探索對象的 17–26 歲年輕人群，也成了今年（2020）中

華民國第十五屆總統選舉中舉足輕重的世代群體。

期刊在創立之初，如何促進理論與實務的對話，以及如何協助跨學科領域的

學者進行交流，一直是我們縈繞於心的關鍵宗旨。繼上一期從歷史學、文學、政

治學討論溝通行動，本期繼續促成社會學、教育學、管理學、法學等領域學者在

科學傳播議題上的對談，希冀以在地關懷的現實問題，能作為我們學術發展深刻

綿延的具體基礎。

傳播學術期刊的經營不易，感謝各界對於本刊的支持與鼓勵；本期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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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的順利出版，感謝世新大學科學傳播研究暨發展中心主任關尚仁、本刊跨校

編輯委員會的施琮仁，以及世新大學傳管系羅尹悅等的鼎力相助。2019年10月，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推出《美國心理學會

出版手冊》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 
ation, 7th edition, 2019），針對2009年以來使用之第六版加以更新。而為使傳播

研究在華人世界更加普及，故和臺灣其他傳播研究期刊等體例大體一致，也期待

符合論文格式之國際學術規範，更想協助作者因應數位匯流之後各類型資料的陸

續出現，本期刊將在本年度進行體例修訂，以逐步調整、漸次完備本刊之論文撰

寫體例，歡迎各位提供意見、集思廣益。世新大學校方的經費補助一直是本刊成

立以來的唯一支撐，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9年補助期刊編輯費

用」的適時協助，讓近日遭遇經費壓力的編務運作可以獲得緩解。

夏春祥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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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科學傳播的範疇：是知識散播還是公民參與？*

Hans Peter Peters**

德國尤里希研究中心神經科學與醫學所資深研究員 
柏林自由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兼任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不同的科學傳播模式並主張：關心公眾是否信任科學，以及

科學在社會中的角色，雖然重要，然而關心知識創造與供給—科學最核心的功

能—仍必須是科學傳播的首要目標。過去二十年傳播典範的移轉導致焦點由知

識傳播移轉到改善科學形象。參與典範的民主假意，在實務運作中常被矮化為創

造娛樂經驗，為公眾提供「公眾參與遊樂場」，妨礙民眾實質地參與科學事務。

透過科學家與常民的對話，確實可能帶來知識的共同建構，但作者認為知識散播

本身仍然是科學傳播的重要目標。為避免缺失模式的陷阱，作者建議，民主社會

應採用「非權威式知識傳播」。本文以臺灣、德國、美國的實證數據，從公眾對

科學的信任度，以及科學家對公民參與的態度，說明相關的議題。

關鍵詞：科學傳播、對科學的信任感、公民參與、知識散播、社會中的科學

DOI:10.6123/JCRP.202001_10(1).0001

* 本篇文章的前身是我在 2019年 7月 19日於臺北世新大學所發表的演講。本文引用羅尹悅博士對
臺灣、德國、美國三國科學家進行跨文化問卷調查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惠康基金會與蓋洛普民調
對全球 140個國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報告，《惠康全球觀察》（Wellcome Global Monitor），其中
所發表的臺灣、德國、美國的民意統計數據。我感謝羅博士允許我在此文中引用她的調查資料，
以及謝惟敏小姐詳盡地將我的文章由英文翻譯成中文，也感謝惠康基金會不只提供調查的摘要報
告，還提供詳細的調查資料—依據創用 CC授權條款提供公眾合理使用。

** Hans Peter Peters長期以實證與跨國比較的研究方式，探討媒體傳播對科學環境與公眾輿論的影
響，並關注新聞工作者和科學家之間的互動以及科學知識對公眾的影響。

E-mail: h.p.peters@fz-jueli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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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的公眾科學傳播模式，是透過單向的溝通方式，如科普書籍、科普雜誌、

報紙廣播電視的記者報導，向一般大眾散播科學研究的成果、提出科學性解釋與

建議。對許多科學家來說，參與公眾科學傳播與教育學生沒有太大的分別。例如，

在 1983 年與 1984 年，首次針對德國大學教授對公眾傳播態度所做的調查發現，

他們絕大多數都認同的一個說法是：為科學報導提供專業知識，就是課堂授課的

延伸 (Krüger, 1985)。既然視之為教育，許多科學家因此認為公眾傳播乃是他們的

責任之一。這種傳統的公眾科學傳播模式，主要的特色之一是強調知識的傳播，

以及資訊必須從有知識的科學家流向資訊貧乏的大眾的信念。

雖然科學家直接對大眾發表演說、或在觀眾面前進行科學實驗、展演，已

經有數百年的歷史 (e.g., James, 2007; Kassung & Thomas, 2019)，但印刷媒體—

如書籍、期刊、報紙—仍是最重要的管道，長久以來科學藉此傳播給廣大的讀

者。早期科學家寫書的對象，往往不僅止於同儕而已，還包括受過教育、感興趣

的常民者（lay audience）。然而隨著科學研究愈來愈複雜，以及專門化、菁英化

（esoteric；遠離日常生活經驗）的特性，出版品也不得不分流。時至今日，有為

了同儕科學家出版的學術性出版品，也有為一般普羅大眾設計的通俗出版品。在

自然科學的領域中，這種分野特別顯著；但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就沒有那麼明

顯，這些領域中某些學術出版品除了學者外，也受到大眾的青睞。自然科學逐漸

需要依賴中介者散播知識，這其中特別是為了因應科學、科技與社會愈趨相關，

也愈來愈專精化而發展出的「科學新聞學」（science journalism）。

科學傳播的「生態系」（ecosystem）(e.g., Davies & Horst, 2016) 在過去二十

年已然改變了。改變之一是網路傳播的崛起，科學傳播者愈來愈有機會直接與

民眾交流，不必倚賴新聞記者的居中介紹。雖然這是一個重要發展 (Lo, 2016)，

但我並不想在本文中進行討論。我想探討的是其他兩個相互關聯的發展結果：

第一是主要傳播典範的改變：從公眾科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變成公眾科技參與（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一轉變

由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會在公元兩千年的報告裏標舉出來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0)。第二，科學傳播轉趨強調策略性：

尤其是大專院校以及研究機構的公共關係部門，他們最優先目的考量不再是知

識傳播，轉而強調能見度（visibility）、信任、形象、正當性等等，最後大專院

校以及研究機構作為科學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這些策略性傳播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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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學帶來利益 (Lo, Huang, & Peters, 2019; Nelkin, 1987; Peters, 2012; Weingart, 

2001)。

多位作者已經主張，強調能見度對於科學本身有負面的效應，因為它可能

導致媒體效應原則（criterion of media resonance）部分取代科學標準（scientific 

criteria）的不良後果 (e.g., Franzen, 2012; Marcinkowski & Kohring, 2014; Weingart, 

2012)，但本文中我並不討論 Weingart (2001) 所提出的科學媒體化（medialization 

of science）。在本文中，我想提出兩個論點：第一，科學管理機構採用公民參

與的傳播方式，在實踐時大幅度地將之轉為公共關係策略，增進利害關係人的

利益，結果矮化了公民參與，並剝奪其最初的民主用意。第二，改採參與模式

的結果，使得科學傳播者的目標從分享與討論知識，變成增加科學的能見度、

改善改學的形象。Miller (2001) 指出，改採公民參與典範的結果，不只改變傳

播模式，也改變了科學傳播者的做事方法，並且—我們還可以說—導致公

共傳播資源分配方式的改變。除此之外，根據不同的推論，傳統透過單向管道

的知識溝通模式，遭譴責為「科學傳播的缺失模式」（deficit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因此，傳統的知識傳播模式受到雙面夾擊：一方面希望解放大眾，使公民免

於科學權威式宰制，另一方面忽略知識分享的重要性，以透過提升公共能見度、

形象與支持度的方式，剥削式地利用公民參與模式促進利害關係人的利益。1

貳、科學在社會的核心功能、方法與目的之先後

我完全不否認科學傳播必須處理科學與社會關係，也不否認在許多情況中，

對話性的知識傳播確實有其優點。然而我想指出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從社會學

分化理論（differentiation theories）的角度，科學是專門發展、提供正確知識的

次系統。當然，那並不代表知識的創造只能依靠科學。社會各界都在創造知識，

而且與科學溝通最有關的：實用知識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與非科學領域的人提

供各自不同的觀點、目標、品質標準、知識資源，以促成知識的共同建構（co-

construction，請見下段的討論）。

本論文的前提是，知識的創造與提供，並支持它用於啟蒙、發明、成為解決

1 還有第三種取代傳統科學傳播模式的論點：在說服目標（persuasion goals）的脈絡之中，評估知
識傳播的相關性（或無關性），例如在公共衛生或者氣候變遷政策的領域，把是否促成公眾態度
與行為改變 (Nisbet & Mooney, 2007) 作為目標。在本文中，我並不探討這種標準有問題的觀點，
尤其是把大眾視為說服目標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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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專業知識，就是科學在社會中的核心功能，而這些功能也必須是科學傳播

的核心。

當然，這並不是說信任不重要。為了充分發揮上述功能，對於科學有一定程

度的信任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第一，科學不受信任的話，它所提供的知識

就不會被接受與運用—例如在政策制定以及風險管理的領域—結果導致科學

變得無足輕重、與社會無關。第二，如果一般性科學—也就是作為社會性與知

識性的知識創造系統—不受信任的話，社會就不會提供科學研究所需要的資源

讓它正常運作—例如資金、有天分的學者、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

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科學傳播裏面的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先後關係。知識的創造

與運用，其先決條件是信任；並非反其道而行。

也就是說，對於科學大眾傳播來說，知識傳播並不是增加信任的手段，而應

該被視作最終目的。另一方面，增加大眾信任的努力，不可視之為目標，而是創

造、提供正確而具有社會意義的知識的先決條件。創造與提供知識是科學的根本

目標，對於科學的信任，則是其必要的手段。這聽起來似乎無關緊要，但假如我

們聆聽某些科學經理人的談話，他們似乎把科學傳播當成培養社會支持、獲取資

源的手段而已 (cf., e.g., Marcinkowski & Kohring, 2014; Peters et al., 2008)。

參、科學傳播的兩大主要目標

根據上述理由，我主張科學傳播應該追求兩套主要目標：最重要的目標是知

識傳播；而促成科學與社會之間協商出有建設性的關係雖然也很重要，但屬於次

要目標。

科學傳播作為關於知識的傳播（communication “about” knowledge），與科

學在社會的根本功能有直接關係，並且發生在許多情境之中：例如科學家與工

業、政府、醫療系統的委託人私下的合作、組織參與式的活動（例如共識性的會

議）；這類事情同樣也發生在公共領域中。我想要強調，關於知識的傳播—而

不只是知識本身的傳播（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並不只限於資訊的

轉移（transfer）。再說，「轉移」的隱喻（metaphor）在許多方面是很有問題的。

它忽略了知識透過選擇、簡化、包裝、說故事等方式散播的過程之中，往往已經

改頭換面，特別是當有中介者如新聞記者參與的時候。這個隱喻還進一步遮蔽了

單向散播在嚴格的意義上從來不是真正的單向：傳播者為了引發民眾的興趣、讓

他們更容易理解而重構知識的時候，如果他們並未與聽眾進行直接互動，他們對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5

於聽眾的想像，可能反過來影響他們自己的思考方式；如果互動確實發生，知識

共構的過程可能會透過提問、批判式的反對意見、知識使用者的需求、從實際經

驗獲取的非科學性知識、不同觀點、價值等等，與科學知識進行整合。

多位學者以不同的方式，指出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在傳播之中「共構」知識的

過程，並認為這些過程對於知識的實用性質非常重要。以下僅列出其中一些學者

的研究與看法，但這個列表可以輕易延伸補充：

一、 科學家與記者代表理性的兩種形式，兩者對於解決社會問題都是有必要的 

(Spinner, 1987)。

二、 科學家接受媒體訪問時，記者往往作為觸媒，將一般性的科學知識轉化為解

決問題的專業知識 (Peters & Henrichs, 2005)。

三、 科學專家若忽略從業人員以實際經驗為基礎的地方知識，會導致不良的建議

與風險管理 (Wynne, 1989)。

四、 各種不同性質的團體，尤其包括知識使用者的參與，可能創造出「社會耐

用型」（socially robust）的知識，而不只是「可靠的」（reliable）知識而已 

(Nowotny, 2003)。

五、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提倡的「負責型研究與發明法」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主張在研究階段的早期採納公民的

意見，可能讓發明的結果更符合社會需要、也更能符合公民的期待 (Owen, 

Macnaghten, & Stilgoe, 2012)。

我舉出這些例子用以說明學者間已經達成廣泛共識，亦即科學家與非科學家

之間的知識傳播，其功能遠遠超過前者向後者散播知識的單向傳播。比較起來，

重大的知識共構，其發生的場域，較有可能在參與者多元化、雙方進行合作的背

景之下發生，而非大眾傳播；但它亦有可能發生在科技引發大眾爭議的一般層面；

或者對尚未獲得證實的知識（knowledge claims），雙方進行對話（discourse）的

時候；或者在科學家與非科學家線上對話（如部落格）等等。在科學傳播的許多

例子中，知識創造的功能既不明確又邊際化，只剩對常民聽眾提供知識而已。視

不同情況的需求，知識傳播的其一或其他功能—知識或願景的共構、對研究的

批判性評論、為非科學家提供知識—會變動性地占據最顯要的地位，成為主要

目標或者與結果。

雖然以上列舉出來的學者們，對於常民者參與科學知識的創造，抱著正面期

待，但也有一些學者預警可能的不良後果，尤其是爭取媒體能見度可能導致科學

知識的品質大打折扣，危害科學的知識自主性 (Weingart, 2012)。因此，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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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自主，另一方面則是歡迎知識共構，兩者之間有必要取得平衡。更進一

步，我們也必須甄別兩種情況，一種是知識共構完全一事無成反而造成阻礙，另

一種情況是它確實提升知識的品質，與增加社會運用的可能性。

第二個重要（但屬於輔助而次要）的科學傳播目標，在於協商科學與社會

各界的有效「關係」。這種關係需要雙方高程度的互信：社會對科學的合理期待

是什麼？或反過來，科學對於社會的合理期待又是什麼？另外，科學家在社會中

應該扮演的恰當角色是什麼？以及公民在科學與科學管理之中應該扮演的恰當角

色又是什麼？這些都應該達成共識。再一次，多位學者達成的廣泛共識是：科學

與社會的傳統關係，或稱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已經失去其基礎， 商討

「新的社會合約」 (Gibbons, 1999) 是有需要的。社會對於科學的期待已經改變：

部分原因是科學性質的改變、與科學研究、科學發明帶來的社會與道德後果；

部分原因是公民參與的需求漸漸增加。科學的改變、它跟社會互相依賴的性質，

由一些新的觀念表達出來，例如「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產官學三

角螺旋」（triple helix）、「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科學政治

化、經濟化、媒體化」（politization, economization and medialization of science） 

(Etzkowitz, 2008; Funtowicz & Ravetz, 1993; Nordmann, 2011; Weingart, 2001)。體

認到公民參與的要求漸增，導致科學與專業知識民主化的呼聲也愈高，亦即在研

究與科學管理的過程中，賦予公民一定的角色。學者們在討論科學家與公民在民

主知識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時，往往以「公民科學家」（civic scientist）、「科學

公民權」（scientific citizenship）、「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來形容後者 

(Maasen & Weingart, 2005; Mejlgaart & Stares, 2009; Strasser, Baudry, Mahr, Sanchez, 

& Tancoigne, 2019; Woolley et al., 2016)。

肆、公民對科學的信任

大眾對於科學與公民關係的期待，與該關係的實質樣貌，近年來漸行漸遠，

而這種愈亦不相配的感覺，在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會公元兩千年的報告裏稱之

為「信任危機」（crisis of trust），最後導致科學傳播的典範轉移，從「公眾科

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變成「公眾科技參與」（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ST）。把焦點從 PUS 的一般性科學知

識，轉變成為 PEST 裏強調「科學與技術」，反映出信任危機的癥結主要在引發

爭議的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領域，例如核能與生物科技，尤其是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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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安全性的解釋，往往遭到抗議運動、「反論專家」（counter experts）的挑戰，

顯現出大眾對於科學與技術的「不信任」（distrust）。

雖然有上述的科學信任危機，但民意調查通常顯示，民眾對一般性的科學信

任度相當高。英國惠康基金會（British Wellcome Trust）最近與蓋洛普民調機構

合作，對包括臺灣在內的一百四十個國家的民眾進行調查 (Gallup, 2019a)。其民

調報告顯示，百分之八十的臺灣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於臺灣的科學家有「很多」（a 

lot）、或「一些」（some）的信任。這樣的比例相較於西方的主要科學國家，如

美國與德國，只是稍低一些而已（圖 1a）；而在這三個國家裏，民眾對於科學的

信任都比對自己政府的信任度來得高（圖 1b）。

圖 1 對科學家信任度的民調問題，問得相當籠統，並未區分科學作為一套知

識系統、一種理解世界的知識方法；亦或是一套社會系統，內含組織與個人，各

有自己的目標、興趣、要求，也會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與社會互動。另外，該問題

亦未對民眾所期待的科學表現作出區別：民眾是否期待科學作為正確知識的製造

者（知識信任），對社會全體作出貢獻，不只為了特定的利害關係人；還是期待

科學具有世界競爭力。我一直主張，大眾對一般科學有較高程度的信任，是由於

大眾瞭解到知識、真理的尋求與共同福祉（common good）尤其相輔相成 (Peters, 

2015)。因此，相對於政治、經濟，大眾對科學之所以更信任，並不是民眾感覺

科學的專業知識很優越（由於科學的核心責任在知識生產，所以可能會造成這樣

的看法），而是相對於政治、經濟，民眾更傾向認為科學能創造共同福祉 (Peters, 

臺灣 美國 德國 臺灣 美國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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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民眾對科學家 (a) 與對政府 (b) 的信任程度

資料來源：Gallup. (2019b)；n ≈ 1,000；圖表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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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Sawicka, & Hallman, 2007)。相當多的民調顯示，信任問題的產生，出現於

科學與部分利益合作，或者當科學研究被描寫成、被感受到它受到政治經濟考量

或利益影響的時候 (Jung, 2012; Lindholm, 2015)。這些調查的結果，與前文所提

到的相當一致，技術科學出現的「信任危機」，也就是工業、政治、科學緊密結

合之時。

惠康基金會與蓋洛普所做的民調，包含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問題，對大眾的科

學期待作了區別，並詢問受訪者對於科學達成社會期待的信任程度（圖 2）。在

這三個國家，受訪者對科學知識（認同科學家會「對世界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的信任度，勝過於對科學家會「抱持著利益大眾的信念」，以及科學家會「對研

究資金來源開誠布公」的信任度。這個結果顯示，特定面向的信任度與一般性的

信任度有所不同，問卷中任何科學家為了一己的利益，或者只顧及委託人利益的

暗示，公民都會特別敏感，因為這可能會破壞科學對真理的尋求、對共同福祉的

貢獻。

伍、「公民參與」作為信任危機解藥的提議

傳統的科學傳播模式，由科學家對大眾單向散播科學知識，所謂「公眾科學

理解」典範，近來遭到嚴厲的批評 (e.g., Irwin, 2014; Kohring, 2005; Perrault, 2013; 

Schäfer, 2009)。批評者討論的焦點往往放在所謂的「缺失模式」，亦即科學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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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民眾信任科學與科學家的不同面向

資料來源：Gallup (2019b)；圖表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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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科學與技術之所以抱持不同看法，原因是常民的「認知缺失」（cognitive 

deficit），也就是他們缺乏對科學的理解與知識。為了克服這個「缺失」，提供

資訊、教育大眾似乎是恰當的步驟。對於公眾科學理解典範的普遍批評，尤其是

對於上述「缺失模式」的批評，集中於三個面向：這個模式被認為無法創造出大

眾的接受與信任 (cf. e.g., Dierkes & von Grote, 2000)；它忽略常民觀點與經驗具有

建構有用知識的潛力；它還暗示科學在科學傳播裏占據了主導的角色，以及科學

家對常民者具有權威式的師生教育關係。

由於體認到單單增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無法解決信任危機，公民參與典

範被發展出來，作為科學傳播典範的先進版本。它在 1990 年代逐漸演化，並在

公元兩千年被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會採用與推廣。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各式各樣

的科學傳播方式，以及各式各樣的「公民科學」(e.g., Holliman, Collins, Jensen, 

& Taylor, 2009; Jordan, Crall, Gray, Phillips, & Mellor, 2015; Weingart, Pansegrau, 

Rödder, & Voß, 2007)，公民參與典範有幾個主要的特色，可以跟過去以大眾媒體

為基礎的科學傳播方式作區別：

一、 直接傳播：這被認為是較好的溝通方式，大眾媒體往往被認為就是問題的一

部分，直接傳播不需要透過新聞記者作為中介人。

二、 增加社會包容：藉由降低知識門檻與社會屏障，為科學傳播開拓新的觀眾群

（例如兒童、不在意科學的成人）。

三、 更豐富的傳播體驗：強調能使閱聽大眾體驗更豐富的傳播方式，而不是科普

知識的平鋪直敘的介紹方式：例如個人魅力（與民眾面對面接觸）、情緒（有

趣、幽默）、美感（科學與藝術）、真實感（造訪實驗室）、娛樂（舉辦科

學狂歡節）。

四、 公民的主動角色：在科學傳播的過程中，提供公眾更主動的角色，不再只

是科普知識的「接受者」：鼓勵他們直接與科學家對話（例如：科學咖啡

館、實驗室參訪）；科學中心或研究機構的學生實驗室提供「體驗式科學」

（hands-on science）；公民科學家參與研究計畫等。

五、 公民參與：在知識創造與科學管理的範疇，開放、創造公民參與的角色，允

許他們有足夠分量的影響力（如共識會議、公民科學、負責型研究與發明。）

大部分的研究機構、涉及科學傳播工作的科學性組織，都欣然接受公民參與

取向，我懷疑，這是因為這些機構認為這個取向可以美化自己組織的公共形象、

提升科學的形象，並跟大眾維持友好關係。然而，從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

取向帶來的參與假象也許就是問題，因為它促使這些組織在目標與計畫上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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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作妥協。尤其是邀請公眾參與的要求，科學家可能視為限制學術自由、威脅

他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權威。

陸、臺灣科學家的觀點

近年一分對臺灣、德國、美國自然科學家與理工科學家的調查 (Lo, 2016)，

讓我們更深入地瞭解科學家對科學傳播與公民參與的看法。問卷的其中一題詢問

科學家偏好的大眾傳播管道（圖 3）。這三個國家的科學家，只有少數人表示對

科學傳播不感興趣；然而，臺灣（以及德國）的受訪者似乎比美國的科學家更不

喜歡與大眾溝通。而這三國的科學家都最偏好與大眾面對面溝通，其次是跟記者

接觸、最不獲青睞的則是網路上的直接溝通。影響個人偏好的因素多重，如傳播

的預期效果（亦即：觀眾人數多寡）、需要的努力、時間與能力、遭到誤解的風

險、特定管道的爭議性，以及他們自覺滿意的程度。科學家可以分成兩大陣營：

偏好媒體管道的人（透過新聞記者作為媒介，或者網路直接溝通），以及喜歡面

對面直接互動的人。後者也許代表科學家同意公民參與模式的某些原則。相對多

數的臺灣受訪者偏好媒體管道，而相對多數的德國受訪者偏好面對面互動。美國

的科學家偏好媒體管道或面對面互動的人數，則呈現五五波的態勢。

問到科學家是否贊成公眾參與科學管理（科學活動，與其應用的法律規

範），臺灣受訪者明顯不贊成（圖 4）。在德國與美國，對於排除民眾參與科學

有許多的方式能讓科學家與民眾溝通。

您偏好何種溝通方式？

透過接受專職報導科學的記者訪問

自己寫網誌、部落格、社群網絡，

或是自製波克與影音

直接和群眾面對面

其他管道

我沒有興趣和民眾溝通

臺灣（n = 272） 美國（n = 303） 德國（n = 240）
10%0% 20% 40%30% 50%

圖 3：科學家對於公眾傳播方式的偏好

資料來源：Lo (2016)；圖表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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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應用的規範，反對的科學家比贊成者來得多；但在臺灣，同意大眾不應參

與科學管理的人比不同意者多。德國與美國的科學家較能接受科學管理的民主化

模式，也就是公民參與模式的中心思想；臺灣的科學家顯然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

民調裏所出現的另一個跨文化模式，則是科學家與「常民研究者」合作的

問題（圖 5）。問題的措詞，提到如此合作的目的，乃是「讓科學知識更能符合

社會期待」，明確地詢問受訪者對於可能影響到知識成果的公民合作之意見，而

... 一般科學研究

60%

50%

40%

30%

20%

10%

0%
臺灣（n = 272） 美國（n = 303） 德國（n = 240）

民眾不應參與科學活動與科技應用之法規制定

不同意 同意無意見

圖 4：科學家對大眾參與科學管理的態度

資料來源：Lo (2016)；圖表自繪。

臺灣（n = 272） 美國（n = 303） 德國（n = 240）

不同意 同意無意見

70%

50%

40%

30%

20%

10%

0%

60%

科學家應該和非科學家合作，視之為「常民研究者」，

讓科學知識更能符合社會期待

圖 5：科學家對於跟非科學家的「常民研究者」合作的態度

資料來源：Survey of STEM researchers (Lo, 2016)；圖表自繪。



JCRP, 10(1), January 202012

不是什麼無足輕重的合作。圖 5 顯示三個國家的受訪者對於公民科學都採取相當

肯定的態度，臺灣的科學家尤表支持。臺灣科學家的態度相當令我們驚訝。我們

原先料想：比起讓公民在知識創造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科學家可有說

服力地自稱為專業的領域與責任），科學家會較同意公民參與科學管理，因為這

屬於真正的政治範疇，所以在民主國家，自然屬於大眾參與的範圍。但證據顯示

實情並非如此。這引發的問題是科學家如何思考他們與公眾合作，以及他們是否

可以主導這種合作的經驗，保持常民屈居次等的支持性角色。雖然臺灣的科學家

對於公民參與科學管理抱持懷疑的態度，卻似乎對於常民公眾影響他們的本業

（core business）—知識的創造—表示歡迎的態度。這也許是臺灣科學家比

起西方同行在自主性（autonomy）與自律（self-regulation）所受的要求較低的結

果；這也許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影響 (cf. Marginson, 2011)，亦或是臺灣科學依照西

方模式現代化的過程中，臺灣政府扮演主導角色的結果。

柒、非權威式的知識傳播

科學的公共傳播對於知識的提供與利用，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例如個人可根

據它提供的科學專門知識，自行對於身心健康、環保議題做出決定。除此之外，

在科技發明、氣候變遷、環保議題等等政策議題的公共對話，它也作出貢獻，讓

公民、利害關係人、決策者因此獲得相關的知識。透過研究成果的分享，科學傳

播也讓有興趣的大眾參與新知的發展：這些知識有時候有用，有時候沒有實際的

用處，「只是」促進個人對世界的瞭解。雖然這種由上而下，由科學家對大眾傳

播知識的方式遭到廣泛的批評，被認為是「缺失模式」的實踐，但我認為在許多

情況下，這種知識傳播並沒有什麼不對，也不一定隱含權威式的態度。知識散播

也許是科學公共傳播最常使用的模式，顯然世人對它有所需求。

科學與公眾必須就相互的期待、科學與公民所扮演的角色達成共識，除此之

外，關於知識的傳播、知識本身的傳播，仍然必須作為首要任務。科學家與常民

之間具有專業知識的落差，這一點幾乎是無法否認；刻意忽略、輕描淡寫、或者

擾亂這種落差，則是違反事實。而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中，科學知識比起常民者的

知識更有優越性。雖然有人會說任何知識的散播都是缺失模式的顯現；我認為這

是荒誕的說法；然而，我也認同，科學雖有知識學上的優越性，並不代表科學家

有理由歧視常民者。我們所需要的，是非權威式的的知識傳播（non-paternalistic 

knowledge communication）。這種模式必須對傳統的科學普及方式作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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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明：科學傳播者不必屢屢主動廣播他們研究的每一個面向，但他們應該維

持科學透明化，讓民眾有管道可以瞭解他們研究的主旨、研究的社會脈絡、

研究的結果，以及這些結果的相關學術討論（例如：網站）。

二、 理解外界對公共資訊有所需求：影響公共事務的領域上，科學家與科學機構

應主動與大眾分享，而且在與他們的專業與研究有關的領域上，主動與參與

政策的公共對話。

三、 對公共批評持開放的態度：科學知識不應該以神聖不容置疑的姿態傳播：不

可認為公眾不得過問、不得發出質疑批評。科學界也應該準備好回答大眾的

問題（如新聞記者的詢問）—包括批判性的問題在內。科學家應參與關於

知識的公共對話；非科學家提出來的論點以及經驗，也應該予以思量考慮。

也許本模式與科學普及模式最大的不同，是科學家與常民者的角色：不再視

之為老師教學生的教授情境，知識傳播的情況應該被介定、類比為商業上的諮商

情況，好比顧問對客戶的角色關係。教育與諮商情境都是某一方掌握特殊知識，

然而在諮商的模式中，知識的落差並不被視為地位或權力的不對等。客戶較低的

知識水平並不被認為是認知的缺失，而是現代社會中自然分工的後果。在諮商的

模式中，客戶會定義諮商的工作。如Harold J. Laski在 1930年所說的：專家是「彌

足珍貴的僕人，同時也是極難服侍的主人」。因此，對科學傳播者來說，非權威

式知識傳播的基本原則，是要把公眾視為客戶 (Laski,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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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model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t concludes that while 

public trust in sc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 are important, 
the core function of science is creation and provision of knowledge and hence this 
should be prioritized in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The turn fro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e crisis of trust has shifted attention from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towards communication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society. In prac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engagement paradigm often 
trivialized its original democratic pretensions. Creating enjoyable experiences f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seems to be the primary goal, while the business of science is 
shielded from substantial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 “playgrounds” are 
created instead. With respect to communication related to knowledge, I acknowledge 
the potential of co-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discourses that include both 
scientists and non-scientists but still argue that plai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remain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avoid the pitfalls of 
the so-called deficit model I propose “non-paternalistic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s a model suited to democratic societies. Empirical data about trust in science and 
scientists’ attitudes towa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issues regarding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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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身處在一個風險社會。長久以來，基於風險之不確定性而存在的爭議

不知凡幾，其中最貼近大眾民生的食品安全，更是強烈衝擊國家對於風險治理

的能耐。風險溝通是風險治理的一環，是個人、群體或組織間對於人類健康或

環境的風險、潛在風險的資訊與觀點進行交流互動的過程 (Lundgren & McMakin, 

2009)。當利益關係人可以透過公開的資訊分享、對話、討論，才能建構出整個

社會的風險認知 (Slovic, 2000)。食品安全的風險事件不只涉及風險決策，還關乎

政府如何與不同利益關係人進行風險溝通的過程。

過去政府處理風險溝通是採取「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以「科學威

權化」（the wave of authority）的思維，預設民眾缺乏知識，風險溝通是由政府

與專家主導，排除了民眾的聲音 (Besley & Nisbet, 2013)。1980 年代中期，英國

發生狂牛症，一開始英國政府堅決否認狂牛症是人畜共通的傳染病，民眾被告

知牛肉是「無風險」；一直到 1990 年代中期，政府與專家才證實受感染牛隻與

狂牛症之間的關聯性，然而疫情早已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不只引發社會恐

慌不安，政府與專家的威信也幾近全面盡失（范玫芳、邱智民，2011；Eldridge, 

Kitzinger, Philo, & Reilly, 1998）。

晚近研究指出，風險溝通逐漸朝向納入利益關係人的參與，採取「參與模

式」（engagement model）(Leach & Scoones, 2005; Nisbet & Scheufele, 2009)，尤

其重視在地經驗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的「科學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Collins & Evans, 2002)。除了承認常民擁有在地或實務知識（local/

practi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更希望納入更多的公眾參與 (Wynne, 1996)。

回望到臺灣，2008 年中國發生三聚氰胺混摻進嬰兒奶粉（俗稱毒奶粉）事

件，影響擴及臺灣，我們首次見證食品風險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崩解（祝平一，

2008）。近幾年，臺灣接連發生重大食品安全的風險事件，從 2009 年砷炸油、

2011 年塑化劑、2012 年瘦肉精到 2013 年問題澱粉、食用油添加銅葉綠素，以及

2014 年的餿水油事件。尤其在 2013–2014 年接連發生的食用油風險事件中，政

府展現的風險治理缺乏警覺性，而事件發生之後的風險溝通與危機處理，都無法

獲得社會認同，在長期習於遲滯、隱匿風險的管制文化下，不只造成民眾的心理

恐慌擴散，幾乎長期處於無（未）知的風險，也對政府的食品風險治理能力產生

不信任感（周桂田、徐健銘，2015：189-212）。

食品安全涉及飲食習慣、地域、信仰等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了民眾對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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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程度。面對食物可能產生的風險，不同群體會因為自身所處的位置、理念

與目標而有不同的「詮釋彈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Nelkin, 1992)，甚至

因為選擇的證據，從而形塑出個人對於風險的認知 (Jasanoff, 1993)。因此，政府

在風險溝通過程中容易出現盲點，溝通效能大打折扣，甚至產生「隔靴搔癢」之

窘境，使得風險治理面臨更大的難題 (Hansen, Holm, Frewer, Robinson, & Sandøe, 

2003)。

然而，本研究並非單方面地責難政府，而是好奇：在風險資訊流通愈來愈快

速的年代，何以民眾無法抑制恐慌心理？過去習於由政府主導或專家定義的風險

溝通，如何進展到讓常民積極參與？本研究認為，只有瞭解專家與常民在風險認

知與詮釋上的差異，政府才可能在處理食品安全的風險事件時，擁有較佳的風險

溝通策略與因應之道。

從土地到餐桌、從食品生產、製造到消費的過程，無一不隱含風險的諸多不

確定性（uncertainty） (Jansen, Claassen, van Kamp, & Timmermans, 2019; Kettler et 

al., 2015; Verbeke, Frewer, Scholderer, & De Brabander, 2007)。當前食品安全的風

險溝通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即在於理解專家與常民對於「不確定性」的認知與詮

釋，而政府在做相關決策時，更需謹慎考量如何與其進行妥善的風險溝通。本研

究之主要目的，即在藉由雙方對話的過程，瞭解專家與常民對於食安風險溝通的

想像及需求，期望提供政府在食安風險溝通實務上的建議，找出能有效促成專家

與常民對話的溝通策略，並尋求建立共識之可能。本研究提出下列問題：

研究問題一： 專家與常民如何認知並詮釋食安風險不確定性？

研究問題二： 專家與常民對於彼此在面對食安風險時的期待為何？

研究問題三： 專家與常民對於政府在食安風險治理與溝通上的期待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風險的不確定性

科學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性的科學化」過程（Bonß, 1995: 252-255，轉引

自周桂田，2005）。科學的本質在於不斷探索未知，從不確定性最低、相關變

數爭議也最小的「共識性科學」（consensual science）(Rayner, 1992: 101)，一直

到不確定性高，甚至於涉及到科學風險之外的倫理社會議題的「爭議性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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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ial science），「不確定性」對許多人來說相當困擾，即使科學家社

群對於科學問題往往也有不同的解答 (Funtowicz & Ravetz, 1992)。

根據 Wynne (2002) 研究，不論是科技政策、風險評估或環境政策等領域，

至少具有七種不同型態的不確定性，包含：風險、不確定性、無知、非決定性、

複雜性、歧見、模稜兩可。Miles & Frewer (2003) 將科學不確定性分成七種：（一）

受影響者的不確定性；（二）時間的不確定性；（三）測量的不確定性；（四）

因科學論證歧異而產生的不確定性；（五）對於使用動物的測量結果應用在人類

風險評估的不確定性；（六）風險規模的不確定性；（七）對於如何處理及降低

風險的不確定性。Markon, Crowe, & Lemyre (2013) 指出，不確定性通常來自對於

成因、後果及機率等相關知識的缺乏，也可能源自於相互矛盾、意義不明確的資

料，或是專家們對於數據資料歧異的詮釋觀點。

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同利益關係人因自身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

所受的科學訓練等差異，而對風險「問題化」產生不同的認知 (Jasanoff, 1993; 

Nelkin,1992)。Renn (2008) 將風險劃分為四種類型：（一）參與者為專家，彼此

擁有共識的「簡單風險問題」；（二）參與者為專家，但對於科學方法與詮釋上

具有不同見解的「複雜風險問題」；（三）參與者加上非專家的重要利害關係人，

揭露科學方法上所展現的不確定性；（四）參與者包含專家與非專家，但由於自

身價值觀的不同，彼此對於結果的評價與發生的機率欠缺共識，因此產生風險認

知上的差異。

二、風險溝通的認知與詮釋：專家、常民、媒體

根據 Powell & Leiss (1997: 27) 分析，一般而言，專家認為風險是一種以統

計、發生機率、死亡率等數據為基礎所估算出來的危害，但對於民眾而言，風險

涉及到與個人生活相關的所有傷害，其對風險自願或非自願的暴露、理解、恐懼、

傷害、個人控制能力、公平道德等，皆為評估風險的依據。早期研究認為，常民

通常不會對風險議題主動尋求資訊，而是傾向誇大風險，甚至只憑個人感官、親

身經驗或周遭實例來認知風險，無關乎科學證據的正確與否，尤其偏愛「簡化」

與「二分法」的資訊；常民總要求「絕對性」的答案，而非專家所採用的「對比

性」邏輯 (Fischhoff, 1985; Furnham, 1988)。Sandman (2012/1993) 從常民的反應斷

定風險是危害與氣憤的總和，具有相當的情感內涵，常民較少關注以科學知識為

依據的危害本身，但專家又容易忽略常民以情感為基礎所認知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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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風險事件發生，常民在情緒上關切負面資訊大於專業科學資訊，可能影

響其對風險的判斷與行為反應。Einsiedel & Thorne (1999) 研究發現，面對風險事

件，常民通常會產生幾種反應變化，從全然無知、事不關己到不相信自己可以瞭

解更多，共有疏離程度不等的八種反應類型。這些反應固然與風險議題性質，或

與常民所擁有的背景知識、認識技能及生活經驗等社會脈絡有關，卻也形成不同

社會所常見的脆弱性風險認知 (Cantley & Lex, 2011)。儘管專家與常民在風險認

知上有所差異，但若據此詮釋為常民較不理性，卻可能低估他們的意見價值。

食品安全與個人健康息息相關，而日常生活的飲食消費經驗更是常民理解、

詮釋食安風險的依據準則。針對食品風險議題，Frewer et al. (2002) 發現常民比起

專家更能處理不確定性，他們對於政府或專家背書聲稱「安全無虞」這類的絕對

聲明（absolute statements）抱持著懷疑態度。常民最迫切想要知道的資訊，在於

能夠立即發現食品風險的不確定性，並且採取積極作為，以消弭此類不確定性的

氛圍。Miles & Frewer (2003) 認為，民眾要求專家或政府提供的並非是風險的確

定感，而是充分的風險資訊，足以讓他們在心中做決定。

雖然早期研究指稱，常民容易過度仰賴自身經驗來認知風險，但有些學者

卻不這麼認為。Nucci, Cuite, & Hallman (2006) 發現，常民基於自身的飲食經

驗，自我建構出一套知識系統，影響了政府官員或專家等菁英階層的風險詮釋。

Pidgeon, Simmons, Sarre, Henwood, & Smith (2008) 更指出，常民對於自身可控制

的風險格外有感，自覺有責任找出關於每日飲食活動的風險，因此鼓勵常民在風

險溝通過程中扮演更為動態，甚至主動建構風險的角色，而專家也不再被視為是

單一的風險資訊來源。

另一方面，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資訊／知識傳遞的中介角色 (Singer & Endreny, 

1993: 2)，可被視為「專家知識的近用點」（an access point of expert knowledge）

(Giddens, 1990: 90-91) 或「準專家機制」（quasi-expert mechanism）（黃浩榮，

2003：111）。媒體不只傳遞特定風險的定義，還參與風險的產生、操弄、協商

與轉移 (Adam & van Loon, 2000)，甚至在不同群體的互動反饋過程中，造成強化

或淡化社會對風險認知的效果 (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亦即，媒體成為風

險產製的一部分（李丁讚，1997）。因此，關於食安議題的媒體報導與資訊傳遞，

不只是關於科學知識如何再現，而是媒體如何透過選擇消息來源的風險立場，形

成報導的觀點與框架，進而建構社會所認知的風險樣貌。

過往媒體在報導食安風險事件時，存在著專家意見優於常民詮釋的預設

立場，甚至有時候提供錯誤訊息（邱玉蟬、游絲涵，2016；陳思穎、吳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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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謝君蔚、徐美苓，2011；Nisbet, Brossard, & Kroepsch, 2003）。一旦專家

與媒體合謀後，可能掩蓋了風險的更多不確定性。然而，Wynne (1996) 認為，即

使常民不具備專業科學知識，並不代表他們的知識匱乏；相反地，常民具備另

一種以個人日常經驗與生活環境為基礎、富含社會文化意義的在地知識。Callon 

(1999) 也指出，常民對於在地經驗與知識的理解程度，足以與專家的專業知識與

能力相抗衡。

近年來，媒體報導開始重視常民做為消息來源 (Nucci et al., 2006; Nucci & 

Kubery, 2007)，改變了專家在科學知識生產上權力獨大的現象，在媒體環境快速

發展的情況下，賦與常民取得話語詮釋權的動力。國內研究發現，常民具備自主

建造風險知識的能力，得以作為反抗專業風險論述的主要依據，尤其常民透過網

路資訊的搜尋與使用，以多元的消息來源與觀點，挑戰了「唯專家」的獨占性。

例如，在 2008 年從中國跨海影響臺灣的毒奶粉事件中，常民將複雜的風險知識

轉化為具有普同性的風險敘事、生活經驗、情感反應之「擬知識」（楊智元，

2009），甚至展現風險預警與抗辯「偽知識」的能力（李明穎，2011），最終成

功動員輿論，改變政府慣用的管制標準。在 2014 年發生的餿水油事件中，吳宜

蓁、李明穎（2017）則發現，常民成為媒體報導食安議題的重要資訊來源，也對

風險產生一定程度的理解與抗衡論述，可惜缺乏與政府或專家對話的機制，因而

斲傷了媒體銜接常民、專家、政府的中介效能。

三、政府的風險溝通

在食品安全的風險事件中，政府擔負管控風險的責任，而民眾是政府主要的

溝通對象。然而，由政府主導的風險溝通，高度仰賴專家定義，視常民的風險觀

點不夠科學、是次要的，常民的回應只不過是直覺式情緒反應，並非來自客觀評

斷與科學證據，只有專家才有知識可以客觀量測並評斷風險的存在，一般民眾根

本缺乏評估食品風險的知識與能力（邱玉蟬、游絲涵，2016：185）。長久以來，

常民的經驗與知識都受到政府低估，或是漠視其風險溝通需求。其實，這是源於

政府習以實證主義的科學框架與管制文化，作為風險決策的基礎所致。

從英國狂牛症的例子中，Wynne & Dressel (2001) 發現，政府採取實證主義

的立場，狹獈地將不確定性推託到可辨識與量化的問題上，只不過是不想表明忽

視風險的藉口而已。同樣地，從國內多起的食品安全的風險事件中，無論是在檢

測值的認定或是預警原則的爭辯上，皆反映了政府在風險溝通上的準則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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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李明穎（2011）分析，政府過於仰賴客觀化的科學儀器

與科學標準值，反覆辯解風險不確定性，反而忽略了民眾的主觀認知，不只造成

風險擴散、錯失定義風險的機會，也閹割了決策的正當性。

至於在塑化劑事件中，范玫芳、陳俞燕（2009）指出，政府等待科學證據或

國外管制潮流才來修正，而不願進行預警性管制，忽略了民眾對毒物之風險認知；

周桂田、徐健銘（2014）直陳，政府以科學理性為據卻又獨占風險知識，專注在

強因果直接劑量效應的不確定性，卻將不確定性視為維持政策現狀的理由，隱匿

了風險問題的嚴重性，也封閉了公眾辯論的空間與機會。在問題澱粉、混充油兩

起事件中，邱玉蟬、游絲涵（2016）的研究也發現，政府以「低風險」、「合法、

合格就是等於安全」的說法來說服民眾，提供「安全無虞」的保證，只著重在技

術性資訊的片段告知，漠視了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與情緒，並無助民眾實質因應

食品安全問題。

表面上，科學檢測數值提供客觀、可測量的基準，但政府如何使用這些科

學工具，隱而未顯的卻是治理思維。一旦政府將政治經濟考量優先於食品安全之

時，終究還是得面對掩蓋風險的副作用。例如，英國狂牛症在初期被發現時，為

了產業經濟的發展，農、漁業食品部選擇封閉疫情資訊，未通報飼料出口國，也

沒有知會英國健康部；直到 1990 年代中，政府才承認其風險。對於管理食品安

全的政府與仰賴食品鏈維生的企業來說，如果無法直視的民眾需求與科學證據，

政府的威信與產業的存續將是陪葬品。

無獨有偶，國內無論從早年的基改食品、戴奧辛、狂牛症等事件，到近年的

毒奶粉、塑化劑、問題澱粉、混充油、餿水油等事件，都可見到政府在重發展、

輕風險，政治經濟先驗於社會權及環境權的治理精神下，往往採取隱匿風險資訊

之舉措，缺乏預警思維的行政管制，導致民眾的風險疑慮增加，也無力回應公民

社會的要求（李明穎，2011；邱玉蟬、游絲涵，2016；林昱梅，2015；周桂田、

徐健銘，2014）。因此，政府應秉持開放性態度，摒棄知識壟斷，傾聽多元的聲

音。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有效的風險溝通需要多元對話與相互傾聽的空間 (Lundgren & McMakin, 

2009)。為了找出專家與常民對於食品安全風險「不確定性」的看法，以及對於

食品風險溝通的共識，不同於過去研究經常採用的問卷調查、內容分析等量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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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焦點團體座談，試圖營造一個面對面、多元

角色互相對話的情境。陳向明（2016）指出，焦點團體訪談的作用在於：訪談本

身即為研究的對象、對研究問題進行集體性探討、集體建構知識。「（焦點團體）

訪談不僅僅被作為一個研究工具，而且還被作為一個研究群體動力的對象」（同

上引：289）。

為了提高討論的互動性，本研究採取異質性團體（heterogeneous groups）的

設計。這種設計有利許多不同的觀點能夠表達出來，也藉由這些觀點彼此間的衝

突，讓不善表達的成員產生表達的動力，說出自己想說的話（Flick, 2002 ／李政

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15：186）。當成員（專家、媒體、常民）之間對同

一問題（食品安全）存有爭議，研究者得以從團體互動中觀察彼此之間的對話，

達到深化主題（建立對話與共識）的目的。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學者（吳宜蓁、李明穎，2017；Collins & Evans, 2002; 

Wynne, 1996）提出的定義，將「常民」界定為非受過科學專業訓練者（non-

expertise），包括一般民眾與公民團體。無論是家庭主婦或上班族對於食安議題

的瞭解，都具有常民知識，即使他們未必經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常民從日常生活

中對食物的選擇、消費之間慢慢累積生存策略、記憶和情感，所以常民知識應該

等同視之，不因社經地位、職業而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定義「民眾」，涵蓋

家庭主婦、上班族及外食族，而「公民團體」指的是民間各種人士基於自由意願、

理想及興趣所組成的團體，尤其是關注食安議題並經常在媒體上發表相關意見的

公民團體列入邀請對象；至於「專家」部分，以食品科學、食品營養、公共衛生、

公共政策為專長的專家學者為邀請對象；本研究也邀請具有「準專家」身分的新

聞媒體記者（包含平面與網路媒體）參與座談，以瞭解媒體如何居中詮釋食安風

險議題，從而影響政府、專家、常民之間的風險溝通效果。

本研究於 2016 年 9 月在臺北進行兩場焦點團體座談，每場座談進行 2–2.5

小時，參與人數共 13 位（不含主持人、工作人員）。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參與

者包括：專家學者 2 位、民眾 4 位、新聞媒體代表 1 位，計有 7 位；第二場焦點

團體座談參與者包括：專家學者 2 位、民眾 2 位及新聞媒體代表 2 位，計有 6 位。

在座談開始之前，研究者告知過程將全程錄音，並取得參與者的同意。每個

問題仔細斟酌用字遣詞，經過適切的排序，讓參與者容易瞭解，以呈現他們的真

實表達為目標（胡幼慧，1996）。資料呈現時，以參與者的身分做為分類序號，

如：專家學者代號為A，公民團體代號為B，民眾代號為C，新聞媒體代號為D（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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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開放性的提問方式。討論內容有四大方向：一、對於

風險不確定性的看法；二、專家與民眾如何溝通風險不確定性；三、對政府未來

進行風險溝通的期待；四、建立共識的方法。座談題綱經過兩位食安專家審閱並

確立專家效度，見附錄。

肆、資料分析

一、專家與常民對食品風險不確定性的詮釋

當面臨的食安危機存在風險不確定時，專家首先必須承認自己對於食安最新

科技也可能處於未知狀況，讓常民理解食安科技的發展並非全然為科學家所知，

避免常民對專家存有「全知」或是「無所不能」的期待，如此有助於拉近專家與

常民之間的距離，開啟多元對話與溝通的可能性。

如果這個食安危機涉及到很立即的傷害，那可能就要直接宣稱「這

非常危險，我們也不曉得怎麼做」。這個方法有個好處，不會讓民眾

誤以為專家一定有一個適當的方法。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民眾多少會

知道專家是跟他們站在一起的。（A4）

場次 類別 身分（或職銜） 性別

第一場 專家 A1 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 女

專家 A2 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男

公民團體 B1 消費者團體董事長 女

民眾 C1 公司發言人 女

民眾 C2 公司總經理 女

民眾 C3 學生 男

新聞媒體 D1 報社記者 女

第二場 專家 A3 大學食品安全中心執行長 男

專家 A4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男

民眾 C4 學生 男

民眾 C5 家庭主婦 女

新聞媒體 D2 雜誌社記者 女

新聞媒體 D3 食安網路媒體總監 女

表 1：兩場焦點團體座談參與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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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安風險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專家們對於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詮釋觀點，

有時甚至出現意見相左的現象 (Funtowicz & Ravetz, 1992)。面對此種問題，由於

食品安全涉及多元領域，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對於風險的界定、標準及看法可能

都有所不同，而這些觀點的歧異之處，可透過經常的互動討論，或是借助溝通培

訓課程達到共識。專家表示：

學者、學界本來看法就會不一樣，國外也是這樣子，從食科的背

景、毒理背景、營養背景，大家看到的面向都不太一樣，然後多給對

方一點時間跟空間，可以共同去討論，總會得到一個結論。（A3）

當政府提及風險不確定性時，專家建議，在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中取得平衡

點，以貼近民眾的話語進行溝通。

不確定性涉及因果關係，對民眾來說，不確定性常常是「吃了某

個東西，不曉得後面會造成什麼不良反應」。但政府或專家說的不確

定性，動機可能是出於保護民眾，因此會舉出較多的不確定因素，例

如環境、個人體質、攝取量等。（A4）

專家的想法是比較相近，但是當你去跟民眾溝通的時候，第一件

事就是要站在民眾的角度。（A1）

尤其專家不能一味地告訴常民一些生硬的專業術語，常民無法理解科學數

值所代表的意涵，因此專家必須透過較貼近生活經驗的例子，或是使用比喻的方

式，讓常民對於涉及風險不確定性的專業術語有具體的概念。

若只是講標準值，民眾聽不懂。要用很多的方式去把專業語言轉

換，某個程度這些老師或專家也要接受轉換的訓練，可以請媒體人來

教……我舉柳丁的例子，媒體報導柳丁含砒霜，但我後來去查，柳丁

砒霜的濃度是 7 個 ppb，我一看就大量購買，因為比自來水標準還低。

這個例子只是想告訴民眾，如果你看到這些數字、這些濃度，你可以

用柳丁的案例去想，就會比較有概念。（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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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風險的基本概念，參與者指出，可以透過常民的自主學習、主動參與來

加以建構，其效果比單向式的教育宣導為佳。此種看法呼應 Miller (2001) 所言，

常民得以透過公開的對話與討論，從中漸次瞭解複雜知識的脈絡，進而產製出個

人的風險認知；再者，常民所期待的並非全然的確定性，而是有參與感的知識接

收方式，由自己來做出風險相關的決定 (Frewer et al., 2003)。

剛剛提到不確定性，有所謂的零風險、零檢出。零檢出到底對健

康有沒有害？如果有的話程度到哪？其實很難讓人理解，就有很多的

專有名詞，你知道我們作為一般人，要記的專有名詞很多，尤其是主

婦……我覺得政府方面總是相信一些奇怪的管道，可是不相信民眾自

己的管道。（C1）

釐清未檢出、零檢出，會非常有助於溝通……應該要講更清楚的東

西讓民眾可以接受。像我們覺得未檢出不等於零檢出，我們開始去學什

麼是零檢出、未檢出，所有東西都去學。知識如果是政府或專家給的，

我們就會說：「no、no、no」，可是若是自己摸出來的，再去檢視專家

講的，就是所謂常民科學跟知識，我們覺得會非常紮實。（B1）

現在民眾水準很高，可以自己挖掘各式各樣的知識，所以你要跟

他溝通，整個過程要透明，在決策過程要隨時可以跟民眾溝通，民眾

才會信任這樣的決策，因為他中間都有參與。（A1）

當新聞中出現相關問題食品的報導時，不論毒性大小，常民很容易感到恐懼

不安。專家指出，風險溝通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於讓民眾瞭解風險有大小、程

度之分，有毒物質的致癌性並非都均等，並進一步將毒物進行分類（如一級致癌

物、二級致癌物），或以更生活化的語言（如大毒、中毒、小毒、微毒、無毒）

向民眾說明。

我們現在就是把所有的毒都當成一樣的毒，只要講到食安，都當

成一樣的毒，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就是分類等級不明確，在社會上大

家也沒有共識，所以大毒、中毒、小毒、微毒、無毒，大家都把它當

成一樣。（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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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公式可以建立，譬如說這個公式建立在已經是非常確定的

一級致癌物，或是普遍專家公認的，這些公布出來，媒體如果要報導

的話，就說這是一級致癌物、這是二級致癌物……（A4）

二、專家與常民面對食安風險的期待

專家指出，常民首先必須願意相信科學、相信專家所訂出的標準數值，才能

進行後續的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是有基礎的，就是信任，就是民眾為什麼要聽專家、政

府的話，我要信任他。沒有信任的基礎，一切溝通是完蛋……這個信

賴感要靠政府在整個決策過程中讓民眾知道。（A1）

先相信科學，先相信專家訂出來的東西，合不合理以後再說，但

是你要先相信這個系統，你才有辦法往下走。舉一個例子，問民眾吃

不吃青菜，他不吃，為什麼？有農藥。可是我們有標準，一定都會檢

查出來，那檢查出來發現在這個濃度之下對我們的健康沒有影響，這

叫科學的話語。民眾還是不相信？那我們再告訴他，你吃蔬菜對你的

好大於殘留的農藥對你的壞，那你要不要吃？我們要先相信這樣的情

形之下是 ok 的。（A2）

專家強調，常民應建立正確的食品安全觀念，面對食安問題抱持「趨吉避凶」

的認知。所謂「趨吉」指選擇營養的食物，「避凶」則是減少食用問題產品，亦

即瞭解食安問題的重點並非單純的毒物問題，而是與日常生活的飲食型態息息相

關。

我什麼都吃，但中心思想是趨吉避凶，趨吉就是每天讓身體越來

越好，避凶就是食安。所以營養專家會告訴我們，今天食安問題不是

真正毒的問題，而是飲食型態的問題，可是你們願意相信這樣的事嗎？

這些是需要長期溝通，民眾才能夠理解。（A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31

至於常民對專家角色的期待，常民期待食安專家應導入「品牌化」的概念，

特別是在各類媒體蓬勃發展的臺灣社會，許多人自詡為專家，氾濫的頭銜導致社

會逐漸對專家產生不信任感；因此，擁有客觀公正立場，建立專業權威及值得信

賴的形象，對於專家而言至為重要。

專家在臺灣社會的角色和名號已過度被濫用，討論他們該如何

做，不如告訴我誰才是真的專家。食安知識就和保健、運動、消費常

識一樣，在紛亂的訊息中，民眾只能選擇性依賴自己相信的專家說法。

（C1）

其次，專家必須願意面對常民的質疑與詢問，將訊息整理成較親民的「微

知識」，讓常民理解風險不確定性，而非秉持傳統權威的專家治理，提供「結論

式」的訊息。換言之，專家不能將常民視為無知的個體，而是必須發揮「科普教

育」的精神，協助常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正確的食安觀念。因此，食安的風險溝

通應拋棄過去單向的教育模式，轉而創造雙向的互動對話，才能達到良好的溝通

效果。

關鍵在於專家如何傳達風險不確定性，讓媒體和民眾可以充分理

解。食安並無法給予黑白、一刀切式的結論，例如吃了什麼一定致癌

或中毒，或傷到特定的臟器……一般閱聽人並非食安專才，對訊息的

消化力有限，加上媒體的習性又是酷愛下結論式標題。在溝通上，專

家或主管機關必須切成好入口的微知識，平常就時時灌輸食安是相對

值，不是絕對值的概念。食安教育平常就該進行，而不是到了危機發

生時，才期待民眾不要相信那些自封或被媒體封為專家說的五四三。

（C1）

再者，由於食安風險經常涉及不確定性的解釋，專家在進行風險溝通應秉持

負責任的態度，客觀而清楚地陳述真實情況，才能減少常民在面臨食品風險選擇

時的恐慌與不安。

真實而客觀的論述及負責任的態度，是減少恐慌的關鍵。模模糊

糊說不清楚，才是引起恐慌的危機。（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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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食安有疑慮時，就先告知大眾可能的風險及專業的評估，

剩下的交由大眾自己判斷決定，只要不是在沒有數據報告的佐證下用

斬釘截鐵的方式批評就好。（C4）

專家向常民說明風險的大小或程度時，若能輔以充分、客觀的數據或案例為

佐證，更能強化訊息的說服效果。

假如專家說「我們現在還無法告訴你吃這個東西會不會致癌，或

許有風險，但目前的研究發現是，並不會比你在未開發國家隨便亂吃

路邊攤可怕，你不會致命，更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飲食和烹調習慣」，

我當然會接受，因為裡面有數據，有客觀的比較，也有我可以理解且

信服的語言。（C1）

若是專家能提供多樣性的證據或實際案例來佐證個人論點，我覺

得會更具說服力。（C3）

如果專家可以用很清楚易懂又明瞭的方式告訴我們食品哪裡有問

題的話，會大大提升我對該名專家的信任，甚至未來有相關的食品問

題時，都會希望有這類或這名專家出來解釋。（C4）

當發生食品風險事件，在不明白事實真相前，我會盡可能避開有

疑慮的食品……若有可信賴的專家級人物出面說明事件的可能來龍去

脈、影響層面，或許可以稍微降低疑慮。提出的證據若是夠有力，我

是信任專家的。（C5）

專家除了告知常民風險大小，也須提供降低風險的方法，特別是對已經吃下

問題食品的常民而言，如果能夠告知降低風險的具體作法，將有助減緩恐懼與不

安。

像譚敦慈的粉絲專頁，1 會告訴民眾，我就算吃了這個，我可以怎

1 譚敦慈為國內著名毒物科醫師林杰樑的遺孀，本身為一名護理師。林杰樑醫師長期致力推動宣導
正確飲食與各項醫學觀念，社會影響力極大。2013年林杰樑逝世後，譚敦慈繼承其遺志，持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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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而不是說一直恐慌。她會告訴你一些方法。（D2）

風險到最後就兩個重點，一個是計算風險，第二個是降低風險。

如果風險相對來說高，你就要用行為來降低風險，像少吃那些東西，

而不是去害怕這些東西。（A2）

在風險處於不確定的情況下，專家應否告知常民相關訊息，成為食品風險事

件中爭論的焦點 (Frewer et al., 2003; Retzbach & Maier, 2015)。從兩場座談會發現，

常民認為，專家需告知消費大眾關於食品中存在的風險不確定性。當專家指出食

品中尚有不確定的風險，並無損其專業性；更重要的是，常民瞭解在當今高風險

社會中並沒有「零風險」的存在，所以應該在風險評估時就提出說明，而非在風

險事件發生後才跟進。

專家需要將食品科學中所含有的風險不確性指出來，但不是在爆

發過後，而是應該要在之前，因為通常風險爆發成為危機後，民眾很

容易恐慌，對於不確定性的訊息就會很排斥。不是在危機處理時才在

那邊拿食安風險的不確定性來消火。（C3）

不過，對於常民而言，相關風險訊息的揭露並非一體適用，端視食安問題的

屬性及訊息的完整性而定，特別是研究結果尚未確定的話，不適合馬上公布，以

免引起不適當的期待，甚至對社會大眾產生誤導。

訊息揭露前，我覺得要先釐清層次。一般已經有完整定論的食安

問題，提供消費者夠完整、充分的訊息，理性的消費者可以自行判斷。

但是，屬於研究中、發展中、仍不確定結果的食安研究報告未必適合

露出，會有誤導之虞。例如浩鼎當年的防癌效果實驗，2 就給外界未必

恰當的預期。（C5）

幾年前強冠的油檢驗都還沒出來，食藥署就找專家開記者會，說

注食品安全議題。譚敦慈的官方粉絲專頁是 https://www.facebook.com/dantzulintan。

2 2016年 2月，臺灣浩鼎生技公司公布旗下抗乳癌新藥 OBI-822臨床二／三期解盲結果，顯示主
要療效指標（primary endpoint）未呈現統計學上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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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滴油無害，隔天新聞出來就被罵翻。他是從劑量的觀點去看，

然而民眾聚焦的是為什麼餿水油可以變成人吃的豬油，民眾考量的不

是劑量的問題，根本是源頭管理就有問題……應該等檢驗結果出來，

再去跟民眾溝通風險，而不是在報告還沒出來的時候，就急著跟大家

講說這個還好。（D1）

專家與常民對於風險的詮釋彈性並不一致。常民對於風險的感知具有情感內

涵，但專家可能忽略此種以情感為基礎所認知的傷害 (Sandman, 2012/1993)。食

安風險溝通應兼顧兩個層面：一是理性層面，如專家以科學數據解釋食品中有害

成分；二是感性層面，意指當常民情緒上無法接受有問題的食品，就算此類問題

食品被證明對人體無害，專家也必須安撫常民的情緒反應，勿將其視為非理性的

消費者。

一是理性部分，例如專家解釋食安成分的問題，二是感性部分，

例如食安可能觸及的噁心程度。有關成分問題，例如專家若解釋說，

某個對身體有疑慮的成分，一天要吃到 35 包才可能有害，我就會降低

疑慮，這部分我會信任專家。但是，像是秋刀魚原來含那麼多蟲，說

煮熟就沒問題，專家怎麼說，我也不吃，實在太噁心了。（C5）

三、專家與常民對政府在食安風險治理與溝通上的期待 

（一）建立專家群、食安智庫與發言人模式

當食品風險事件發生時，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當事人，甚至可能一開始即成了

眾矢之的，此時若由政府擔任說明風險的角色，容易讓民眾產生「球員兼裁判」

之嫌；因此許多參與者建議，應該找出一群公正、獨立的專家群，針對食安議題

進行風險溝通。

我們學術界在做三件事，第一是製造數據，第二是統計數據，第

三是解釋數據。這是何其困難的事，卻讓一般人說三道四，怎麼會講

得清楚？所以應該由可以被相信的團體或專家群、可以被公認的來說，

才可以消弭這些亂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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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要有資訊來源和可以訪問的對象，建議可由一群專家組成，

必須公正獨立，預算來源不能是政府，也不能涉及企業利益，讓媒體

知道以後有食安事件出現時可以找誰。（D1）

食藥署應該要建立專家群，這些專家群不是為他們想要的政策去

講話。例如 CDC 就有專家諮詢委員會，在發生疫情時，在醫界具有權

威、說得出話的，他們會通知記者今天幾點召開諮詢委員會，會議之

後幾點開記者會，有專家出來讓你問，而不是官員。（D2）

政府有公信力，但應該要有一個獨立超然的智庫單位，讓大家知

道不是那些所謂的專家名嘴講的就是對的，而是政府是有背書、讓民

眾可以被說服的。（D3）

其中，媒體代表進一步表示，由於食安議題涵蓋複雜的專業知識，因此專家

群或食安智庫的建立，必須先釐清不同類型食安所涉及的知識領域，再從中建立

各領域的專家名單。

專家群應該是看事件。比方說這個人對油很瞭解，我們今天針對

油品事件開一個會，大家看看怎麼因應，然後出來跟記者講清楚……

就是依事件，因為臺灣食安事件實在太多，而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

不是每個專家的專長都可以講。（D2）

食安智庫要涵蓋法規面、環保面、公衛面、新聞媒體公關等，應

該是要跨領域的。食材這一塊，有包材、原料、溯源、檢驗，是非常

專業的一個產業，可能在食安這一塊，要先拆解出到底容納了哪些不

同領域，建立每個領域的專家智庫，在不同的食安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些人都可以配合，針對不同部會的需求去做溝通跟協助。（D3）

當食品風險事件發生時，若政府發布的訊息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將影響常民

對政府的信任感，因此在食安風險溝通上，專家與常民均表示，政府可以考慮建

立「發言人」制度，有效地運用發言人作為面對媒體與常民的第一線窗口，迅速

且準確地統一對外公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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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們必須瞭解他要溝通的對象先要透過媒體，才能到達最終的

消費者，所以其實在危機處理與溝通上面，都會用發言人訓練。所以

政府官員必須瞭解媒體的生態，瞭解為什麼媒體問得那麼急。（C5）

（二）優化風險溝通平臺

良好的風險溝通首重雙向互動，若只有政府單方面向常民灌輸資訊，卻不願

進行對話，則溝通可能流於形式，無法產生效能。專家、常民與媒體代表均表示，

面對面的人際溝通是所有溝通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果的方式，可以在第一時間

澄清疑慮，促進政府、專家與常民的多元對話。至於在執行層面上，可採取說明

會、講座或論壇等形式。

最好是面對面，可以直接第一時間去詢問為什麼，如果疑問在第

一時間被澄清，我覺得大家就都可以理解……資訊是要被整理，是要

有互動，如果沒有面對面過程，那是單向，就像先射箭再畫靶，那溝

通都是假的。（B1）

政府喜歡編預算、委託、辦活動、辦課程、花錢，就一本冊子，

我覺得不夠。那要怎麼做呢？就直接面對媒體、專家，直接 QA，把所

有的問題全部蒐集回來，這就是你們關心的問題，解答在這。透過 QA

方式，不是強制灌輸應該這樣那樣。（A2）

跟民眾的對話，可以用講座的方式。現在很多退休的人其實蠻有

時間去聽，可以直接互動，可以問問題。（D2）

其次，溝通平臺的選擇亦相當重要。根據兩場座談會的討論，政府目前所設

置的風險溝通平臺仍偏向單向宣導，其中的資訊多屬應用性，而且散亂各處，未

能提供常民系統性的知識近用平臺。

把知識丟在一個平臺，OK 啦，可是如果它的知識不是系統性，而

是很應用性的，一樣無效。要完整的過程，要有系統性，從此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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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很清楚。可是現在政府做的平臺，像食藥署戰情中心，都是很應

用性，你可以點進去看這看那，我覺得那沒有用，是散亂的知識。（B1）

值得注意的是，網路上的食安謠言是引發大眾恐慌的重要來源，尤其是年長

者，雖然對新科技充滿好奇，但因接觸網路時間較一般年輕世代為短，若是缺乏

資訊識讀能力、無法判別網路內容的真偽，一旦接收錯誤的資訊之後，容易信以

為真而引發恐慌。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建構與之抗衡的平臺，讓常民擁有正確

的資訊近用管道；政府單位也應加強回應機制，因為當聽到食安謠言時，常民最

需要的是儘快證實資訊的真偽，並且期待專人即時回應相關疑慮。

我覺得很多專業的食品知識，例如添加物，其實民眾能接觸到的

管道真的非常少，大概就是透過媒體以及社群平臺，而很多社群平臺

的東西不見得是正確的……我覺得在民眾部分，應該要給他們更多的

管道去瞭解。（D1）

現在內容農場生態很恐怖，用恐慌式的標題吸引點閱，可能看完

後也不知道邏輯是什麼。可是像長輩就很喜歡，很容易去相信…民眾

的不確定性跟恐慌來自於沒有正確的資訊來源，不知道可以相信誰，

然後當這些東西強而有力的去灌輸他這些觀念，他當然不知道是錯的，

因為他沒有辨別能力，就只能全盤吸收，因為沒有一個平衡的平臺跟

資訊來源。（D3）

政府需要靈活運用不同的管道與平臺，而非單純依賴官方網站與常民進行溝

通。在目前各式平臺可供選擇的情況之下，管道的「易得性」與「便利性」成了

關鍵。因此，瞭解常民相信以及經常使用的管道，特別是社群媒體與常民的生活

有緊密的聯繫，開發一個讓民眾易於獲取食安資訊的平臺，更是政府可以努力的

方向。

然而，政府官方網站的便民性不似一般社群媒體，不熟悉網路的年長者可能

因操作上的不便而減低使用意願，甚至放棄對相關資訊的搜尋。相對地，社群媒

體在使用操作上較為簡易，具有較高的近用性。有鑑於此，民眾與媒體代表建議，

政府可嘗試建立具專業性質的手機 APP，或是成立 Line 官方帳號及 Facebook 粉

絲專頁，甚至嘗試運用直播等多元互動形式。當相關單位監測網路發現到食安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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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開始傳布時，可藉由社群媒體主動向民眾澄清，並即時回應常民的疑問。

現在民眾不太會去查官網，官網對民眾來說是遠的，因為也搞不

清楚到底要問食藥署還是衛福部，再加上現在政府單位的網頁其實挺

難用，就太多層次，只能關鍵字搜尋。或是可以找一個臉書想辦法問

問題，可是像食藥署的臉書並不是那麼經常更新。（D3）

例如頂新事件，我們都是從 Line 收到訊息，關於頂新旗下商品不

要去買，真的就很多人開始抵制……現在這種多平臺的環境下，ㄧ般

人對 Line 的信任搞不好多過政府或專家。你可以說它危險，但你也可

以說它是個機會…或是把它變成食安 APP，比如說我現在買豆腐，在

APP 上打豆腐，他就會有一些跟食安有關的資訊，或者說是不是有機。

也可以是直播的形式，可以互相對話。（C1）

目前衛福部在官網上的資訊，不符使用習慣，沒有人習慣上官網。

Line 更實用，可以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的作法，固定以 Line 通知相

關訊息，實用性與可信度兼具。（C5）

媒體代表也指出，近年來政府開始嘗試利用社群媒體與常民進行風險溝通，

可惜流於形式，未能善用新科技所提供的溝通優勢。

餿水油事件時，政府已經有運用一些社群媒體，譬如說在 Youtube

做一個直播，然後旁邊民眾可以去留言。我有試著留言提一些問題，

可是他們不會去理會，只是叫你等，所以很多網友就罵到底在幹嘛……

你們講這些我們沒有看到數據，我連到底要去哪裡查都不知道。政府

可能已經開放這個管道要跟大家溝通，可是沒有善用各種不同平臺的

溝通方式，然後跟不同族群要用不同的內容。（D3）

（三）建立公民參與機制

在風險溝通過程中，不同的利益關係人有時會發生各說各話，未能有所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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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與公部門的溝通尤甚。公民團體認為，公民參與機制的推動是提升風險

溝通效能的重點項目，政府若能在風險評估階段邀請常民參與，促進風險決策過

程透明化，將能大幅提高常民對政府的信任感，有助共識的達成。

例如中藥司邀請我們當代表，從風險評估就參與，我覺得這個經

驗非常完整，非常有用……食安事件中，大家的擔心有時候不是對毒

物的擔心，我覺得是在情緒上感覺被欺騙，所以標準會拉得非常高，

可是如果去參與評估，那會讓信任得到很多的紓解。（B1）

專家代表也強調，在食品風險事件中，政府應盡可能彰顯「透明性」，同時

擴大公民參與，確保常民對政府有足夠的信任；具備此種前提下，專家、常民與

政府三方才能在信賴的基礎上進行風險對話與溝通，並尋求共識的達成。

第一是要透明，這在溝通時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覺得從過去到現

在都沒有辦法真正做到，特別是政府的透明。透明之後，再來談參與，

大家的共同參與。有了參與才會有信任，之後才有辦法整合。精神是

要透明，然後共同參與，再去思考應該怎麼做。（A3）

整個評估的過程要透明化，透明才能有信任感。過去政府在做決

策時沒有透明，民眾完全不知道政府為什麼做這個決策，政府覺得民

眾搞不懂，或是幹嘛要知道……所以整個過程要透明，在決策過程要

隨時可以跟民眾溝通，民眾才會信任這樣的決策，因為他中間都有參

與。（A1）

伍、討論與結論

現代社會正在見證一個典範的轉移，科學知識不再僅限於實驗室，而是科學

與社會的共同演化 (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在日益複雜、充滿各種環

境、健康與食品科技風險的生活世界裡，我們需要吃什麼食物才不會有風險？誰

能決定食品安全風險？風險來自於決策，而決策依賴於風險治理架構下的風險溝

通，勢必面臨重新反省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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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對於食品風險的結構性恐慌，源自於長期不透明、隱匿與遲滯的

管制文化，此種管制文化系統性地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周桂田、徐健銘，

2015）。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福部）從 2010 年開始進行國內外食品風險議題

之調查及分析，發現食品安全風險事件延燒演變為社會動盪不安的危機，主要原

因包括：食品資訊傳遞不透明、主管機關對事件應變速度過慢、溝通能力不佳等

（傅偉光，2012）。

即使近年有《食品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等法律作為管制依據，也

有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專責單位管理食品安全事宜，但政府的風險溝通不佳的根本

性問題仍出在周桂田（2004：53）所言的「支配性的科學－制度性風險文化」的

沉痾。即使風險溝通從「科學威權化」朝向「科學民主化」挪移，仍舊缺乏與公

眾對話的機制（吳宜蓁、李明穎，2017）。

本研究以近年來的臺灣食品風險事件為背景，探討專家與常民對於風險不確

定性的詮釋以及風險溝通需求，藉由兩場焦點團體座談，提供專家與常民互動、

交流的真實場域，嘗試從雙方的對話中尋求共識，以建構出具有公民參與精神的

風險溝通策略，作為政府在食品風險治理與溝通上的參考。

Arkin (1989) 強調，風險溝通經常會被侷限在風險的科學本質，以及公眾的

風險認知。首先，本研究發現，常民對於風險不確定性與複雜度有所認知，不會

因為專家提出食品風險的不確定性而質疑其專業，他們需要的是充分的風險資

訊；另一方面，負責任、客觀公正與適度權威感的「品牌形象」，才是專家在風

險溝通中獲取常民信任的關鍵。

其次，如同過去研究 (Johnson & Slovic, 1998; Retzbach & Maier, 2015) 指出，

食品風險事件發生一開始，應告知常民關於風險的不確定性，在專家或媒體的中

介下，將有助於常民對於風險的判斷，理性地選擇食品。如果等到風險爆發成為

危機，常民反而容易感到恐懼，對於相關訊息將有所排斥。因此，在食品安全的

風險事件中，專家應充分告知常民關於風險的不確定性，但最終的消費決定權，

則交由常民根據相關風險資訊自行判斷。

本研究也發現，常民承認食品風險的不確定性，並認知到科學標準的工具侷

限。他們會主動尋求並思辨更多風險資訊，以消弭自身對於不確定性的恐懼。例

如，公民團體代表 B1 表示：「我們覺得未檢出不等於零檢出」並且「開始去學

什麼是零檢出、未檢出」。尤其在網路與社群媒體蓬勃發展的脈絡下，各類風險

資訊的流通較以往來得便利，強化了常民主動尋求風險資訊的動機與行為。連學

者代表 A1 也承認，「現在常民知識水準很高，他們可以自己去挖掘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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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所以整個溝通過程要透明」。常民善用新科技工具自行探索知識，結合生

活經驗形成常民知識後，再去檢視政府或專家所言。這個結果呼應 Frewer et al. 

(2002) 研究發現，常民並不全然相信政府或專家「絕對安全」的證言式宣傳。事

實上，常民比專家更能處理不確定性，如果政府仍如以往一般採取隱匿或誤導風

險資訊的作法，很容易被民眾「打臉」，可能釀成更大的治理危機。

威權式專家政治之風險溝通，正是導致今日許多風險爭議之問題根源，無

法提升民眾對政府風險治理的信任（周桂田，2014：292）。不少學者（如：

Fischer, 2009; Hinchliffe, 2001）指出，高度仰賴以科學實證為基礎的專家政治有

其侷限性，去脈絡化的科學知識既無法替風險帶來任何確定性的保證，也無助於

真正理解常民對於專家知識與風險不確定性的疑慮。若能有效地運用不同利益關

係人的詮釋彈性，將有助於提升風險溝通的效能。

在食安議題的風險溝通中，最大的障礙往往並非客觀證據資料的分析，而是

如何拉近不同對話者之間的主觀感受，消弭恐懼感並促成彼此對話（吳宜蓁、李

明穎，2017：93）。風險溝通必須從科學威權化、專家政治中解放，朝向科學民

主化、公民參與的方向發展。在風險溝通「民主化」的脈絡下，政府與專家必須

尊重常民知識，發展具效能的風險溝通原則與策略，以建立民眾對相關決策的信

任。

Heath & Gay (1997) 認為，良好的風險溝通有助於不同群體價值觀的分享與

對話，並得以建立彼此的夥伴關係。風險溝通著重在互動與主動參與，以使常民

自發性的內化風險訊息轉化成風險預防行為 (Conway, Ward, Lewis, & Bernhardt, 

2007)。本研究發現，對於專家或常民而言，有效的風險溝通原則無非是「坦承」

與「透明化」。食品科技的發展並非完全為科學家所知，即使科學也有不確定（未

知）風險的侷限，因此政府或專家在與常民進行食安風險溝通時，應坦承科學知

識的有限性，並且善用媒體轉譯科學深奧、複雜的專業術語為親民、易讀的訊息。

這些作法在於提供常民掌握風險評估不確定性的範圍，讓常民感受到政府或專家

與其站在同一陣線，集體承擔對於風險的可接受程度。

此外，不少學者（周桂田，2005；Yearley, 2000）呼籲，政府應致力於建置

風險資訊透明的平臺，並整合社會中的多元行動者網絡，如此方能促進社會對科

學知識的信任。至於如何增進社會對風險的理解、信任與共識？參與座談的專家

與常民不約而同提到「媒體」扮演的角色更形重要，可作為銜接專家、常民、政

府之間的知識橋樑。政府不能只依賴單一官方管道（如食藥署闢謠專區）與民眾

溝通，而是必須靈活地運用並經營不同的管道。政府也可以在內部建立獨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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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智庫單位或專家資料庫，並透過媒體來建構政府與專家的公信力。例如媒體

代表 D2 建議「食藥署應該要建立專家群，這些專家群不是為他們想要的政策去

講話」；而民眾 C4 則認為：「大眾媒體可以跟專業的獨立媒體合作，將會是一

個互補；如果有做到平衡報導，知道去找哪些專家，就可以讓民眾不用那麼驚

慌」。

社群媒體的出現，提供了具開放性、透明性風險資訊平臺的發展機會（吳宜

蓁，2011：133）。在此種社會條件之下，除了善用人際傳播的面對面溝通方式

之外，如何發展一個具公信力且便於民眾獲取食安資訊的社群媒體平臺，是政府

強化食安風險溝通的當務之急。風險是社會建構的過程，藉由多重管道的轉介機

制，將食安風險轉化為常民日常生活中自我學習、認知、對話的過程，使決策成

為社會公眾價值判斷、信任的建構過程與結果（周桂田，2014：298）。

因此，本研究歸納食安風險溝通策略必須掌握幾項要領，提供政府在食安風

險溝通實務上幾點建議：一、承認風險確實存在，有助於建立信任度；二、政府

官員應充分解釋風險的確定與不確定所在，以取得常民信賴；三、面對被風險影

響的常民，如果政府出面進行風險通時的立場遭受質疑，此時宜由較具信賴感的

公正專家做為中介者來協助風險溝通工作；四、未來可針對專家及政府官員進行

食安風險溝通的培訓課程，加強其與常民溝通的知識及技巧。

最後，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座談，提供專家與常民面對面的對話機會，其間

也納入具有「準專家」身分的媒體代表，盡可能安排不同群體在同一場合交流，

但囿於各方時間協調上的限制，未能邀請政府機關中主管食安政策的官員一起參

與座談，聆聽民間的多元聲音，建議未來研究仍應納入。

此外，由於本研究舉行焦點團體座談時間是 2016 年 9 月，臺灣社會經歷

2013 年的混充油、2014 年的餿水油等重大食用油風險事件，甚至 2015 年底引發

的「滅頂行動」3 也還在持續中，在這樣的社會時空脈絡下，再加上異質性團體

的設計，現場參與民眾很容易從當時的生活經驗中取材，侃侃而談，也能與專家、

媒體代表產生許多意見互動與交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場參與民眾的語言

表達能力與反應是否與社會學的人口變項有關，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索。

3 由於臺灣頂新國際集團陸續爆發多起重大劣質食用油品事件，民眾透過網路發起針對該集團旗下
多項產品進行抵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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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食安風險溝通」焦點團體座談會—談專家與民

眾的風險溝通與共識

座談題綱

近幾年來臺灣的食品風險事件頻傳，從孔雀石綠、還原工業用酒精製酒、福

馬林菜脯、含砷炸油、塑化劑、毒澱粉，一直到食用油添加色素及餿水油品風波

等。我們發現在這些事件中，政府、食安專家和民眾對於食安風險的看法有相當

大的落差，以至於產生風險溝通的障礙。我們希望透過焦點團體座談，邀請專家

和民眾進行對話，希望從對話中找到對於食安風險不確定性和食安溝通的共識，

提供政府在進行食安風險溝通的參考。題綱如下：

一、關於風險不確定性：

Q1： 請問您如何看待不確定性？ 

Q2： 針對不確定性，專家與民眾應如何溝通？

Q3： 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處理食品風險事件之風險溝通有何期待？政府應該做

什麼才能促進民眾對食安的瞭解？以及促進政府跟民眾的多元對話？

二、關於食安風險對話與風險共識的方式：

Q4： 請問您認為政府規劃的溝通平臺，是否達到對話與溝通的精神？為什麼？

Q5： 您認為食安風險共識的達成是否有可能 ? 如何可以增加政府單位、專家與 

民眾對於風險的共識？ 

三、關於風險信任：

Q6： 未來食安議題仍會持續發生，專家與民眾如何面對上述問題？ 

Q7： 如何可以提高民眾對政府和食安專家的信任度？

四、關於民眾對食安的常民知識與情緒反應

Q8： 請問各位如何看待這個現象（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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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英國 SMC以「唯有當科學家有良好的媒體溝通能力，媒體才能報導更好的科

學新聞」作為其成立的核心理念，並依此發展科技溝通（science communication）

典範。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將承接此核心理念，試圖在臺灣的脈絡下，發展連

結專家與媒體的策略，進而建構更妥適的科技風險溝通途徑。

關鍵詞：科技溝通、科學媒體中心、科學新聞、專家與媒體、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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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科技與社會溝通的斷裂

自 1990 年代科技爭議事件躍上新聞版面，成為社會上重要的討論核心，此

趨勢無論在臺灣或國際都方興未艾。1990年代末開始的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爭議，是經過了二十多年仍持續且尚無充分共識的經

典案例；1996 年英國第一例確認新型庫賈氏症（variant Creutzfeldt-Jacob Disease, 

vCJD）與狂牛症具關聯性的病例，也依然是談起開放英美牛肉進口與否的論證

依據；1998 年一份宣稱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MMR vaccine）與兒童自閉症有關的偽造論文，同樣是現今父母

是否讓子女施打疫苗的擔憂。這些看似可能由專家出面釋疑、不應成為社會爭議

的科技事件或政策（雷翔麟，2002：126），卻著實引起高度的社會輿論爭端。

這些科技爭議事件，某種程度上揭櫫了科技與社會關係的轉變。過往科學

知識的生產過程，在嚴密的專業審查之下，形塑出相對獨立於社會與公眾的科

學社群（雷翔麟，2002）。制定科技政策時，強調專業知識的專家決策，成為

主要的政策制定機制，使得科技決策長期被視為「具高度專業性，因而大眾無法

充分瞭解」的範疇，成為「有參與門檻的公共空間」（同上引）。另一方面，隨

著科技廣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科技的發展也改變了人與物的關係及社會價值，

而使公眾因與專家之間的風險感知落差，試圖挑戰專家決策（林國明、陳東升，

2005）。然參與科技政策制定與討論的「門檻」，並未因為科技與社會關係的改

變而降低；在臺灣的脈絡下，科技爭議仍被視為科技與人文社會，這兩種文化相

悖離而導致的意外與特例（林崇熙，2000；雷祥麟，2002）。

在兩種文化的論述框架下，從專家到公眾的科技溝通之路始終存在著斷裂

與間隙（gap）；當代科技議題的廣度已超越傳統的學科分類，無論是科技議題

初期的發想與設定、中期的傳播與行銷，還是公民教育與素養建立，橫跨了許多

不同學門領域的觀點（黃俊儒，2019）。也因此面對科技爭議，透過改善公眾對

科學的認知、減少科學文盲、強調啟蒙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周桂田，

2014：292），經常是談到科技溝通的首選。即便隨著民主價值的蓬勃，審議模

式亦一度成為臺灣重要的科技溝通模式，但近年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至

今仍在風尖浪口的核四重啟爭議等議題，無不顯示科技爭議引起的社會不信任

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問題，並將 2002 年英國所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SMC），視為一種科技溝通途徑，並進一步呈現在臺灣推動 SMC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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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欠缺模式到審議民主―缺席的「媒體」

欠缺模式作為科技溝通的首選，是因為多個跨國研究指出，公眾若缺乏足夠

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1 或科學所知不足（illiterate），其中所產生的錯

誤擔憂，恐引起無謂的社會輿論爭議 (Sturgis & Allum, 2004)。英國 1988 年的相

關調查發現，針對抗生素的科學知識，只有 28% 的民眾知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殺

死細菌而非病毒，故感冒不應使用（同上引：56）；同樣問題在 2015 年「科技

素養計畫─公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第二期）」2 調查中顯示，臺灣仍有 65%

的民眾認為「抗生素的功用主要是殺死病毒和細菌」的描述為真，僅有不到四成

的民眾能正確認識常見於生活的藥物（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

2015）。這使得專家視「公眾缺乏科學知識」為科技溝通中，需要重視的關鍵，

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Hunter, 2016)。

也因此科學社群期待能培養公眾的科學素養，使之更支持科研計畫、更熱中

科學創新，更有效參與和科學有關的公眾辯論。這樣的期待成為專家願意回應科

技爭議與社會輿論，試圖填補與公眾之間知識間隙的重要起點 (Sturgis & Allum, 

2004)。選擇欠缺模式作為科技溝通途徑，其核心是期待能解決公眾缺乏科學知

識的問題，並隱含「只要公眾理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的假設。但如此假設，卻

忽略了每位民眾理解科學知識的差異與不同觀點，而實際上知識缺乏並非科技溝

通斷裂的唯一問題，缺乏信任、來自群體的同儕壓力、價值觀、受到錯誤訊息傳

播的影響等，這些問題比「瞭解科學就會愛上科學」（to know science is to love 

it）的假設複雜許多 (Hunter, 2016; Simis, Madden, Cacciatore, & Yeo, 2016)。

談起臺灣在國家型科技決策與研究中，納入公眾與社會溝通的起點，可回

溯至 2002 年的「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 ELSI 研究推動計畫」（戴華、葉俊榮，

2004）。其成果報告提出三大任務：盤點潛在的爭議並提出政策建議、建立基礎

架構與進行社會教育工作，3 即透過「科普教育」強化科技傳播與溝通，而這雖

1 Jon D. Miller在其 1983年發表於 Daedalus的“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文中指出，科學素養的定義由三個重要的面向組成：一、對基本科學詞彙和事實的理解；
二、對一般科學過程的理解；三、對政策與科學有關議題的理解。而對於抗生素的用途的認知，
之所以會作為測量科學素養的經典案例之一，主要是將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藥物功能，視為一
般人對相關議題的科學事實認知程度的評斷依據之一。

2 本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科技部資助之「科技素養計畫—公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第二期）」
研究計畫，該計畫係由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執行。

3 根據該計畫之成果報告，其主要任務有三：一、推動有關基因科技所引發之倫理、法律和社會衝
擊的研究，以期明確掌握這些衝擊的內涵與可能產生的結果，並透過系統化的分析與評估，以界
定與探討基因科技發展過程中必須妥善因應的重大人文議題，最後研擬具體政策建議。二、建立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55

是當時解決潛在科技爭議的重要途徑，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2003–2006 年間，4 中央研究院執行《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

置之規劃》，用電話訪談調查以瞭解民眾對基因體的認知，但多次調查結果皆

顯示民眾自認對「基因醫學」、「基因科技」、「生物科技」等技術有所聽聞、

並有些瞭解的比例不到五成。顯見，面對知識門檻高且具不確定性的議題，期

待透過簡要的知識說明，以達到理性的討論溝通，可能過度樂觀（翁裕峰、陳

佳欣、許宏彬、吳挺鋒、楊倍昌，2012）。但這並非意味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過程中，科學知識不重要，而是指科技與社會緊密相

扣的現在，科技溝通需要超越單向的溝通模式（Simis et al., 2016）。

過往的專家決策模式，認為科技風險的「客觀事實」，是可透過「正確

的」科學知識判斷，並加以控制，但卻忽略風險評估還涉及脈絡化的知識，與

不同社會文化觀點的衝突，甚至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對於風險的評估亦有相

異見解（林國明、陳東升，2005），而使這樣的評估方式遭受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5 因此，著重對話與參與的審議模式（deliberation）被視為科技溝通

的新途徑，以此改善專家決策與欠缺模式單向傳播的侷限。並開始有國家，如丹

麥、荷蘭，逐漸將原有的國會科技評估制度（Parliamenta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PTA）轉向參與式科技評估（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pTA）途徑；使

主要的科技政策參與者，從強調「專業審查」的大 P（即國會），走向強調「公

眾參與及民主程序」的小 p（即參與式）（周桂田、徐健銘，2013）。

臺灣引入審議模式作為專家與公眾溝通途徑的初期，討論的議題眾多，幾乎

所有具爭議性的政策都曾是會議桌上的重要題目，如代理孕母、稅制改革等（林

相關學術研究所需之基礎架構，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社群的互動網絡。三、針對重要的基因科技
人文議題，進行社會教育工作，例如：開闢網頁，提供有關國內外基因科技發展及其在倫理、法
律和社會方面所造成之衝擊的背景資訊與討論；推動通俗演講與座談系列；將相關專題研究計畫
之成果通俗化，出版一般大眾讀物。

4 此電話調查計畫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傅祖壇任計畫主持人，該調查分為基
因醫學組及農業生物科技組，於 2003年及 2004年各進行一次電話調查，2005年起兩組合併，
共進行三次電話調查，2006年進行一次電話調查，總計 8次電話調查，其中 6次與基因醫學相關。
該計畫亦包含 4次面訪調查（2004年、2005年、2009年〔計畫主持人：張苙雲〕）與 2011年〔計
畫主持人：于若蓉〕）與 1次學者專家郵寄問卷調查（2006年）。

5 “Collingridge dilemma”是英國學者 David Collingridge於 1980年在其著作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書中提出其對於技術創新在社會控制面的看法。其提到「技術在社會面所造成的
後果難以在技術發展的早期預測。當技術的不良結果被發現的時候，技術通常已經成為整個社會
經濟的一部分，難以完全的被控制。這是控制的困境。當改變相較容易的時候，改變背後的需求
難以被預見；當改變的需求顯而易見的時候，改變會變得昂貴、困難且耗時。」（轉引自 Liebert 
and Schmidt, 20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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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明，2009）。2002 年「二代健保規劃小組」的公民參與組成立，採納源於丹

麥的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為主要的審議模式，是以審議為科技溝通

途徑的開端。公民會議模式的核心特質，即是認為共善政治、理性立法、公民參

與，可提出最適解決方案與政策，以面對因「不相容的價值」與「不完整的理解」

所產生的爭議（林國明、陳東升，2003）。

臺灣政府舉辦公民會議的次數在 2004–2005 年間達到高峰，甚至超越丹麥

（林國明，2009），然而在這兩年密集的公民會議討論經驗後，不難發現審議模

式的優點與其受到的挑戰，實為一體兩面。首先，「不相容的價值」所產生的爭

議與衝突，是審議模式期待透過參與者之間的高度異質性，包含不同的社會經濟

背景、教育程度等，以知情與理性的討論方式，來妥適解決的問題之一。然而「知

情」與「理性」卻不足以彌補價值與身分認同的衝突與差異（陳東升，2006）。

其次，公民會議作為嘗試形塑共識、提出最適解決方案的場域，使「形塑共

識」可能成為會議或意見領袖的主要目標，卻喪失了意見的多元性。在高度異質

性的參與者中，教育程度高、願意積極表達意見者相較於其他人，更有機會成為

意見領袖，獲得議題設定的話語權；當持少數意見的參與者認知到無法挑戰多數

意見，可能為了達成共識而放棄自己的看法。如此所達成的共識，可能是不同意

見者策略性選擇的結果，而非因溝通與對話產生改變，致使公民會議成為「說服」

而非「討論」的場域（陳東升，2006）。

整體而言，林國明（2009）也提到臺灣發展審議模式的脈絡，與行政首長的

支持密切相關。但行政首長對於審議模式的價值與創新理念的理解，未進入實際

執行與舉辦會議的官僚體系中，使公民會議難以成為政策溝通或科技決策的制度

化過程。劉正山（2009）亦不諱言臺灣發動公民議會的模式仍是「由上而下」，

致使議題設定權與參與者的選擇權，仍掌握在政治、社會或經濟的菁英團體手

中。換言之，無論是選擇欠缺模式或是審議模式，臺灣在科技溝通的推動與運作

上，都仍隱含由上而下的溝通路徑，並呈現相較保守的樣態（黃俊儒，2015：

173）。

據此，不難看到在「由上而下」的邏輯下，所謂溝通皆以彌合「專家」與

「公眾」的間隙為主，卻忽略了當民眾離開教育場域，新聞幾乎是形塑公眾理解

科技─無論是新知或是爭議─的重要媒介（黃俊儒，2018；黃俊儒、簡妙如，

2010）。也因此，面對既複雜且不確定的科技爭議，科學與媒體間亦從過去訊息

來源與媒介的關係，變得更複雜且相互依存（黃俊儒、簡妙如，20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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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7 月間，基因改造國家公共辯論（The GM 

National Debate）為例，英國政府透過大量的公開討論會、6 基礎討論工作坊、深

度焦點團體與互動網站作為公眾參與的工具（范玫芳、邱智民，2011）；而當時

的英國媒體，無論是質報或小報都大量報導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與論述，據統

計 2003 年 1–7 月間，僅《衛報》、《泰晤士報》、《每日郵報》、《太陽報》

四家媒體就有 446 則相關報導，呈現基因改造議題的不同觀點，成為科技爭議的

討論場域 (Cook, Robbins, & Pieri, 2006)。然而，在臺灣無論是公民會議最蓬勃的

2004–2005 年間，或是近年期待能納入公民參與的《能源轉型白皮書》審定，在

媒體上，都未看到足以形塑與呈現各方觀點的討論。

除了媒體重視科學議題與否，媒體如何再現科學知識，以及如何產製科學訊

息，向來是談起科技傳播與科學新聞的討論核心（黃俊儒、簡妙如，2010）；科

學知識生產與新聞產製過程的價值差異，也一直讓科學與媒體被視為兩種文化。

在不同領域的社會應用中重複發生科技爭議，難以在媒體上呈現科學不確定性是

重要的因素之一；當潛在風險難以由科學提供確切解答，以回應公眾的擔憂，導

致公眾難以理解具爭議且複雜的科技風險或災難，形成公眾風險感知的脆弱性

（周桂田，2014：294-298）。

為了因應越來越多元的科技社會議題需求，2008 年「促進公眾對於科技的

理解及參與」（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echnology, PUST）的特殊徵案計

畫，為臺灣開啟「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的相關研究基礎（黃俊儒，2019）。

2010 年國科會科教處的「赴歐考察『科普教育與傳播』領域相關機構計畫」亦為

臺灣的科學傳播帶來可供借鏡的新途徑，其中以改善科學新聞為目標的 SMC，

為科學傳播實務面的重要案例（黃俊儒，2012）。

為求改善臺灣科學新聞之品質，當時盤點英國 SMC 能成功運作的主要元素

有三：穩定且自主的經費來源、成功搭建媒體與科學家的互惠平臺，及英國皇家

科學院（Royal Institution, RI）在草創時期給予科學知識與信譽的後盾（黃俊儒，

2012）。然若臺灣要引進 SMC 為新的科學風險溝通途徑，在當時遇到的實務問

題，便是難以有穩定的財務結構 7 可支援。

6 當時針對此議題，英國政府藉由 8場基礎討論工作坊（每場約 18–20人）作為設計整體討論之基
礎；並將公開討論會分為起始會議（6場）、地方議會與其他團體協作舉辦（40場）、利益團體、
科學社群與教育中心舉辦（629場）共三個層級；深度焦點團體討論，分為十組，每組舉行兩次
會議；互動網站則有 36,557人主動參與回饋問卷。

7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之財務來源源自各界捐款，除政府機構、大型信託或政府公共資金外，單一
單位捐款不可超過前一年營收之 5%，用以維持財務的穩定與自主。每年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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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 年第十次全國科技會議，視「強化科技決策支援系統」為重要的子

題，並指出應系統性盤點重大科技政策與社會需求，以掌握趨勢變化，透過多元

參與、擴大溝通，形成科技發展共識。使用非線性創新模式來解決社會面臨挑戰

的技術經濟轉型。

隨後行政院推動產業創新旗艦計畫，提供穩定的經費。在此框架下，促使

SMC 的傳播模式，在臺灣有嘗試實踐之基礎，並配合 5 + 2 產業創新計畫，近一

步籌組「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承襲 SMC 模式「連結科學家與

媒體，以改善科學新聞，傳播更好的科學」之核心目標，發展符合臺灣科技傳播

與媒體現況之在地模式，因應當前臺灣科技與社會溝通斷裂所導致的科技爭議與

社會挑戰，建構多元且有科學基礎論述之網絡，以促進社會學習與對話共生之平

臺。

參、隱藏在科學新聞背後的藏鏡人― SMC模式

1990 年代俗稱狂牛症的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因可能傳染給人，並引起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病變罹患新型庫賈氏症，在

英國引發高度的社會恐慌，使長期關心科學的公眾，對科學家與政府產生極大的

不信任感。這是促使英國的科學家們，正視因科技導致社會信任危機的重要契機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C], 2000)。

綜觀當時英國媒體呈現的狂牛症議題，隨著狂牛症與人類庫賈氏症的感染源

變異普立昂蛋白（prion protein），證實可跨越種族障礙傳播於人與牛之間，加上

當時罹患新型庫賈氏症之案例，都曾處於狂牛症高風險環境，8 吃牛肉會致死的

謠言在英國不脛而走。然而狂牛症事件中，卻少有研究普立昂蛋白的科學家在媒

體上發聲，政治人物、媒體名嘴、政府官員取代科學家成為「專家」的角色。即

便政府陸續公布所有的統計數據與政府報告，也都無法消除公眾對於吃食牛肉的

恐懼（陳璽尹，2018）。

會於網站上公布捐款者、當年捐款上限，及捐款金額，以 2019年為例，其單一單位捐款上限
為 30,000英鎊，超過此額度者僅有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及英國經濟能源工業部門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其運作支出的部分，以開始於年度
報告完整公布收入的 2012年為例，當年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營運之總支出為 461,358英鎊（約臺
幣 2,158萬元，以臺灣銀行 2012年 12月英鎊結帳匯率 46.78元計）。

8 英國農業部 2000年提出之狂牛症報告指出，僅能確認人類罹患新型庫賈氏症與狂牛症有關，其
能證明小鼠罹患新型庫賈氏症是由狂牛症普立昂蛋白造成，在人類身上尚無法確認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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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英國上議院科技專家委員會（House of L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STC）針對狂牛症所產生的社會信任危機，提出第三次科學與社會報

告（Science and Technology—Third Report）。報告中指出公眾的科學感知正在改

變，基於對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與訊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快速發展的不安，公眾開始質疑權威，並相對更相信獨立於政府與企業的的科學

家。此外，公眾認為可接受的科學風險，往往與科學認知的客觀風險有所差異。

報告建議具科學不確定性與風險的決策，應該一開始就以開放的態度承認科學建

議所包含的不確定性，而非試圖以簡化結論的方式呈現。同時亦指出科學家應瞭

解其研究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及公眾支持科學的重要性，從而積極與媒體合作；

並將其視為科學與媒體之間「巨大的挑戰」(STC, 2000)。

英國 SMC 即是為回應科技專家委員會的建議，而於 2000 年在皇家科學院

院長 Susan Greenfield 男爵夫人帶領下成立諮詢委員會，期待以皇家科學院長期

向公眾傳播科學的歷史功能，與其獨立性質，擔任改善新聞報導中科學品質的引

領角色。本次諮詢委員會集結一流的科學家、記者與編輯，確立 SMC 的目標為

「重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並彌合科學與媒體之間的文化差距」。同時也在此會

議中發布兩項聲明，聲明一為 SMC 未來將與皇家科學院密切合作，但在業務上

彼此獨立無從屬關係；聲明二為財務上單一（非政府）機關之捐款不得超過前一

年收入之 5%，以此兩項聲明定調 SMC 的獨立性質 (Fox, 2012: 258)。

透過三個月的籌備訪談，科學家對於科學與媒體之間最大的弱點達成共識，

這與上議院報告提到的「巨大挑戰」顯然相同─科學家與媒體間缺乏有效溝

通，特別是發生具科技爭議性的新聞時，媒體更不容易找到願意公開說話的科學

家；科學家也承認他們雖願意與值得信任的媒體交談，但不願意在新聞熱潮中辯

論或接受直播 (Fox, 2012: 259)。這使具有科學基礎的訊息難以有效傳遞給公眾。

在英國 SMC 成立之初，基因改造食品與 MMR 疫苗爭議正熱，是其第一個實驗

場域。英國 SMC 的主任 Fiona Fox 即指出「我並不在乎英國民眾是否支持基因

改造食品，只要他們是在獲得最好的植物學家的意見後，做出了決定」（同上

引：260）。這使得 SMC 的價值觀與理念，在基因改造食品的事件後更為清晰。

SMC 將其工作定位為：確保英國在關於科學領域的媒體辯論中，最好的科學家

沒有缺席。並期待透過其操作機制，進一步改變科學界的文化，期待科學家視頭

條新聞為機會而非威脅（同上引：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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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MC的兩個主要操作模式

（一）各國 SMC共有的即時回應

為了有效在新聞中呈現科學家的觀點，並兼顧新聞的需求，即時回應是英

國 SMC 最重要的運作模式，以促進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訊息正確性；即時回應又

分兩種，其一是主要回應新聞的「新聞即時回應」（rapid reactions）和短評最新

研究的「研究即時回應」（roundups）。若要能專業且完整的報導科學新聞，找

到對的專家提供回應與建議，無疑是最好的方式。然而以現今追求即時新聞的環

境，一旦科學成為新聞，記者往往沒有足夠時間找到適合的科學家，意味著新聞

產製過程中可用性比專業知識來得重要，即時回應便是為了因應這個挑戰。

當英國 SMC 遇到科學新聞事件，它會透過專家網絡找到合適的專家，協助

提供簡短的新聞即時回應，並在專家允許下提供給全國的新聞媒體。另一種回應

方式，則是邀請專家短評最新的重要期刊研究，期待在科技爭議事件發生前，即

邀請專家評論重要的新研究，與新聞即時回應不同的是，這種回應方式讓科學家

有更多時間閱讀期刊，瞭解新的研究內容 (Fox, 2012: 262-263)。

種種的運作模式與策略中，即時回應是最能同時兼顧訊息的品質，並且有效

進入新聞產製過程、跟上新聞時效性的方式，也因此即時回應成為 SMC 溝通模

式的特色。無論各國改善科學新聞的在地目標與需求為何，即時回應／專家回應

（experts reaction）都是連結專家與媒體最重要的方式。

（二）說明脈絡的記者會（press briefings）9

除了回應科學新聞，記者會是英國 SMC 協助科學家發布科學新聞的方式之

一，並根據情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背景簡介記者會（background briefing）

是最常見的一種，主要邀請 2–3 位科學家說明並釐清現行媒體報導所討論的議題

（或事件）背景，如去年（2018 年）無人機闖入蓋威克（Gatwick）機場的事件、

早前對於核廢料、幹細胞治療、奈米技術的討論等。另一種常見的形式則是以新

科學研究為主的新聞記者會（news briefing），如國際組織的報告、新的醫學發

現等 (Fox, 2012: 263)。此外主動破解謠言（crap busting）澄清科學假新聞、整理

專家回應所提供的事實查核表（factsheet）亦是 SMC 的重要任務。

9 Briefings原應譯為簡報會，但英國 SMC的 briefings僅提供媒體參與，由於在臺灣並無類似記者
簡報會之活動，故以性質較相似的記者會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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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科學媒體中心網絡

英國 SMC 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7 年，其對於英國國內外的重要爭議事件不曾

缺席，無論是早期的基因改造食品、MMR 疫苗；還是福島核災、南亞海嘯；乃

至於近期的基因編輯嬰兒爭議，SMC 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願意與記者互動的科

學家資料庫，來突破原本科學家與記者之間的衝突，並在改善科學新聞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獲得科學家的認同 (Kirby, 2011)。此科技溝通模式更傳播至其他國家，

並透過簽署共同的章程（SMC Charter），確認參與的國家以共同的目標與核心

價值來推動 SMC 的科學傳播模式。目前德國、澳洲、紐西蘭與加拿大皆是全球

SMC 網絡的其中一員，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是

網絡中的第六個成員，也是目前亞洲唯一的成員。10

2011 年是各國 SMC 的首次國際會議，當時已經成立的五個 SMC 主任曾在

杜哈（Doha）共同討論，並為各國 SMC 的全球性合作制定一套基本規則，作為

簽署章程後，全球 SMC 網絡面對科學問題時，訊息共享的依據 (Tanaka, 2015: 

34)。在該場會議中，確認了三個屬於各國 SMC 的共同價值，分別是提供媒體具

有實證基礎的訊息、維持運作的獨立性，與多元的資金來源。透過這三項共同價

值，各國 SMC 對於媒體的科學新聞需求，提供有科學實證基礎的訊息；對專家

提供更具影響力的科技溝通與傳播管道；並透過多元資金作為建構獨立性的基

礎，不受特定單位、企業或組織的影響，從而建構各國 SMC 所提供訊息的公信

力。

在這些共同價值下，各國 SMC 依其不同的媒體環境與問題，微調實際的運

作模式，如澳洲認為他們最大的挑戰，不是在主流新聞中科學家論述的比例不

足，而是如何更清楚精確的呈現科學論述；加拿大特有的在地問題，是必須同時

面對英語新聞與法語新聞的需求；對紐西蘭而言，如何不受主要的資金來源皇家

學會（Royal Society）影響，保持獨立運作是當時的首要挑戰 (Kirby, 2011)；日

本 SMC 成立之初，則是期待能介入原本由上而下且非常穩固的科學議題設定過

程，打破僵化單向的科學訊息傳播 (Tanaka, 2015: 32-33)；然而日本在運作三年後

停止，目前已不再更新內容。

10 日本亦曾經是其中的一員，且是 SMC國際網絡 2011年首次會議的參與國之一，但後續隨著日本
科學媒體中心的結束而退出。另外亦有其他的國家因對於科技傳播的目標不同，因此即便使用科
學媒體中心為名，但並非網絡中的一員，如美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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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自記者的反思與批判

英國 SMC 的傳播模式在成功運作十年後，亦開始有研究者與新聞媒體工作

者提出反思與批判。SMC 設立的初衷「強化科學家與媒體的合作」，是為解決

當公眾面對科技爭議事件，因對政府與專家產生信任危機所造成的治理挑戰。然

而在 SMC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的過程中，公眾的角色被排除在外，從而面對科技

風險或是科學新聞事件時，無法確知公眾是否能參與、對話與討論 (Haran, 2012: 

244-249)；此外，SMC 雖然自認是獨立的新型態媒體活動，但其積極推廣科學，

提供記者包裹式的訊息，也被批評者認為其本質與「科學公關機構」（science’s

PR agency）雷同 (Callaway, 2013; Haran, 2012: 247)。

SMC 成功建立了科學家與媒體合作模式的同時，其所建構的緊密連結，亦

被認為可能扼殺了媒體反思、辯論的能力，使科學記者過度依賴 SMC 所提供的

訊息 (Callaway, 2013)。當負責任的媒體要解讀科學數據的意涵或報導科學研究的

發現，需要積極與科學家合作以避免誇大或是錯誤之嫌，英國 SMC 主任 Fiona 

Fox 對此批評僅簡要回應：「科學媒體中心的任務，就是讓科學家的意見進入公

眾辯論的場域。」（同上引：143）而媒體在科技傳播的過程中應該為公眾服務，

告訴公眾科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潛在風險、甚至科學家的錯誤，身兼科學記者與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科技傳播講師的 Peter Aldhous 提到：「新聞與公關，

對於傳播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功能，服務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但面對科學時，這兩

個功能的差異卻變模糊了。」(Hunter, 2016: 1515) 的確，若 SMC 的功能僅是向

媒體「推廣科學」，且新聞也僅報導單方面的科學故事，必然有遭受批評的空間。

SMC 與單一科學研究機構公關室的差異在於，SMC 除引介更多元意見的科學家

給媒體，不具維繫特定機構之公共關係的責任，相較之下，更注重何種論述具有

科學證據，何種匱乏。然而對臺灣而言，或許我們必須面對，且就在眼前的是更

嚴峻的挑戰─新聞中的科學與科學記者正在逐漸減少，幾近消失。

肆、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臺灣的在地脈絡

回顧臺灣面對當代科技爭議的過程，即便面對具有不確定性的議題，所有的

利害關係人，都可能對於相同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判斷與選擇，但彼此間卻缺乏

能夠與不同觀點對話與溝通的平臺，充分討論與溝通。

再者，隨著媒體傳播的管道日漸多元，參與科學傳播的人員亦同，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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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被錯誤書寫的情況也更為普遍，科學訊息品質不佳的問題廣泛出現在全球；

科學新聞過分具戲劇效果、名不符實、關係錯置等問題，在臺灣媒體的報導中

時有所聞（黃俊儒，2015：174）。此外，新聞報導中衝突框架盛行，致使不同

的意見與理解呈現零和選擇，負面影響了公民的信任與議題認知，壓縮對話空間

（黃惠萍，2005）。

據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在 2017 年 5 月計畫執行之初，作為全新的科技傳

播嘗試，除了期待因應上述的臺灣脈絡，建立可信賴的溝通平臺，也同時期待在

建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過程中，發展創新產業的科技溝通策略、促成多元網絡

互動與雙向培力，成為知識生產與知識轉譯平臺。

但實際運作的過程與外部專家建議，使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不斷調整運作與推

動策略，更貼近臺灣現行科技傳播的現況。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與複雜的溝通問

題，借鑑英國 SMC 的推動模式，並推動科學傳播三個階段性目標：能正確、能

普及與能反思（黃俊儒，2015：173-178）。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推動此機制的第

一步，是連結科學家與媒體；建置專家網絡、廣納具有科學證據基礎的專家觀點，

達成「能正確」的目標，並呈現多元科學觀點、強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作為具公

信力訊息來源的角色。

一、專家網絡建立

建立網絡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執行至今，最重要的工作與基礎建設，有專家

資料庫，才可能協助媒體找到合適的專家。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以爭議事件，或潛

在的科技爭議為題，邀請領域專家參與討論，提供不同專家間的對話平臺與實體

空間，亦累積專家對於科技爭議之觀點。透過專家拜訪，瞭解專家更細部的研究

方向與觀點，以及專家過去與媒體合作的經驗與意願，亦是建立專家資料庫的工

作重點。

建置專家網絡的過程中，如何使專家信任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突破既有常見

於媒體的專家網絡，是現階段最大的挑戰。專家缺乏認識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此

運作模式的基礎，且「對媒體與對公眾說話」目前仍不屬於專家日常，專家接受

邀請的意願偏低。面對陌生平臺的邀約，專家必須撥空瞭解非慣常、非必須的溝

通模式，考量到時間與心理成本，專家的意願與動機較為薄弱。為解決此困境，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以潛在爭議議題，或新的研究發現作為接觸渠道，期待引起專

家興趣，並借助其專業進行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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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回應運作模式

即時回應的模式，是 SMC 在英國的媒體環境下發展出來的，用於協助媒體

快速取得科學家的專業意見。目前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運作即時回應時（見圖 1），

議題來源為國外研究與新聞轉譯（包含國外 SMC、國際知名期刊研究等）、記

者主動提出的新聞需求，也採納專家的議題建議與特定領域的長期科技溝通瓶

頸。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收到新聞需求與專家建議後，會判定議題類型，著重於有

科技爭議之題目，如科學轉譯錯誤、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之科學研究趨勢、長期的

科技爭議，以及科學內部的觀點差異等類型。整理議題背景後，一併提供專家參

考，尋求專家的意見與觀點，最終呈現於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官網（見圖 2），持

續累積成為媒體可引用之資料庫。

舉例而言，〈紡織品回收再利用之專家意見〉即是來自媒體需求的案例，該

圖 1：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即時回應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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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時回應因記者望能深入舊衣回收之現況與技術，而提出新聞需求，新興科技

媒體中心則因舊衣回收的流程，涉及循環經濟的推動、處理技術與機制、永續消

費與生產設計等議題，而協助聯繫領域專家。

圖 2：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官網所呈現即時回應之模式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2019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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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候變遷國際研究單位的報告，對臺灣社會有重大影響，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廣邀專家回應此科學研究趨勢，產出〈《IPCC 氣候變遷與土地特別報告》專

家意見〉；〈非洲豬瘟病毒抗體檢驗試劑之專家意見〉則是因應非洲豬瘟防疫議

題，長期滾動的成果；〈「機器視覺如何分辨物體」之專家意見〉則是基於現代

科技快速發展，而邀請專家回應對於新研究的觀察與看法。

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已完成 44 篇即時回應（含

6 篇翻譯），議題涵蓋智慧機械、食品安全、生物醫學、能源、循環經濟等五個

主要領域，以及空氣污染與氣候變遷兩個子議題，共有 82 人次的專家協助回應

（詳如表 1）。

運作即時回應的目的是為了協助媒體，但目前為止仍難跟上傳統媒體（如日

報、電視）產製新聞的時間需求；但已跟上能提出具體問題的非即時新聞需求，

如週刊報導或網路新聞媒體（如《天下雜誌》、《端傳媒》）。

因為專家與媒體處理議題的習慣不同，雙方對事件的時間感也有巨大落差。

過去接觸專家的經驗，多發現專家認為應等候突發議題的初步調查結果，再發言

或評論較為恰當。然媒體認為等到調查報告出爐或是政府召開記者會，已非新聞

的第一時間。此外，2–3 天的時間或許是專家認為提供論述必要的準備期，但對

媒體而言，2–3 天可能已是一則重要新聞的尾聲，主要的論述已確定，不會再變

更專家觀點。但在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努力下，亦開始有專家願意較即時與媒體

合作。

另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嘗試發送新聞稿或提供科學資訊給媒體，提供議

題的背景知識。但目前受限於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對公眾與媒體而言知名度不足，

即使提供協助，難如專家成為「具權威性的訊息來源」，僅能以協助轉譯的方式

領域 即時回應篇數 回應專家人次

智慧機械 8 10

食品安全 10 17

生物醫學 5 16

能源 7 11

氣候變遷 6 13

循環經濟 7 12

空氣污染 1 3

總計 44 82

表 1：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即時回應運作情況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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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不易在新聞中看出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實際運作產能。

三、培力

有鑒於現今具有影響力的媒介，如報紙與電視的科學新聞篇幅越來越少，

且其內容與其他新聞相比，需要科學識讀訓練，以致科學記者的養成相當困難；

而傳統媒體因時代演替、結構不若從前，以致涉及科學議題的記者分布在不同的

採訪路線當中，少有記者專門處理科學新聞。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透過媒體培訓課

程、科學資訊整理、媒體暨公民學院等方式，協助媒體快速瞭解議題背景、相關

領域專業知識與促進跨界合作。

培力媒體的初衷，在於拜訪專家時所獲回饋；專家認為受訪經驗中，感受

到媒體不夠深入認識議題，或專家論述中原欲保留的科學不確定性受到忽略；在

議題熱點上，媒體通常只想獲得明確答案，但學術上的答案，往往是研究設定與

控制下的初步結果，與記者的詮釋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故期待透過培訓課程來銜

接。

但參與課程的記者回饋，對於長期跑特定路線的記者而言，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的課程安排並不存在「太難」或「記者不懂」的問題，而是為什麼公眾需要在

這個時候知道這件事情？以及這些知識怎麼「用」的問題。這也是科學過程或是

科學不確定性，難以在報導中呈現的原因之一；科學議題的背景知識，對記者而

言難有即時新聞效應。以致培力課程最具吸引力的並非內容，而是記者有機會認

識與其固有網絡不同的專家。即便如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活動因不具時效性

或新聞性，若有突發的新聞事件，媒體課程便是記者首要放棄的對象。

此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曾舉辦報導競賽活動，期望能提供競賽誘因，鼓

勵記者以科學新聞應包含的特質來撰寫新聞，然而效果卻相當有限。綜觀培力媒

體或與媒體合作的過程，若想改變科學新聞，需要進入媒體的工作流程，否則難

以成為媒體的選擇。

四、創新傳播模式與合作

除了建置「基礎工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多方嘗試創新的傳播模式，不

僅曾與電視媒體合作，協助專題報導的採訪；亦與廣播、週刊、網路媒體多方合

作，也曾協助製作《海造的風機》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的新聞報導與

舉辦展覽，透過虛擬實境，體驗者可感受宛如置身現場的沉浸感，在 VR 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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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中，體驗者可以選擇看待新聞事件的角度。

然而，「時效性」仍是媒體合作與嘗試創新傳播模式不可忽視的要素。一如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媒體合作即便非即時新聞，在週刊、新聞節目、專題報導的

合作仍有時效需求，而中心內部需要更理解新聞的需求與作業時程，方可順利合

作。另一方面創新的傳播模式如 VR 新聞，雖能吸引體驗者，但它需要數個月籌

備時間，在體驗上也受限於特定的觀賞設備，傳播力有限。

眾多合作中，有一值得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繼續耕耘之地。因應民眾探求真相

的需要，以查核訊息事實為己任的媒體逐漸崛起，無論網路平臺、傳統紙媒或電

視臺，部分新媒體開始重視「具有科學證據的資訊」，以反制泛濫的假新聞和網

路謠言，如臺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美玉姨、蘭姆酒吐司等，亦是重要的

合作夥伴。

一如前述，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運作模式與架構，是在英國 SMC 的基礎上

根據臺灣實際狀況微調。並在執行一年後（2018 年）實際與英國 SMC 洽談協作，

以連結全球 SMC 網絡。英國 SMC 最為關切的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期待影響

的對象是否為大眾媒體？是否願意處理具爭議性的科技議題？面對爭議時，是否

具有不被各方立場影響的獨立性？也因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未來亦將嘗試與科

技部進行協商，朝向多元資金來源發展。

伍、推動新途徑：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困難與挑戰

「專家」與「媒體」是科技傳播的重要角色，這兩個角色所認知的科技傳播、

公眾角色，與其過往彼此接觸的經驗，都影響了雙方是否持續對話與合作。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在連結專家與媒體的過程中，無論是建構專家資料庫、推

動即時回應、更緊密的媒體合作，都確實遇到了困難與挑戰；團隊成員依責任範

圍分別拜訪專家、邀請加入資料庫（約 200 位），及有合作默契之媒體記者（約

30 位），以期進一步瞭解雙方想像之「良好的科技溝通模式」，瞭解彼此的經

驗落差，並綜整團隊拜訪專家與媒體的經驗如下。

一、專家不語

若能收到專家的回應，無論是信件回應甚或婉拒，都算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組建專家資料庫不錯的開始。更普遍聯繫專家的狀況是收不到回音，更遑論願意

配合記者的日常、面對突如其來的訪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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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的科技爭議論述經常集中於少數專家，這是因為記者面對 24 小時

的新聞環境與時間壓力，必須以受訪時間能配合的專家為首選。以食安的新聞為

例，在問題澱粉的新聞中，有近50%的專家論述集中在同一位專家身上（邱玉蟬、

游絲涵，2016）。然而面對複雜的科技風險問題，高同質性的論述難以概括不同

觀點，這類報導無法有效傳遞正確的科技風險概念，遑論風險溝通。

另一方面，因前幾年發生各式科技風險議題時，不同部會間發言立場不同，

或因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的觀點有異，近年政府單位為求對外發言一致性，且當

議題與民眾的相關性高，如農藥管理與檢驗標準、食品安全、疾病管制等，政府

部會擔憂不同說法會引起社會恐慌，許多專家被要求不宜接受採訪，甚至媒體也

受到相關單位關切。政府部會下的智庫單位與科研組織，即便僅是對科學研究發

表專業見解，無關新聞與時事，亦需向主管請示，或由單位公關統一表示意見。

陳憶寧（2011）在其研究中提到，對於科學家而言，成為媒體上的知名人士，對

於科學家在專業領域的社群中，並不見得是好事。

在社會中已發展多年，或與選舉政策息息相關的議題，經常因各方不同利害

關係人的論述，在多年發展下已趨穩定，使新的論述者或專家擔心被定型或貼上

特定標籤，而不願發言。同時對於已具爭議性的科技議題，也可能因為可供檢證

的資料不足，即便是專家的觀點，亦難有充分的科學實證研究基礎，以供媒體討

論。

無論專家最終選擇「不語」的原因為何，我們發現主要的問題是專家不能理

解社會對自己研究領域的需求；不信任媒體對自己研究的解讀；更可能擔心因解

讀的落差，影響研究經費，產生寒蟬效應。當專家不信任媒體，又認為「與媒體

接觸」並非專家的主要責任，專家便缺乏「對媒體和對公眾說話」的動機；若專

家過去與媒體接觸的經驗不佳，便更不願意在議題熱點時接受媒體約訪，或只願

意出席由政府主導的記者會，而拒絕接受專訪或其他的媒體途徑提供觀點。

無論何種科技溝通模式，如希冀強化公眾科學素養的欠缺模式；或期待透過

對話來解決科技與社會價值衝突的審議模式；又或是在專家與媒體間，藉由建立

良好的溝通與互信，來改善科學新聞品質的 SMC 模式；專家願意開口都是雙方

溝通最不可或缺的一步。

對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嘗試辦理專家諮詢會與跨界工作坊，促進專家與媒

體對話。專家諮詢會邀請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如離岸風電議題曾邀請技術專家與

海洋生態的專家共同討論（見圖 3a）；跨界工作坊則提供在新聞需求之外，可供

雙方接觸與溝通的平臺，如近年常見新聞熱點的食品安全議題，邀請食品安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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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家、傳播領域專家與記者與會討論（見圖 3b）。於此過程，期待使原本「不

語」的專家，先從與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對話開始，最終促成更良好的科技溝通循

環。

二、媒體的截稿時間

對媒體而言，將科學家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是為了證明事實、增加可信度，

與表現報導的客觀性 (Boyce, 2007: 138)。「實用性」是記者在處理科技爭議與尋

找專家論述時最重要的事情：專家論述能否回應社會的質疑？能否在截稿之前接

受訪問？專家表達的內容是否符合新聞或大眾的需求？以上是媒體的首要關心。

科技的跨界風險逐漸連結大眾的日常生活，如新的能源技術、過去不曾出現

的疫病風險、循環經濟模式的應用、智慧機械的發展等，面對既新又不確定的領

域，誰是真正的專家？該如何處理科學社群的不同意見？如何判斷專家研究的真

偽或有否缺失？媒體需不斷摸索如何在新聞中呈現專業的科學知識，但媒體日常

多是只能透過原本的專家與人脈，試圖尋找至少是擦得上邊的專家。

媒體與專家，對於該如何解釋研究、呈現科學中的不確定性與未知，有不同

解讀。對媒體而言，專家認為「科學上沒有問題」，不一定能回應民眾疑問。這

之間有時涉及不同社會價值的判斷，但因過往社會賦予專家的「權威性」，使雙

方無法交集。同時，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為瞭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目的也非立即

將理論轉化為實際的技術與政策，科學研究可能是為了解析未知的現象、驗證過

往的成果。但這一謹慎推進科學研究的常態，卻可能受到科學研究無法和實務接

軌的質疑。

(a) (b)

圖 3：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促進專家與媒體對話之嘗試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2018年 10月 29日；2019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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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因時間壓力的催化，使原本就難以清楚呈現的科學研究，在新聞產製

過程中更為壓縮。「雖然獨家很重要，但死線更可怕。」是我們訪談媒體時，不

斷被提醒的重點。我們亦曾請教目前執業的記者，在事件發生後應該在多久內聯

繫專家，才能有效協助媒體，發現電視即時新聞只有半小時就必須聯繫上專家；

要跟上每日報紙出版的速度，則僅約有半天時間。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獲取即時

回應的流程，多數專家以 2–3天左右的時間回覆，顯見雙方在時間需求上的落差。

面對現行的媒體環境，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機會來自於，已有媒體內部開始

反思新聞的現狀，並出現願意改善報導品質的聲音。無論是訴求深度報導的網路

媒體崛起；各個事實查核機構成立；或是透過調整新聞播報內容期待影響受眾習

慣，無不是對新聞報導品質的深刻反省與行動。對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著手

發展媒體合作策略，從日報專題、網媒專題、週刊雜誌的協作著手，透過協助議

題設定與引薦專家，成為雙方的媒合者。

三、專家與媒體需求的落差

接觸專家的過程中，發現專家認為科學報導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斷章取義、過

度簡化、內容不夠精確。陳憶寧（2011）的研究中曾指出，複雜的科學被過度簡

化、科學新聞的標題易使人誤解、記者無法正確將科學用語轉化成一般用語，都

是科學家最為同意現況下對科學新聞報導問題的描述。也因此科學家為求精確，

經常會需要更多時間準備，並期待能在新聞出刊前，確認報導內容。

專家經常認為自己只懂該議題中特定的環節與技術，然而面對複雜且具科

學不確定性的科技風險問題，要能更完整為各個構面提出具有實證的論述，需來

自不同角度的專家觀點，才有建構理性討論的可能。此外，有些知識對專家而言

是理所當然的背景資訊，卻忽略了這些訊息對於媒體與公眾都是未曾接觸過的知

識。

從雙方對於「科學新聞」的觀點與需求來看，認知上顯然也有落差。有趣

的是，從英國的 MMR 疫苗爭議來看，科學家最在乎的「精確的語言」，對接

收訊息的公眾而言，不一定那麼重要。英國 MMR 疫苗的爭議，起源於一篇宣

稱 MMR 疫苗與兒童罹患自閉症有關的研究論文，即便當時並無新聞使用「打了

MMR 疫苗就會讓你的孩子得到自閉症」如此絕對的論述，然而在報導中 MMR

疫苗與自閉症經常同時出現，使許多家有幼兒的母親聽到 MMR 疫苗，便直接連

結上自閉症（陳璽尹，2019）。而這種模糊的印象與連結，才是公眾最終判斷科



JCRP, 10(1), January 202072

技風險、建構風險感知重要的決策依據 (Boyce, 2007: 172)。這並不是指我們應該

放棄對於精確論述的要求，而是不能忽略精確論述最終必須與公眾生活相連結的

本質（陳璽尹，2019）。

四、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定位：專家？媒體？還是工具人？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專家和媒體接觸時，最常接受到對中心定位的疑問。

對媒體而言，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性質特殊，作為緩解專家與媒體間緊張關係的

橋樑、擁有堅實的專家資料庫等，是較顯而易見的媒體服務功能；但同時，提供

專家多元意見又似專家身分；也因協助轉譯專家意見或翻譯國際科學資訊而似媒

體。且即便現行撰寫的科學文章、整理的科學資訊，又或專家回應潛在爭議之意

見都是媒體需要的資訊，但仍較具學術傾向，專家與媒體著重的議題核心不同，

而有直接應用的困難。因此，如何明確結合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功能與媒體報

導，實有困難。

對專家而言，與作為中介者的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接觸，並以其為平臺來發

布意見與觀點，意願會比直接與媒體接觸來得高。然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除了協

助聯繫雙方之外，能如何協助專家？如果直面媒體時，無法以各種形式與媒體溝

通、傳遞專家們確認為正確的論述，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能為專家做什麽？另外，

若專家不在意是否與媒體或公眾接觸，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短期內確實不具有協助

專家的功能。

然而，以中長期的角度來看，公眾對於專家研究的理解，無論是認同或是擔

憂，有形塑科技政策、科研投資方向的功能。也唯有公眾能夠逐漸理解科學，才

可能參與科技政策的討論，理解科學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進而達成有效對話與溝

通的理想。

以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自身的觀點，我們並非專家亦非媒體，即便現在影音平

臺發達，成為媒體的管道眾多，媒體對於公眾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仍非短時間可以

建立。面對現在的媒體環境，在網路資訊發達的情況下，許多民意調查在媒體信

任度方面都有相近的趨勢：最常接觸的媒介是網路，但對電視的信任度仍是各項

媒介之首（張卿卿、陶振超，2017）。也因此，我們在定位上仍認為作為雙方的

溝通者，搭建媒體與科學之間的橋樑，是改變科學新聞、傳遞科學訊息，進而影

響公眾認知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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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成為多元且具公信力的資訊提供者

臺灣科技風險溝通的管道長年斷裂，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試圖站在過往的基礎

上，引進 SMC 模式，藉由強化專家與媒體的有效溝通，改善科學新聞的品質。

如文中所述，科學新聞是公眾與科學連結的重要媒介與資訊來源；同時面對當代

複雜的跨界議題，科技政策不再只是政府與專家的事，而必須透過更有效的風險

溝通與公眾參與，才能驅動創新、民主、多元的社會轉型網絡。而風險溝通的實

作過程中，一個提供可信任的資訊來源、跨邊界的對話空間平臺，是要成就多元

討論的基礎。

誠如英國對於 SMC 傳播模式的反思，SMC 仍略帶有「從上而下」的意味，

以及議題設定的功能。但若無共同的知識與論述基礎，彼此認知無法對接，共同

參與及討論如何可能？因此，目前為止，這一模式不失為複雜的風險議題進入公

眾討論前，必須完成的重要階段與基礎建設。同時，推動專家提供更多科學實證

觀點，促進媒體報導更多科學的過程中，SMC 模式曾被認為與科學公關無異，

實質上 SMC 並非僅為單一的科學觀點發聲，而是引介具多元觀點的科學家給媒

體，著重具有科學證據的論述，以及議題中是否對科學論述有所匱乏。

由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自身的角色定位為協助雙方溝通的中介者，嘗試彌

合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斷裂。從近兩年的執行過程可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雖

已逐漸建立穩定的運作模式，仍有許多挑戰待進一步的突破與努力。專家、媒體

與新聞呈現之間環環相扣的難解沉痾，也待進一步的拆解：說服專家提供意見、

跟上媒體的腳步、產出具科學證據的科學新聞素材，才能使科學新聞與議題的傳

播進入正面循環，促進整體的社會學習與對話，推動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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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s typically adopt one of two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disputes 

invol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rst strategy, called the “deficit model,” aim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and filling the knowledge gaps that exist 
between laypeople and experts. The second strategy, called the “deliberation model,” 
recruits stakeholders to discuss specific issues, thus allowing socially-valued collective 
opinions to be brought into conversations and so influence policy making. However, 
there is a third model that bridges experts and media to enforce the quality of science 
news broadcasting. This model was developed by the Science Media Centre (SMC) in 
the United Kingdom (UK) in 2002.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has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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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ed long-standing scientific disputes in the UK,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model 
was gradually adopted in four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motto of the UK 
SMC is “The media will DO science better when scientists DO the media better,” 
and the approach encapsulated in this sloga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adigm that 
keeps empowering expert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Inspired 
by UK SMC,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2017, and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SMCs in 2019. After two years of operation, the center implements 
practices to identify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and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by 
routinely identifying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between experts and journalists. 
Rebuilding trust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is feasible but requires not only 
individual changes, but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Key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dia Centre, science news, experts and 
media,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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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論地描述與詮釋，作為閱聽人現象的「缺席事件訊息效果」，本文首

先檢視「行為」、「收編／抵抗」與「奇觀／展演」這三個既有閱聽人研究典範，

並且在指出就其各自方法論預設而言，它們為什麼都不適合解決前述問題後，其

次根據 Bateson與 Gadamer的理論，打造展演—作品—閱聽典範，作為替代的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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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道德經》）

壹、缺席事件的訊息效果 1

2012–2013 年間，為了研究臺灣在地玩家的電玩實踐，我訪談了七位當時年

齡在 29–36 歲之間的男性玩家。其中一位受訪者，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我最想玩遊戲的時候就是高中以前，那個時候家裡限制不能玩。

對我來說比較不一樣的，並不是玩遊戲影響到我現在生活，而是玩不

到。［上了大學以後，］2 我拼命地買各式［電玩］相關的硬體，［演

變成現在我］有辦法以硬體［工程師］當作主要的謀生工具。玩得到［電

玩，對小孩子的］影響不大，玩不到的怨念（笑）可能才會對小孩子

有負面影響。（石先生）

這個「因為玩不到電玩，所以……」的故事，對我們（是的，我也包括在

內）這個年紀的玩家來說，實在熟悉不過。在主流社會觀點，視電玩如洪水猛獸

的那個年代，有多少玩家的熱情，是被這樣撩撥起來的？然而對作為研究者的我

而言，這個故事卻沒什麼用處。「沒發生的事」能怎麼研究？更甚者，「沒發生

的事所造成的影響」，就只是個人主觀經驗：在科學研究中，豈容主觀介入？ 3

既然沒有適當理論能夠描述與詮釋，這個故事於是被我扔到一旁，直到我又讀到

另一個故事：

幼蜱爬上一棵樹，在外側椏枝上等待。如果牠嗅到甜頭，就跳下

1 本文使用的「訊息效果」（message effect）一詞，乍看之下或許有些奇怪。但若考量到，「媒
介效果」（media effect）一詞，真正的意思是，源自大眾媒介「訊息」的影響，那麼「訊息效果」
一詞或許是可以被接受的。

2 〔〕內的內容為本文所補充，以下皆同。

3 Mach的實證主義試圖證明，科學研究的對象只能被歸屬於「實在」領域，並試圖把世界描述為
存在於感覺經驗中的事實（顏色、聲音、壓力、溫度、氣味、空間、時間⋯⋯等等）總和，以及
把事實當作是實在的本質。Habermas指出，在Mach「事實本體論」的框架內，人對世界的認識，
是以否定來加以規定的，亦即事實的顯現，不允許被主觀的雜質所損害。一切科學，都是以「在
思想中表達出來的事實」為出發點，而科學研究，就是思想（即科學理論）對事實（即科學研究
對象）有研究目的的適應 (Habermas, 1968/1972: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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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會落到一隻哺乳動物身上。但如果過了幾週，還是沒甜頭，4

牠就會跳下來去爬另一棵樹。你沒寫的信、你沒作的道歉、你沒餵貓

吃的飯，都是充分又有效果的訊息。(Bateson, 2002: 43)

Bateson 指出，「該在場卻不在場」的「缺席事件」，可以作為一個引發實

際溝通效果的訊息，「因為在脈絡中的零可以是有意義的，而這種訊息的接收

者也就是脈絡的創造者。這種創造脈絡的能力，就是接收者的技巧」(Bateson, 

2002: 43)。而在無論大小事務，都排程化而可預期的現代社會中，「作為訊息的

缺席事件」更為常見，而且往往被用作社會控制的指標。例如，該上而沒上的課

引發了不及格，該上而沒上的班引發了解雇、該達成而沒達成的 GDP 引發了政

權輪替。不只如此，這類用作社會控制指標的缺席事件，不只被動發生，還可以

主動操作出來。例如，女子面對追求者時的矜持，引發對方更熱烈的追求、廠商

故意減少供貨量的「飢餓行銷」，引發消費者更熱烈的搶購、報社為了抗議新聞

審查，在報紙版面上安排的「開天窗」，引發讀者對於被禁止報導事件的議論紛

紛。

進一步言之，「缺席事件」與其「訊息效果」，既然涉及閱聽人（Bateson

稱之為「訊息接收者」或「脈絡創造者」），是怎麼把缺席事件視作訊息加以接

收的脈絡給「創造」出來的能力，它就尤其具有「閱聽人研究」的意義：正如補

充了 Bateson 觀點的 Wilden 指出，與其他動物相比，人類溝通的主要目標是「創

造諸目標的過程」（process of creating goals）。在動物（例如蜱）的世界中，缺

席事件屬於需求（need）範疇，而在人類世界中，則屬於由欲望（desire）所控

制的欲求（demand）範疇，需求可以滿足（gratification）（例如吃飽），欲求則

不行 (Wilden, 1980: 431)。據此，本文首先將透過檢視各個閱聽人研究典範，找

尋有助於理論地描述與詮釋「因為玩不到，所以……」這類人類溝通中「缺席事

件訊息效果」的線索。

貳、檢視閱聽人研究典範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以下簡稱 A&L）將閱聽人研究典範區分為三：

一、行為典範（behavioral paradigm，以下簡稱 BP）；二、收編／抵抗典範

4 底線為原作者所強調，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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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on/resistance paradigm，以下簡稱 IRP）；三、奇觀／展演典範（spectacle/

performance paradigm，以下簡稱 SPP）(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以下分

別檢視這三個典範，找尋更能適當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的訊息效果」現象的理

論線索。

一、檢視行為典範

BP 是閱聽人研究的第一個主流典範。其基本模式預設，媒介效果是個體閱

聽人，在接收到作為刺激的大眾媒介訊息後，作出的直接行為反應，例如，電視

暴力對兒童侵略行為短期影響的實驗研究 (Liebert & Baron, 1971)；然而這類研究

的問題是，人們多半不是在實驗室中使用媒介，正如 Lowery 與 De Fleus 所指出，

如果電視暴力在實驗室外的世界無效，就不會對社會產生實際影響了（Lowery 

& De Fleus, 1988 ／王嵩音譯，1993：383）。BP 對這個質疑的因應之道，是重

新定義媒介效果，讓它不必是對訊息的直接反應，而可以是累積、長期的，例如

McCarthy, Langner, Gersten, Eisenberg, & Orzeck (1975) 關於電視暴力對兒童在實

驗室外侵略行為的長期效果研究；也可以不是改變行為，而是改變認知或態度，

例如 Collins (1982) 關於電視收看認知過程的研究，以及 Huesmann, Eron, Klein, 

Brice, & Fischer (1983) 關於親子共同討論電視節目，與兒童對侵略行為的態度之

間關係的研究。

本文所謂「缺席事件的訊息效果」，是延伸自 Bateson (1972; 2002) 根據行

為主義的基本概念「刺激、反應、強化之間關係」，所打造的命題，這就使得這

個命題，與 BP 的閱聽人研究系出同源。既然如此，BP 適合描述與詮釋「缺席

事件訊息效果」嗎？

如前所述，為了能解釋實驗室外的現象，BP 只得在「何謂媒介效果」上

妥協。這種妥協是建立在「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基礎上，或者將個體閱聽人視為實體（substance），如使用與滿足理論，預

設個體閱聽人會基於某種目的主動選用媒介 (Blumler & Katz, 1974; Katz, Blumer 

& Gurevitch, 1974)；或者將個體閱聽人與傳媒訊息之間的關係視為實體，如涵

化理論，探討傳媒訊息與個體閱聽人世界觀之間的變項關係 (Gerbner & Gross, 

1976)。

然而，方法論個人主義，並不適合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理由如下。

根據 Bateson 與 Wilden，「缺席事件訊息效果」，取決於個體閱聽人把缺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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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作訊息加以接收的脈絡給「創造」出來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並非人人相同。

例如報紙「開天窗」，傳統上是報社為了抗議審查所設計，但法國《自由報》

（Libération）在 2013年 11月 15日的「開天窗」，卻是要藉巴黎攝影展開幕之際，

提醒讀者缺少新聞攝影的報紙會是什麼模樣（見圖 1）。在此案例中，同樣的「開

天窗」，在兩種不同脈絡中，各自作為指涉不同目標（goal）的訊息，而對於「開

天窗」的認知，並不內在於開天窗本身的脈絡差異中，除非閱聽人有能力分辨「抗

議新聞審查」與「提醒讀者新聞相片很重要」這兩種脈絡的差異，並且把「開天

窗」創造地納入這兩種不同脈絡中加以詮釋，否則無法與設計「開天窗」作為訊

息的報社之間，達成符合預期的溝通效果。正如 Wilden 與 Hammer 所指出：

資訊最簡單的意思，就是一種由質量—能量標記（matter-

energy marker）或介質（medium）所承載的變異性型態（pattern of 

variety）……變異性並無固有感覺、意義或顯著（sense, meaning or 

signification）。就一個變易性或多樣性（diversity）型態而言，它

若要被當作資訊加以運用，就得在脈絡中形成編碼化系統（coding 

system）。它必須是由目標所組織的，傳送者—接收者之間關係的一部

分。(Wilden & Hammer, 1987: 72)

閱聽人「把缺席事件視作訊息加以接收的脈絡」給「創造」出來的能力，就

是人們在觀看平面的尼克方塊（Necker cube）（見圖 2）時，創造出不同意義的

圖 1：缺席事件訊息一例

資料來源：Greenslade (November 1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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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根據完形（gestalt）理論的標準解釋，觀看這個變異性型態的方式有二，

其一是由上方視角觀看的方塊，另二則是由下方視角觀看的方塊。這種 Kant 先

驗範疇式的理論，讓人有「尼克型態只能這麼看」的印象。然而 Ihde 指出，只

要導入適當的敘事脈絡，就可以創造出更多觀看尼克型態的不同視角。例如，把

它看成在六邊型洞中的一隻蟲子，六邊型是洞的外型，中間的四邊形是蟲子的身

體，其他線條是蟲子的腿；又例如把它看成一枚寶石，先前是蟲子身體的部分，

現在是寶石突出的一個切面（Idhe、韓連慶，2008：15-16）。對於尼克型態的不

同描述與詮釋，說明了從一方面來看，同樣的孤立事實，如何可以基於不同脈絡，

成為指涉不同意義的訊息；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無法只根據變異性型態，

推測它們在實際情境中，會被放在什麼脈絡中被詮釋，因為可以使變異性型態成

為訊息的脈絡，並不內在於型態自身之中。報紙開天窗的變異性型態就只是一片

白，而尼克「方塊」的型態只是一堆線條，而非方塊、蟲子或寶石。

進一步言之，不同溝通／傳播脈絡之間，可區分出構成一個 Wilden 與 Hammer

所謂不同複雜度（complexity）等級的依賴階層體系（dependent hierarchy）。

所謂「依賴」是指，每個等級較高的複雜秩序，都依賴於（也因此受限於）較

低等級（即其環境）的物質、能量與資訊，以維持其自身存有與再生產／生殖

（reproduction）。例如，文化依賴、受限於社會而存有（若無社會則無文化），

社會依賴、受限於有機自然而存有（若無有機自然則無社會），有機自然又依賴、

受限於無機自然而存有（若無無機即無有機） (Wilden & Hammer, 1987: 73-74)。

從「尼克方塊」的例子來看，屬於社會—文化等級，讓人能將尼克型態視作「蟲

子或寶石」的敘事脈絡，依賴屬於心理—社會等級，將尼克型態視作「視角不同

方塊」的線性透視法（linear perspective）；而線性透視法，又依賴屬於生理—心

理等級，讓人能夠將尼克型態視為一個整體的「人類視覺組織化原則」（laws of 

圖 2：尼克方塊（Necker cube）
資料來源：Necker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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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in perceptual form）。進一步言之，不同等級的溝通脈絡，各有穩定

再生產／生殖的不同時間跨度。例如在生理—心理等級，作為演化產物的人類視

覺形式組織原則，其生殖跨度可以長達數十萬年；在心理—社會等級，線性透視

法（linear perspective）僅再生產了數百年；5 在社會—文化等級，將尼克型態看

成「洞中蟲」、「多面寶石」的敘事脈絡，則可能稍縱即逝。

回到「為什麼採取方法論個體主義的 BP，不適合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的討論。因為這類研究的設計，主要透過實驗或問卷調查法，把媒介刺激與個體

閱聽人行為（或認知、態度），切割為可操作的原子化項目。然而把這些發生在

不同等級溝通脈絡的項目，自其原本脈絡切割出來後，難免彼此混淆。例如有研

究指出，在沒有暴力「內容」可供模仿的情況下，動作「形式」更多的電視節目，

也能增加兒童侵略行為 (Rice, Huston & Wright, 1982)，這顯示傳統的 BP 電視暴

力研究，可能混淆了在生理—心理等級引發效果的媒介「形式」，與在心理—社

會等級引發效果的媒介「內容」。

此外，有些持續穩定再生產期間相對短暫的、社會—文化等級的溝通脈絡，

可能隨著社會變遷而不再顯著，但這並不表示它們缺乏意義。Lowery 與 De fleur

在評論 BP（他們稱之為認知典範）的傳播研究時表示：

變遷的社會和傳播媒介，影響了研究的實證結果……是否因為傳

播的實證通則常是「今日是昨日非」的情況，就形成發展傳播科學的

障礙呢？……有些理論在目前較其他理論更有意義。不管如何，它們

都提供了後來累積傳播研究的領導原則。（Lowery & Defleur, 1988 ／

王嵩音譯，1993：481-485）

話雖如此，BP 的實際研究還是偏好追求顯著，而且是統計上的顯著，事實

上，不顯著的研究結果很難發表。這就使得富有意義，在統計上卻未必顯著的脈

絡，例如「報紙開天窗，指涉某個被新聞審查的特殊事件」或「玩不到電玩，指

涉電玩很好玩」等，受限於相對特殊社會—文化脈絡的「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5 完形心理學所揭示的知覺形式組織原則，包括接近（proximity）、相似（similarity）、共同命運
（common fate）、客體組（objective set）、直接（direction）、連續（continuation）、閉合
（closure）等原則 (Wertheimer, 1938)；線性透視法並非普世皆準，而是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發
明，迄今不過五百多年。見 Derksen (1999)〈線性透視法的發現及其限制〉Discovery of linear 
perspective and its limitations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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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就會被 BP 的研究設計排除。6 因此，至少在社會—文化等級的溝通脈絡

中，採取方法論個體主義的 BP，不適合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二、檢視收編／抵抗典範

我們可以從 Wilden 與 Hammer 的這段論述看出，為什麼方法論個體主義不

適合處理社會—文化等級的溝通脈絡：

傳送者—接收者，乃是由其他傳送者—接收者所共同構成的一個

溝通系統的參與者。因此，就資訊的溝通而言，整個溝通系統（而非

個體追尋目標者［goalseeker）），是既充分且必要的條件。伴隨其編

碼等級與類型的溝通系統，中介了其中所有溝通者之間的關係。(Wilden 

& Hammer, 1987: 72)

同樣的，在經典 IRP 研究的《電視閱聽人與文化研究》一書中，Morley 批

評以原子化個人心理為基礎的 BP 理論：

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打破單只強調「詮釋的個人心理差異」的使用

與滿足取徑。我們需要能將不同詮釋，與社會經濟結構聯繫起來的取

徑—顯示屬於不同群體和階級、分享不同文化編碼（codes）的成員，

如何對特定訊息做出不同詮釋，不只在個人／氣質層次，也在系統地

關聯到其社會—經濟位置的方式中。(Morley, 1992: 81)

簡單說，IRP 注意到，使閱聽人得以創造出使（本文前引 Wilden 與 Hammer

所謂）變異性型態成為訊息的脈絡，不只發生在個人生活經驗等級，也發生在社

會（Morley [1992] 稱之為社會經濟結構）乃至文化等級（Morley [1992] 稱之為

6 任何意義（有效的差異）都需要某種程度的顯著，亦即某種程度的「普遍」差異，才有研究價值。
然而究竟要「多顯著、多普遍」才值得研究？就大有討論空間了。至少在不同複雜度等級的溝通
脈絡中，顯著的標準不能一概而論。本文要強調的是，顯著與否，取決於研究者站在那個複雜度
等級的立場上進行研究而定。以本文所舉「尼克方塊」的理論詮釋為例。從生理—心理等級來看，
「人類視覺組織化原則」的理論詮釋，在經驗研究上是顯著的，可以跨文化地得到同樣的實驗結
果，「線性透視法」的詮釋則是不顯著的，因為它只對特定文化群體有效，例如，McLuhan (1962) 
曾經引用一篇民族志報導指出，某個非洲部落不懂得使用線性透視法，他們在看電影時不像我們
將視點固定在銀幕前，而是像閱讀書籍那樣掃描銀幕，乃至所看到的內容與我們大相逕庭。然而
若從文化—社會等級的標準來看，「線性透視法」的詮釋又是顯著的了。它至少在現代視覺文化
中，是普遍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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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編碼），這就使 IRP 比 BP 更重視，同樣的訊息在不同複雜度等級溝通脈絡

中的不同意義。

那麼 IRP 是否就適合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依然不適合。奠

基於批判傳統的 IRP，關切參與媒介活動的閱聽人，會被主流意識型態收編或加

以抵抗的「權力分配不平等」現象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15-25)。亦

即，IRP 預設了一個詮釋閱聽人行為的優先脈絡：不同閱聽人群體，收編或抵抗

主流意識形態所傳達的媒介訊息，與此脈絡相關的變異性型態會優先成為訊息，

其他則多少被忽略。關於這點，在 IRP 發展初期即引來批評。例如 Hermes 批評

Morley 的家庭電視收視研究：

太過聚焦在家庭動力學（dynamics）與性別／權力關係上……將日

常生活化約為權力關係，意味著忽略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然而例

行公事也能部分地解釋使用媒體行為。（Hermes, 1991，轉引自 Morley, 

1992: 153）

Morley 回應 Hermes 的批評指出，他同意不能將性別／權力視作解釋家庭收

視現象的恆常因素，但完全不提出可能有助於解釋現象的假設，等於放棄任何形

式的社會分析，因此難處在於，該採用什麼樣的假設才適合，而他認為，就解釋

家庭收視現象而言，性別／權力的假設是合情合理的 (Morley, 1992: 153)。從以

上論辯可以看出，基於批判典範與解放旨趣的 IRP，雖然承認「權力分配不平等」

並非解釋閱聽人現象的恆常因素，但也主張其優先性，這就使得 IRP 在方法論上

有削足適履之虞。因此，IRP 也不適合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三、檢視奇觀／展演典範之一

有許多閱聽人現象，無法被「塞進」收編／抵抗脈絡中加以詮釋，尤其是

瘋迷們「與文本一起玩（play）」、甚至「主動控制文本」的現象。有鑑於此，

A&L 指出，圍繞在有關閱聽人、文本和權力分配關係的論辯而組織起來的 IRP，

其「秩序結構正在被實際閱聽人反應的無序所瓦解—這是無法預測的無序，

而非抵抗的無序」(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32)；從典範轉移概念 (Kuhn, 

1970) 來看，該需要有新理論能夠處理這些與 IRP 不相容，或至少無法直接以「權

力分配不平等」加以詮釋的現象，而 SPP 就是為了解決此問題所提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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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透過重新定義「閱聽人是什麼？」與「閱聽人做了什麼？」說明什麼

是 SPP。根據其定義，閱聽人是「一群當某種展演發生時，位在前臺的人們」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40)，展演是「一種人們強調其演出行為是在他

人關注下的活動。這種關注是刻意的，但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同上引），而「展

演是建構閱聽人的核心，不同模式的展演，關聯到不同模式的閱聽人經驗」（同

上引：43）。然而為什麼以展演來定義閱聽人，就能夠解決 IRP 無法預測「閱聽

人反應的無序」問題？ A&L 並未說明清楚。

對於這個提問，本文根據 Bateson、Ryle 與 Geertz 所提出的解釋是，若 IRP

預設了一個固定的詮釋脈絡，則 SPP 預設了包含更多複雜度等級的「後設脈絡」

（meta context）。所謂「後設脈絡」是 Bateson 在〈一個嬉戲與幻想的理論〉一

文中使用的術語 (Bateson, 1972: 276-283)，而藉由 Ryle 透過 Geertz〈深描：朝向

一個文化詮釋的理論〉一文而廣為人知的小故事，更可說明清楚何謂後設脈絡。

假設，有一個快速開闔右眼瞼的男孩，而這個變異性型態，可以被放到複雜度等

級層層交疊的溝通脈絡中加以詮釋。等級一，他可能是根據社會通行的編碼，有

意在其他人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向某人傳達訊號；等級二，他可能是以上一級脈

絡作為脈絡，模仿另一個眨眼的男孩，用來嘲弄他；等級三，又以上一級脈絡作

為脈絡，他還可能是在家排練，如何表現出最佳嘲弄效果的眨眼，以待之後在適

當場合展演 (Geertz, 1973: 6-7)。Ryle 以戲仿（play on）為例，說明溝通脈絡的依

賴階層體系（Geertz 的說法是「諸意義結構的階層體系」［a stratified hierarchy 

of meaningful structures］），並非偶然。Bateson 指出，與嬉戲（play）共同構成

一個整體複雜現象的逢場作戲、威脅、詐欺等等，是最普遍的後設脈絡，不只發

生在人類之間，甚至在許多種類的動物之間也是如此，例如穴鳥（jackdaw）與

吼猴（howler monkeys） (Bateson, 1972: 318)。溝通階層體系的後設脈絡理論，

於是能夠說明 SPP「為什麼」能夠包含各種閱聽人「玩」出來的，從 IRP 來看無

法詮釋的「無法預測的無序」。

那麼 SPP 是否就適合用來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是，也不是。

「是」的理由是，它確實有潛力解決 BP 與 IRP 無法處理「多等級後設脈絡」的

問題；而「不是」的理由是，它終究沒能擺脫繼承自 IRP 的方法論削足適履問題。

以下說明之。

四、檢視奇觀／展演典範之二

A&L 將閱聽人區分為三類：簡單閱聽人，其典型是前現代親臨現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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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展演的劇場閱聽人；大眾閱聽人，其典型是現代透過大眾媒介接觸展演的

閱聽人；擴散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是大眾媒介作為其日常生活背景的

閱聽人／展演人，其典型是瘋迷（fans）。7 雖然這三種閱聽人的經驗，共存於當

代社會中，A&L 特別關注 IRP 無法解釋的擴散閱聽人經驗，主張大眾媒介的商

品化過程，將整個世界建構為一場展演，即奇觀；生活在奇觀中的人們，以商業

媒體提供的影像為材料來展演自我，並顧影自憐（narcissistic）地成為自身展演

的閱聽人，商業媒體再以這些展演為材料，創造新的影像商品，於是構成奇觀與

顧影自憐之間的迴圈，抹除了展演與日常生活之間，原有的區別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77-98)。

不難看出 SPP 是一個變形的 IRP，讓瘋迷不是被商業媒體「直接」收編，而

是以擴散閱聽人經驗為中介，被「間接」收編：「當世界成為擴散閱聽人的同時，

這些閱聽人也成為消費者，『商品化』與『閱聽人創造』這兩種過程因此連在一

起」（同上引：96），這就使得 SPP 也和 IRP 一樣，優先考量「權力分配不平等」

的詮釋因素，而有方法論削足適履之虞。本文主張，這是因為 SPP 奠基在本文稱

之為「媒介歷史主義」與「後設洞穴偶像式方法論」的可疑預設上。

所謂歷史主義，是主張「人類歷史發展有其固定目標」的決定論變體

（Popper, 1957／何林、趙平譯，1987），而本文所謂媒介歷史主義，則是主張「在

新媒介技術的推動下，人類溝通型態的發展有其固定目標」的歷史主義變體。例

如 Eisenstein (1983) 主張，印刷術驅動了早期近代歐洲傳播與文化的變革與轉型；

Poster (1995) 主張，網路將促成集訊息生產與消費者於一身的「第二媒介時代」

興起，而與訊息生產者極少、消費者極多、單向大眾傳播居主導地位的「第一媒

介時代」區分開來。從大眾傳播理論發展史來看，「閱聽人」作為一種理論概念，

往往內建媒介歷史主義，例如McQuail在他被廣泛採用的教科書《大眾傳播理論》

中主張，現代大眾媒介閱聽人，雖然與古希臘公共劇場閱聽人（即 A&L 的簡單

閱聽人）共享若干特徵，但在所在位置分散、媒介內容取得、所涉入的社會行為

上有所不同，「越思考這些不同，就越顯示出〔大眾閱聽人〕與原本〔劇場閱聽

人〕概念間關連之薄弱」(McQuail, 2010: 400)，而 SPP 也就是在前述區分「前大

7 “fans”通常譯為「粉絲」，譯為「瘋迷」者少，但後者較符合原意。根據 Jenkins (1992: 12)，從
字源學來看，“fan”是 “fanatic”的縮寫，而其根源可追溯到拉丁詞彙 “fanaticus”，其最常用的字
面意義是「皈依神廟者」，並且很快具有「為〔古希臘〕酒神節〔狂歡〕與狂怒儀式所感動者」，
並且進一步從指稱宗教信仰與崇拜的某種極端形式，到任何極端與造成失誤的宗教狂熱主義，通
常會讓人聯想到被神魔附身所導致的瘋狂（madness）。到了 19世紀，“fan”第一次被用來描述
職業運動團隊，尤其是棒球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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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媒介時代—簡單閱聽人」與「大眾媒介時代—大眾閱聽人」的分類基礎上，多

加一個「飽和大眾媒介時代—擴散閱聽人」的新分類，主張即使任何社會中多少

都有顧影自憐者，但只有在這類人與（商業化飽和媒介影像所建構的）奇觀世界

之間，形成彼此強化的失控反饋迴圈，才會一發不可收拾地產生出全新型態的閱

聽人經驗類型：擴散閱聽人經驗。

然而媒介歷史主義的預設合理嗎？ Popper 提出批判歷史主義的五條綱要：

（一）知識增長強烈影響歷史發展；（二）我們無法以合理或科學方法預知知識

增長。我們今天不可能知道明天將會知道什麼，若能知道，則現在就知道了；

（三）因此我們無法預知歷史未來發展；（四）因此也沒有一種科學理論，可以

預知歷史發展；（五）因此歷史主義無法成立（Popper, 1957 ／何林、趙平譯，

1987：42-43），既然歷史主義無法成立，同樣地，媒介歷史主義也當然無法成立。

一旦取消預設媒介歷史主義，三種媒介—閱聽人經驗彼此相異的主張，就會

非常薄弱。A&L 主張，擴散閱聽人之所以異於簡單與大眾閱聽人，在於飽和大

眾媒介帶來的奇觀，讓展演擴散到整個日常生活，連原本單純的事件都可以變成

展演，這種展演是世俗、私人的，異於神聖與儀式特徵濃厚的簡單與大眾媒介展

演，如戲劇、電影、節慶、政治集會、公共慶典、狂歡節、葬禮、法庭審判、宗

教事件與足球賽等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41-73)。然而 A&L 的主張可

疑。首先，聖與俗是人類創造出來，彼此以對方作為脈絡的後設脈絡。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Durkheim 指出： 

除了神聖事物與世俗事物之間的異質性以外，恐怕不會有其他標

準可以用來區分這兩類事物了……無論何時何地，神聖事物與世俗事

物都被人們看作 8 是互不相同的兩大類別。（Durkheim, 1965 ／渠東、

汲喆譯，2011：48）

神聖是從世俗中突現出來的後設脈絡，一切展演，從最微不足道的兒童嬉

戲，到最神聖的宗教節慶與儀式，都是自世俗中創造出神聖的活動，在《人：嬉

戲者》一書中，Huizinga 指出：

兒童在全然的—我們甚至可以說，神聖的—熱切中嬉戲……

8 灰底處為本文強調，以下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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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毫無保留地承認儀式和嬉戲的等同……兩者都宣告日常生活的暫

停。（Huizinga, 1949: 18, 22）

再者，世俗化確實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然而正如 Eliade 在《神聖與

世俗》一書中所指出，即使在最世俗化的社會中，大多數非宗教徒仍然有著宗教

的行為舉止，即使他們自身未必清楚意識到這點，像是：

非宗教人也經驗得到，時間的某種非連續與非均質性……當他正

在聽喜歡的音樂，或者在熱戀中等待著與情人見面時，他能明顯經驗

到，一種與工作或無聊時所經驗到的不同時間節奏。(Eliade, 1959: 70-

71)

因此，媒介—閱聽人經驗之間的不同，比較正確的描述是類比差異（analog 

difference）而非數位區隔（digital distinction）。9一旦取消預設媒介歷史主義，「擴

散閱聽人不同於簡單與大眾閱聽人」的主張就無法成立。當然 A&L 也承認，三

種媒介—閱聽人經驗，同時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然而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擴散閱聽

人經驗的獨特性？為了道德批判。A&L 援引 Sennet 指出，將社會生活視作一場

戲劇的觀點，是為了服務三個道德目的：在社會生活中，最大的問題是幻覺與妄

想；其次，是人性本質與社會行為的分離；其三則是，若所有人在不同社會環境

中都扮演不同角色，人們就無法根據他人的社會行動，理解人性本質與一致的道

德定義 (Sennet, 1978: 35)。

然而不是所有理論家，都會同意這種「後設洞穴偶像式」—基於自己的洞

穴偶像，指責他人陷入洞穴偶像—的方法論預設。例如 Goffman 批評「主張實

在世界不同於貌似實在的幻象世界」的方法論預設：

儘管 James 與 Schutz 主張，那些貌似「世界」的幻夢與日常經驗

世界有不同的組織方式，他們卻無法令人信服地說明，到底有多少不

同「世界」，以及若同意其主張，則無論日常與否的覺醒生活（wide-

9 用類比差別（或程度差別）來描述不同閱聽人經驗的理論，例如 Goffman用「純度」（purity），
亦即閱聽人在其所參與的展演中所主張的排他程度，來界定不同展演。公開場合的展演最純，純
度的下限則是私人場合的臨時展演。另外展演純度也可能是混合的，例如演講可能混合了（閱聽
人該要對其有所回應的）「教學」與「娛樂」(Goffman, 198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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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 life），確實能夠作為一種生產規則的存有基準面（rule-produced 

plane of being）。(Goffman, 1986: 5)

而 Jensen 更直接批評，由心理與社會研究，特別是有關媒介效果研究所支

持，把「瘋迷」、「假設出來的媒介影響」與「病態行為」聯繫起來的這類理論，

是奠基在從研究者優越感出發的方法論預設上：

「他們」（觀賞者、消費者與瘋迷）總是被當作某種力量的受害

者，而那些力量現在無法、未來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然而這種觀

點不但瞧不起人，也是有嚴重缺陷的研究基礎：這意味熱衷於研究那

些被認定為不正常、外來和戲劇性的事物，卻忽視了那些正常、日常、

已被接受的事物……社會探究與批評……不該把人們定義為偏好的集

合體而加以分析和控制，也不該把人們定義為意識型態、廣告、媒介、

暴民心態或碎裂化自我的受害者。社會探究能夠也應該成為尊重式參

與（respectful engagement）的一種形式，能夠也應該從他者的角度來

闡明他們的經驗，因為這些「他者」就是我們，而且人類經驗具有內

在先天的重要性。(Jenson, 1992: 25-26)

綜上所述，要先奠基在「媒介歷史主義」與「後設洞穴偶像」的不當方法論

預設上，SPP 才能主張媒介—閱聽人的三種類型彼此相異，並且以簡單與大眾閱

聽人經驗作為「生產規則的存有基準面」（Goffman 語），憐憫擴散閱聽人是「某

種力量的受害者」（Jensen 語）。於是 SPP 陷入與 IRP 同樣的方法論削足適履問

題，也因此不完全適合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在檢視了三個既有閱聽人研究典範，指出它們為什麼不完全適合描述與詮釋

「缺席事件訊息效果」，以下本文將在保留其優點的前提下「改版」SPP，使之

較原版更適於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參、展演—作品—閱聽典範：奇觀／展演典範的改版

以下本文將根據 Gadamer 的藝術作品本體論（ontology of the work of art），

一方面保留 SPP 處理多等級後設脈絡的潛力，一方面取消 SPP 的兩個不當方法

論預設，解決其「削足適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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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論證審美真理不同於實證主義的「科學規則」，且人們對於作品的審美

經驗本身就包含了理解 Verstehen/understanding，10Gadamer 首先指出，Kant 將審

美經驗視為審美意識的美學理論，並不符合嬉戲存有的實際狀況，並指出應當區

別「玩家（player）主體」與「嬉戲（play）本身」。乍看之下，玩家主體與其

行動方式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玩家本身而言嬉戲並不嚴肅，而且正因

為如此人們才會嬉戲。然而嬉戲本身卻是嚴肅的，誰在嬉戲中不嚴肅，誰就破壞

了嬉戲的存有。因此：

嬉戲具有一種獨特的本質，它獨立於那些從事嬉戲行動者的意識。

所以，凡是在不存有任何嬉戲行為之主體的地方，就存有嬉戲，而且

存有真正嬉戲。（Gadamer, 1990 ／洪漢鼎譯，2007：144）

嬉戲透過週期循環、可預期的自我再生產而存有，究竟是誰或什麼主體在生

產反倒是次要的。儘管嬉戲無需有一個他者實際參與，但始終必須有一個他者，

來答覆嬉戲行動，例如在創造過程中，作家所創造的字句，會不斷反過來挑戰自

己原先的構思：

［唐代詩人賈］島初赴［科］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

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作「敲」字，煉之未定，

遂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詩話總龜》）

因此，一切嬉戲的本質是「被嬉戲玩」的過程，其存有模式就是嬉戲本身的

「自我在場」（Selbstdarstellung/self-presentation）。因為嬉戲總是一種在場行動，

嬉戲的人才能在場發現嬉戲任務。

另一方面，所有嬉戲的在場行動，都可能是具有意向的「為……在場」，

例如宗教崇拜（Kultspiel，直譯為崇拜的嬉戲）與戲劇（Schauspiel，直譯為觀看

的嬉戲）這類，在本質上需要閱聽人參與的嬉戲。雖然嬉戲一般不意向閱聽人，

但透過閱聽人參與，無論是實在的（如劇場演員的展演）或想像的（如電影演員

在鏡頭前的展演），這類「為……在場」的嬉戲就能更完整地存有。無論在神聖

宗教或世俗生活的戲劇中，玩家參與的方式，不再是由他們出現在戲劇中，而是

10 斜體字型為德文，以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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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們與整個戲劇的關係所決定—在戲劇中該出現的不是玩家，而是閱聽人，

這就使原本的嬉戲產生了一種徹底轉變。在這個意義上，Gadamer 將嬉戲稱為

構成物（Gebilde），並將這種轉變過程稱為「轉化為構成物」（Verwandlung ins 

Gebilde/transformation into Gebilde），主張這是任何類型藝術在場的本質，亦即

藝術是為閱聽人而存有的一種溝通行動，於是嬉戲就成了作品（Werk/work）。

Gadamer 強調，所謂「轉化」是某物完全變成其他東西，從事嬉戲的人們化

為嬉戲的一部分，而指向閱聽人的構成物變成一個封閉世界，不參照任何外在於

其自身的事物，因此嬉戲就是實在（Wirklichkeit/reality）。例如「上演酬神戲」：

布袋戲與歌仔戲在廟口戲的表演，客源已經越來越少。通常是臺

上正表演「千軍萬馬兩三人」時，棚腳卻是「臺下觀眾僅一人」或「觀

眾無半人」。詢之廟方為何無人看戲卻仍花大錢聘戲團表演？廟方表

示神明生表演酬神戲是傳統慣例，既是酬神戲，看戲的主要對象是神

明，臺前沒有其他觀眾又何妨！（陳河忠，2012 年 3 月 20 日）

凡人閱聽人可以透過「無論凡人觀眾是否在場，酬神戲照樣演出」的審美行

動，確認神明閱聽人的實在存有。又例如臺東元宵節慶的「炮炸寒單爺」活動：

寒單爺……僅著一條紅短褲，赤身裸體，被四個全副武裝的轎伕

抬得高高的……緩緩繞圈子行走，炮手點燃連炮往寒單爺的肉身丟去，

鞭炮在他身上轟然炸開……觀眾看得心驚肉跳……但寒單爺在密密的

炮火中，僅靠手上的一小束榕樹枝揮去飛向眼睛的炮火，在眾人的驚

嘆聲中仍舊昂然挺立……一場炮炸寒單爺大約維持十分鐘，能夠屹立

不墜的便算通過了考驗。接著換上另一組人馬……第二天……人們津

津樂道的：「昨天那一個最神勇啦，連榕樹枝都不揮，親像神咧！」。

（吳當，1997 年 2 月 5 日）

透過「炮炸寒單爺」的在場行動，閱聽人可以確認神明寒單爺的實在存有。

上述兩個例子證明，嬉戲的認識意義就是再認識，其中閱聽人所認識的事

物，彷彿透過一種突然醒悟而湧現，並被本質地把握。在向構成物轉化的過程中，

每一種在場行動，都力求成為符合玩家與閱聽人共同預期的「正確」在場—

在「酬神戲」那裡，是「無論有無凡人閱聽人都要上演」的審美行為；在「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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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寒單爺」那裡，則是「不懼炮炸」的審美行為—證明了中介化（Vermittlung/

mediation）和作品本身的無區別，亦即「審美無區別」（die ästhetische 

Nichtunterscheidung/aesthetic non-differentiation）是作品的真正審美經驗。與 A&L

將顧影自憐視為一種個人心理甚至社會病徵的主張正相反，Gadamer 主張：

所有想從實在經驗出發，思考審美特性的存有模式、並把它理解

為實在經驗變相的嘗試，都是錯誤的。所有這些概念，如模仿、假象、

虛構、幻覺、巫術、幻夢等，都是以與某種有別於審美存有的本真存有

的關聯為前提的。但……審美經驗根本不是從這種關連出發去思考的，

而是審美經驗在其所經驗的東西裡看到了真正的真理……所有上面稱

之為實在經驗變相的東西，其本質特徵就是有一種失望經驗必然地與

它們相符合。因為只要是假象的東西終究要被識破……隨著我們的覺

醒將失去它的真理。（Gadamer, 1990 ／洪漢鼎譯，2007：119-120）

因此藝術的存有，不是審美「意識」的對象，因為審美「行為」比它自身

所知要多，審美行為是嬉戲作為一種「在場行動」的、存有事件中的一部分，而

且在本質上屬於「把嬉戲作為嬉戲」（play as play），審美經驗存有於被玩之中

（Gespieltwerden/be played）。儘管嬉戲依賴被玩的過程，但它本身就是一個可

預期的反復在場，並且反復在其實際活動中被理解（不僅是意識上的理解，更重

要的是行為上的理解，例如當玩伴拋球給你，你懂得拋球回去）的意義整體。因

此嬉戲是構成物，而反過來說構成物也是嬉戲，因為它只有在一次又一次被玩的

過程中才達到完全的存有（同上引：165）。

於是Gadamer的藝術作品本體論，就是意向閱聽人的嬉戲行動，即「展演」，

透過「在場作品」，而與指向作品的鑑賞行動，即「閱聽」之間互為因果的循環

互動所構成、自生（autopoietic）的溝通行動；另外再加上 Batson 關於「脈絡」

與「後設脈絡」之間的區別，這個展演—作品—閱聽的後設脈絡，可以模式化如

圖 3 所示的自生溝通系統（autopoietic communication system）：11

關於圖 3 模式，有二點必須注意。首先「作品」不是「文本」。Barthes 在

11 自生理論（autopoietic theory）又譯為自我再製理論，是生物學家 Varela與 Maturana在 1970
年代提出，用於區別非生物與生物系統的理論。其後在 1980年代，社會學家 Luhmann引入自
生理論用於解釋社會系統以及建構社會理論。有鑑於 Luhmann主張，社會系統的核心是溝通 
(Luhmann, 1989, 1992)，因此本文所謂自生溝通系統，等於 Luhmann的自生社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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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品到文本〉一文中主張，文本的意義可以在實踐中無限延後，作品則屬於

公共（institutional）範疇（亦即 Gadamer 所謂「為某人而存有」），其意義因此

是「封閉」的，在方法論上是可以透過詮釋學獲得的 (Barthes, 1984/1986: 58)。

之所以需要強調文本不是作品，是要強調展演—作品—閱聽活動本身就是本體，

獨立於玩家或閱聽人的個人主體意識；而這就在方法論上，既不同於「主動閱聽

人」取徑，如 BP 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參見 Biocca, 1998）與 IRP 的接收分析理

論（參見 Jin, 2012），也不同於「被動閱聽人」取徑，例如 BP 的涵化理論（參

見 Biocca, 1998）。

其次，從 Luhmann (1989, 1992) 的自生社會系統理論（theory of autopoietic 

social systems）來看，展演—作品—閱聽活動是一個封閉的溝通系統（Gadamer

稱之為「封閉世界」），亦即它能透過自身，再生產出統一系統的一切功能；而

從本文前引 Wilden & Hammer (1987) 的依賴階層體系來看，複雜度等級較高的展

演—作品—閱聽活動，依賴等級較低的日常生活脈絡作為其環境，一旦耗盡由日

常生活環境中輸入的質量、能量與資訊，則任何展演—作品—閱聽活動終會瓦解；

另外同樣根據 Luhmann，在溝通系統中「只有溝通可以控制與修復溝通」來看，

圖三模式的正、負符號，分別表示正向回饋的「激發」與負向回饋的「抑制」，

這表示在場作品，有時激發、有時抑制了嬉戲或鑑賞行動。一個自生的展演—作

品—閱聽系統，通常處於動態平衡中，然而被負向回饋所過度抑制，或被正向回

饋所過度激發，乃至系統崩潰的狀況也經常可見，前者例如被觀眾噓下臺的差勁

展演，後者例如現場氣氛嗨到暴動的精彩展演。

展演

在場

作品

在場

作品

日常

生活

脈絡

日常

生活

脈絡
閱聽

圖 3：展演—作品—閱聽的自生溝通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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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根據藝術作品本體論來「改版」SPP。本文前段說明過，原本的 SPP

主張三種媒介—閱聽人經驗的「異」；而本文的改版，則強調一切媒介—閱聽人

經驗的「同」，主張任何展演—作品—閱聽脈絡，都是在世俗脈絡中創造出的神

聖脈絡，即使微不足道的擴散閱聽人活動，像是模仿心儀商業明星的打扮外出逛

街，或是在課本上臨摹商業漫畫人物讓同學們傳閱之類，也都如此。頂多只能說，

這些類型的溝通脈絡，被社會認可的程度較低，而不能說它們毫不神聖，甚至是

一種社會病徵。而若承認一切展演—作品—閱聽活動的「同」，則「奇觀—顧影

自憐—奇觀」的迴圈，就不會是 SPP 所描述，只有正向回饋，好似發出尖銳雜音

的「喇叭—麥克風—喇叭」失控迴圈，而是包含正、負向回饋，維持動態平衡的

溝通系統。有鑑於藝術作品本體論不需要「奇觀」這種預設媒介歷史主義的概念，

本文把改版後的 SPP 稱作「展演—作品—閱聽典範」（performance-work-audience 

paradigm，以下簡稱 PWAP）。嚴格說，PWAP 甚至不該稱作閱聽「人」典範，

因為其研究對象不是人，而是活動（activity）。12 這與近年來閱聽人研究的「參

與典範」（participation paradigm）—強調參與到一個大於他們自身的某事物之

中，比「主動閱聽人」更具社會特徵的閱聽人概念 (Livingstone, 2013)—相合，

也能用以描述與詮釋「非人」參與其中的展演—作品—閱聽活動，例如 2016 年

人工智能 AlphaGo 與人類圍棋世界冠軍的對奕事件。

肆、 以「展演—作品—閱聽典範」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

訊息效果」

回到最初提問。那麼 PWAP 適合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嗎？根

據本文對既有三個閱聽人典範的檢視與批評，一個比它們更適合處理「缺席事件

訊息效果」的典範，應該符合以下判準。

其一，能避免 BP「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兩個問題：一、將閱聽人經驗切割

12 行動（action）與活動（activity）最初是 Aristotle倫理學的術語，後來被社會學界挪用。在
Weber那裡，「蓄意的行動若僅是導向無生命對象的行為（behavior），則不是社會的。只有在
導向他人的行為時，主體態度才構成了社會行動」(Weber, 1978: 22)。然而此理論概念的弱點在
於，預設「知而後行」（蓄意行動）在社會行動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以致於難以詮釋「不知而行」
的、基於文化與歷史的社會集體行動，如客家族群傳統上偏好油且鹹的料理。另一方面，在蘇聯
心理學家 Vygotsky與其弟子 Leont’ev所開啟的文化—歷史活動理論（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那裡，區分了個體行動（individual action）與集體活動（collective activity）的不同，個
人與團體行動，會具體地構成一個集體活動系統，其研究聚焦於個人主體與其社群之間的複雜互
動關係 (Engeström, 2001)。活動理論在方法論上與「詮釋學循環」極為近似，本文即是在活動理
論與詮釋學共通的方法論立場上，使用有別於「行為」的「行動」與「活動」兩個術語。



JCRP, 10(1), January 202098

為原子化項目，乃至於從中難以看出，使閱聽人得以創造出讓變異性型態成為訊

息的脈絡；二、混淆發生在不同溝通等級的脈絡。

其二，能夠避免 IRP「與『權力分配不平等』脈絡相關的變異性型態，會優

先成為訊息，其他型態則容易被忽略」的方法論削足適履問題。

其三，能夠避免 SPP 繼承自 IRP 的方法論削足適履問題。

以下分為兩部分，首先檢驗 PWAP 是否符合上述判準；其次示範如何以該

典範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一、檢驗展演—作品—閱聽典範

為了研究電玩的在地實踐情況，我在 2012 到 2013 年間，訪談了 7 位當時年

齡在 29 到 36 歲之間的男性電玩遊戲玩家。本文一開始說明過，這系列訪談原本

並非為了本研究所設計。正好相反，本研究是受到該訪談資料的啟發，才會注意

到「缺席事件訊息效果」，乃至於試圖尋找更適合處理這類現象的理論，並且提

出 PWAP 作為可能的解決方案。以下我將利用 PWAP，回頭描述與詮釋當初採得

的經驗資料，以檢驗本文所提出理論工具，處理相關經驗資料的效力。

話說從頭。與一般訪談所採用，訪員根據事先準備好的大綱提問，受訪

者回答的「問—答模式」有異，這系列的訪談，是基於敘事訪談法（narrative 

interview），13 在「不事先設定好訪談問題」，以及「不在訪談過程中插話」，

以免訪員預設立場介入其中的操作原則下，請受訪者敘述自身「從小到大的成長

故事，尤其是打電動、玩遊戲的經驗與經歷」。

相較於調查法，敘事訪談法採得的資料，更能保留受訪者閱聽人經驗的完

整，這首先就避開了 BP 方法論個體主義「將閱聽人經驗切割為原子化項目」的

問題；而這批資料包含了至少兩個溝通等級，閱聽人的整個「日常生活脈絡」（從

小到大的成長故事），以及鑲嵌在其中的「展演—作品—閱聽後設脈絡」（從小

到大的成長故事，尤其是打電動、玩遊戲的經驗與經歷）。這部分就需要進一步

分析資料，才能將相互交疊的不同脈絡等級區隔開來。例如石先生的故事：

我在高中以前，基本上受家裡限制，不太允許我打遊戲機，尤其

是我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那個時候行政院長是郝柏村，他開始下

13 關於敘事訪談法的操作細節，見Bauer (1996)〈敘事訪談法：對於質化數據蒐集技術的評論〉（The 
narrative interview: Comments on a technique for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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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說十八歲以下禁止進遊樂場，嘿，進去的話那個會有問題，就算

是一般的遊戲，非賭博性的也是一樣。但是在家裡的話，那個時候家

裡除了一臺紅白機任天堂以外，並沒有買其他的遊戲，而且我只有暑

假的時候一天可以玩兩個小時。（石先生）

這段敘述可以分析出至少三個等級的脈絡，其中包括國家等級（行政院

長……下禁令）、家庭等級（我……受家裡限制）與個人等級（我只有暑假的時

候一天可以玩兩個小時）。然而，這段敘述了國家與家庭如何試圖「收編」石先

生的故事，完全可用 IRP 加以詮釋，無法彰顯「為什麼需要 IRP 之外典範」。接

下來引述超出收編與抵抗，例如陳先生的故事：

在小三到小六中間，我的功課（笑）就不太好，為什麼？我說真

的，因為上課的時候每天都在想，欸，等一下回去的時候，要打什麼［遊

戲］，那一關要怎麼過等等的。譬如說像［電玩遊戲］【火之鳥】啊，

我就會在腦中一直浮現那個畫面，而且不是自覺地，在上課中把這個

［遊戲］音樂哼出來（笑），對，老師那時候聽到還把我叫起來說：「你

在幹什麼」這樣子。（陳先生）

SPP 原本就是為了處理這類「閱聽人與文本一起玩」甚至「主動控制文本」

的瘋迷現象，才打造出來的。其解決之道是，將這類現象詮釋為「閱聽人的顧影

自憐行為，受到飽和媒介強化，並入侵到日常生活中」，而本文已經批評過，這

只是變形的 IRP。既然陳先生玩弄電玩文本的故事，可以嵌進 SPP 中獲得合理詮

釋，因此又需要有例子可以彰顯，為什麼 SPP 有所不足。例如吳先生的故事：

玩線上遊戲我發現，哇，可以在線上跟朋友聊天啊、說話啊、還

可以認識新的朋友。所以我就非常瘋狂地在玩，幾乎是沒日沒夜，而

且不只我這樣，當年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是這樣，我們幾乎除了吃飯、

睡覺、上課，有時候還蹺課，就是為了要打電動。結果……玩了一兩

年，突然發現，咦，我們在遊戲中變得很強，居然還可以賺到臺幣。

那個候我才十八歲吧，可是我居然每個月玩遊戲可以賺兩、三萬塊，

甚至三、五萬塊。那時候我媽媽就跟我講說：「玩遊戲沒有前途啦，

你還是去上班啦」。因為那個時候我念夜校，我就跑去［加油站］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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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上班休息的時候……我們［一群同事］就在那邊聊［線上遊戲］。

我朋友就問我，我就跟他說我的［遊戲］狀況啊……他們說：「唬爛」，

我說：「真的」。就［把遊戲］開出來［讓他們看］，大家就講說：

「哇，那你［遊戲］裝備這麼好，又這麼會賺錢，你幹嘛跑來做加油

站？」後來我想想也對，我做加油站一個月一萬多塊，我打個遊戲可

以賺三五萬塊，為什麼我要做加油站？我就開始專職地打遊戲。（吳

先生）

吳先生敘述了一個展演—作品—閱聽的後設脈絡，如何從日常生活脈絡中

被創造出來：「除了吃飯、睡覺、上課，有時候還蹺課，就是為了要打電動」，

以及他又如何自這個後設脈絡中，創造出「工作養家活口」的後設後設（meta 

meta）脈絡：「我就開始專職地打遊戲」的過程。這個「專職打電玩」的故事，

顯然無法歸類為 SPP 所謂「飽和媒介入侵日常生活，整個日常生活變成一場展

演」的擴散閱聽幻象經驗。（或許有讀者要質疑，能「專職打電玩」者是少數個

案，不足以否定 SPP。然而非官方虛寶交易，早已成為一些國家地下經濟的重要

一環，雖然缺乏精確的產值統計，但可從韓國政府在 2012 年禁止專業虛寶交易

戶，推論其規模之大）相較之下，以 PWAP 來詮釋或許更適當，這個故事中既描

述了負向回饋對活動的抑制：「我媽媽說玩遊戲沒有前途，我就跑去上班」，也

描述了正向回饋對活動的激發：「大家就講說，你遊戲裝備那麼好，又那麼會賺

錢，你幹嘛跑來做加油站？……我就開始專職地打遊戲」，讓整個過程得以維持

動態平衡，不致陷入 SPP 所描述的失控迴圈。

當然，本文是選了一個系統平衡的故事來說。那麼就社會整體而言，究竟是

失控抑或平衡的情況更顯著？這個問題已經超出本文所能回答的範圍，但在進一

步研究之前，可以先聽聽這位社會系統理論家的忠告。有鑑於難以區別「社會系

統病理」與「社會系統發揮正常攔截（interception）與吸收（absorption）能力」，

Luhmann 提醒研究者：「必須清楚地區隔心理病理與社會病理，尤其試圖將其中

一方視作另一方的指標甚至原因之時，更要特別小心」(Luhmann, 1992: 259)。

二、 以展演—作品—閱聽典範，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案例

最後，重回本文開頭所引述石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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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玩遊戲的時候就是高中以前，那個時候家裡限制不能玩。

對我來說比較不一樣的，並不是玩遊戲影響到我現在生活，而是玩不

到。［上了大學以後］我拼命地買各式［電玩］相關的硬體，［演變

到現在我］有辦法以硬體［工程師］當作主要的謀生工具。玩得到［遊

戲］對［小孩子］影響不大，玩不到的怨念（笑）可能才會對小孩子

有負面影響。（石先生）

PWAP 可以怎麼描述與詮釋這個「電玩缺席事件訊息效果」的故事？在故事

中，石先生把「該在場卻缺席的電玩事件」，視作激發展演—作品—閱聽脈絡活

動的正向回饋訊息加以接收，進而引發與家長原意不同的實際效果。這在本研究

所取得的經驗資料中不是孤例，例如陳先生的故事：

因為［小學］那時候禮拜六還是要上課，［我就］禮拜天早上都

非常非常早起來，然後瞞著爸爸媽媽，［他們］在睡覺，［我就］偷

偷在那邊打電動這樣子。那種感覺就很好玩。（陳先生）

陳先生說的是「該缺席卻在場的電玩事件」，乍看之下與石先生相反的

故事。然而石先生與陳先生的故事之間，只是「從實際（actuality）變成潛能

（potentiality）」與「從潛能變成實際」的差別。可以合理推測，無論是石或陳

先生，當年都曾致力阻止電玩事件缺席。

再提醒一次：本文所分析的這批訪談資料，是來自 1976 至 1983 年出生，

從小玩到大的臺灣電玩遊戲玩家的生命經驗。對這些玩家來說，電玩的展演—作

品—閱聽後設脈絡，已經可預期地鑲嵌進他們的日常生活脈絡中，因此對他們來

說，任何電玩缺席事件都更可能成為訊息，乃至於引發效果。反之我們可以推測，

在對電玩沒多大興趣，平時也沒有打電玩習慣的人們那裡，應該就不大會把電玩

缺席事件視為訊息的後設脈絡創造出來，乃至引發效果。

伍、結論與延伸討論

為了理論地描述與詮釋「缺席事件訊息效果」，本文首先檢視三個既有閱

聽人研究典範，並且指出它們為什麼都不適合處理「缺席事件訊息效果」；其次

根據 Bateson 的後設脈絡理論與 Gadamer 的藝術作品本體論，將 SPP 典範改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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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AP，作為替代的解決方案；最後透過分析本地玩家的電玩生命經驗故事，示

範如何以 PWAP 描述與詮釋這些故事中的「電玩缺席事件訊息效果」。

雖說也可就此告一段落，但本文還要多談一些。在以 PWAP 分析經驗資料

的過程中，浮現出一個「其行動造成作品缺席事件」，或者可以稱作「不閱聽人」

的角色。例如邱先生作為「不閱聽人」的母親，限制他打電動的故事：

小時候我媽就有規定說，一定要十點睡覺，可是我們半夜都會偷

偷跑起來打［電玩］【三國志】，禮拜六禮拜天放假的時候，都會玩

到［第二天］早上，那小時候，［我］國小就開始這樣子做。（邱先生）

林先生的故事中，則有作為「不閱聽人」的警察、教官等國家代理人：

國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如果你［上遊戲場］打電動的話，警察會

帶著教官來一起去抓，之後比較好一點啦，但是如果穿著［學生］制

服去的話，呃，比較容易會有麻煩，可是高中的時候，［我］還是會

去打電動。（林先生）

這其中隱含了一個理論問題：這些「不閱聽人」的行動，是否屬於展演—作

品—閱聽活動的範疇？乍看之下不是，但若回到藝術作品本體論的定義：「所有

在場行動，按其可能性都是一種為某人的在場行動」（Gadamer, 1990 ／洪漢鼎

譯，2007：153），若在場作品會根據閱聽人的回饋而調整，那麼「不閱聽人」

就發揮了與閱聽人同樣的功能，其「不閱聽行動」讓作品缺席，而如本文已經說

明過的，這類缺席事件是可以有訊息效果的。

更甚者，在某些情境中，這類不閱聽行動造成的作品缺席事件，會「轉化

為作品」，例如以下故事。自 2018 年 6 月 1 月起，我的臉書動態消息（News 

Feed）開始出現「你的動態消息已沒有其他內容了，我們在此獻上 facebook 各處

的人氣貼文」的訊息，然後呈現大量我並未訂閱過的貼文。由於知道臉書時常會

變更演算法，於是我上網搜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自 2017 年底，臉書開始

「動態探索」（Explore Feed）實驗，讓大量未付費推廣的內容，在實驗組用戶

的動態時報上「被消失」—即使用戶已經訂閱這些內容—然後「補償」給用

戶他們從未訂閱過的內容。雖然有報導指出，由於在實驗國引發用戶與內容生產

者的大反彈，這個實驗已經在 2018 年 3 月結束（高敬原，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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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 日），但根據 PTT 的討論，在臺灣，這個實驗並未全面取消，只

是改為分組測試，而截至本文寫作的 2018 年 7 月 4 日，「動態探索」功能還是

留在（身為白老鼠的）我的臉書上，因此我的動態時報，成了大量作品缺席事件

轉化而成的作品。在這個內容該如何分配的工作，已經越來越交給演算法來處理

的時代，這類「不閱聽人」現象，或許更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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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網路科技的日益進步，社群網站逐漸成為人們分享生活與社交之最喜

愛工具。市場行銷顧問公司 Kepios 調查指出臉書仍是全球使用人數最高之社群

網站，並遙遙領先其他社群網站 (Kemp, January 27, 2016)。根據臉書官方統計顯

示，臉書每月平均有 20 億的活躍用戶 (Facebook, n.d.)，而臺灣地區的活躍用戶

多達 1,800 萬（許惠安，2017 年 2 月 25 日）。隨著臉書的流行，臉書也成為一

個分享自身生活最好平臺。越來越多的網友在臉書上打卡以尋求認同、展現自我

以塑造自我形象或炫耀、分享經驗與體驗、獲取優惠（石婉婷，2012；HuffPost, 

October 13, 2013）。各品牌搭上這股潮流，鼓勵消費者打卡的行銷活動風行。當

臉書使用者打卡目的是尋求認同分享經驗與體驗、獲取優惠時，網路的打卡訊

息有口碑傳播之效果（冼卉堉、羅文坤，2013）。臉書觀看者會因為親友打卡

而對打卡地點產生興趣，進而成為品牌的潛在客戶。然而，當臉書使用者打卡

目的是透過自我表現（self-presentation）與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來展現自

我，意圖炫耀時，可能引起觀看者難以忍受的反感，誘發觀看者的嫉妒 (HuffPost, 

October 13, 2013; D.-H, Im, & Taylor, 2008)。報導指出有超過一半的臉書使用者會

故意發表炫耀的動態，以得到觀看者的嫉妒（PingWest，2015 年 10 月 22 日）。

當消費者炫耀式打卡時，若是引起觀看者的嫉妒，是否會對打卡行銷的效果大打

折扣，更甚至對品牌帶來負面的影響呢？

臉書相關研究都著墨於使用者心理與行為 (Mehdizadeh, 2010; Tandoc, 

Ferrucci, & Duffy, 2015; 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 管 理

學上臉書相關研究大多探討粉絲團經營或是社群網路行銷對品牌的影響（陳欽

雨、張書豪、張卿儀，2013），甚少探討使用者之嫉妒對品牌之影響，也未與品

牌權益做連結。大多文獻皆著重於嫉妒與消費者行為之關係，如正面嫉妒發生

時，會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 (Smith & Kim, 2007; van de Ven, Zeelenberg, & Pieters, 

2011a)，或是負面嫉妒發生時，消費者會發生品牌轉移的消費行為（購買其他的

產品）(van de Ven et al., 2011a)，但並未對嫉妒及品牌權益之間的關係做直接的探

討，文獻也鮮少專門討論嫉妒情緒與品牌之連結。本研究補足過去文獻之缺口，

將探討臉書使用者之個人打卡行為與品牌權益之關聯。若行銷人員在打造品牌

時，未將消費者之嫉妒情緒加入考量，可能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或是感受，

進而對品牌權益造成影響，甚至造成傷害。尤其是負面嫉妒帶有負面及破壞性的

情緒，可能對品牌的負面影響也較大，故行銷人員在打造品牌時，必須將嫉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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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納入計畫考量，以免做出傷害品牌權益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專注於炫耀式

打卡，以消費者嫉妒理論（envy theory）作為基礎，調查炫耀式打卡、嫉妒與品

牌權益的完整路徑，拓展嫉妒理論的運用，應證嫉妒為中介變數，以補足文獻之

缺口。

臉書與嫉妒方面的文獻大多探討社群網站的人際關係所引起的嫉妒心理

(Muise, Christofides, & Desmarais, 2009)，且大多是調查嫉妒對親密關係之影響 

(Burke & Kraut, 2014; Elphinston & Noller, 2011)，未對嫉妒心理如何影響品牌多

加探討。臉書的朋友圈包含臉書使用者的親人、親密朋友、一面之緣的人、朋友

的朋友，彼此之間並不熟稔或親近。年輕的使用者甚至動輒有 500 人以上的臉書

朋友 (Y.-C. Lee, 2017)。打卡所引發的嫉妒與對品牌權益的影響，在不同關係強

度的臉書的朋友間是否會有所不同 ? 本研究將以先前學者之關係強度與嫉妒研究

作為基礎，進一步驗證關係強度不同是否會干擾臉書使用者打卡所產生之嫉妒，

進而影響品牌，拓展關係強度理論在行銷方面的運用。

貳、文獻探討

一、炫耀式打卡

「炫耀」一詞有誇耀、賣弄的意思（教育部，2015）。許多學者研究炫耀

式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Eastman, Goldsmith, & Flynn (1999) 認為人

們藉由炫耀性消費表彰自己的身分地位，同時也提升了自身在他人眼中的身分地

位。隨著封建瓦解與民主社會的發展，炫耀性消費轉變成一種社會概念，成為一

種自我表達與肯定的行為 (Chaudhuri & Majumdar, 2006)。炫耀性消費有三個特

質，第一是外在行為方面，以浮誇奢華的消費型態來表現，第二是藉由炫耀式

消費來確立自己的財力及社會地位，第三是一種金錢比較的概念，藉由炫耀性消

費得到他人嫉妒，也是炫耀性消費的動機 (Chaudhuri & Majumdar, 2006; Segal & 

Podoshen, 2013)。在本文中，炫耀性消費的概念也可延伸至炫耀式打卡，表明臉

書使用者為了彰顯個人財富或地位，標示出所在之地點、同行親友，亦可加上文

字敘述與照片。隨著臉書風行，人們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生活，甚至炫耀生活，

包括炫耀自己的旅遊經歷、炫耀工作成就、炫耀人際關係等等，但由於本研究著

重在於炫耀性打卡對品牌權益造成的影響，因此偏重在消費物質層面的探討。

要求消費者打卡以取得優惠已為現今商家經常使用的行銷手法之一。除此之

外，打卡行為與自我揭露及自我表現之間關係密切，使用者藉著打卡建構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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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他人心中表現出的形象，達到建立自我形象之目的。為了建立良好的自我

形象，有超過 75% 的臉書使用者承認在發表臉書文章時會加油添醋，讓自己的

生活看起來更精彩，甚至有超過 50% 的使用者表示他們會上傳較炫耀的文字或

照片，以得到朋友的嫉妒（PingWest，2015 年 10 月 22 日）。Krasnova et al. (2013) 

發現，當使用者常看見臉書朋友的正面動態消息時，反而會因他人的好事引發嫉

妒等負面情緒。由此可知，人們透過打卡服務的過程中，會為了建立良好的自我

形象，發表偏向正面或是值得炫耀的打卡內容。當臉書觀看者經常性地接觸這類

的內容，就會引起觀看者比較的心理，又當觀看者發現自己不如打卡者時，就可

能誘發觀看者的嫉妒情緒。炫耀的動機主要在於打卡者想在臉書發表的炫耀動態

時，得到他人的嫉妒以滿足自我感覺，以突現自我的財富或是身分地位 (Mullins, 

1999)。

同時，炫耀的物品通常是高價值的、具有獨特性、是名牌或是令人嫉妒

的特質 (Richins, 1994)。過往炫耀性消費的研究多調查影響炫耀性消費的因

素 (Chaudhuri & Majumdar, 2006; Segal & Podoshen, 2013) 與炫耀性消費所引起

的嫉妒對購物的影響 (Sarkar & Sreejesh, 2014; van de Ven, Zeelenberg, & Pieters, 

2009)，甚少與品牌連結。本研究將調查炫耀性打卡對品牌權益的影響。

二、嫉妒理論

嫉妒（envy）的生成來於自身與他人的比較，較常發生於較相似的兩個人身

上 (Festinger, 1954)。根據社會比較理論，我們嫉妒的對象通常取決於我們重視的

東西是什麼。當重視的領域與他人比較結果較不利時，人們容易感覺嫉妒 (Smith 

& Kim, 2007)。Envy 是個人認為自己擁有的特質、物質或成就無法和他人相比較

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由自卑感、怨恨及嚮往三種要素組成，並且伴隨敵意 

(Parrott & Smith, 1993)。綜合上述定義可知，envy 為較偏向對自己未擁有的產生

渴望，像是他人的物品或是成就。由於本研究專注在觀看者看見臉書成員打卡時

所引發之嫉妒心理效應，此種嫉妒來源大多是源於他人在臉書分享自己未擁有的

物質或成就而產生的情緒，故本研究將使用 envy theory 為基礎理論進行探討。

以下所提到的嫉妒一詞皆指 envy。

嫉妒可能自於與他人向上或向下比較的結果。向上的比較通常較容易引發

嫉妒的情緒，因為人們通常認為自己不比他人遜色 (van de Ven, Zeelenberg, & 

Pieters, 2011b)，但當目標遙不可及時，例如一個普通人與 NBA 籃球選手比較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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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技術，所產生的情緒就會昇華為敬佩（admiration）。Lange & Crusius (2015)、

van de Ven et al. (2009) 指出，嫉妒有兩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正面嫉妒（benign 

Envy）與負面嫉妒（malicious envy）。Van de Ven et al. 認為確認嫉妒是正面或

負面的關鍵為正當性的察覺（perceived deservingness），若擁有優勢者的優勢

是正當且理所當然的，則帶來正面嫉妒，反之則引起負面嫉妒 (van de Ven et al., 

2009)。正面嫉妒（benign envy）發生時，人們會感到沮喪，但他們會試圖提升

自我水平而非拉低他人水平，正面的嫉妒可以作為激勵人向上的動力（同上引）。

負面嫉妒（malicious envy）發生時，人們也感到沮喪。不同的是，人們會

試圖將較優越者下拉至同一水平 (van de Ven et al., 2009)。負面的嫉妒帶有毀滅

性，會引發嫉妒者傷害被嫉妒者的意圖 (Foster et al., 1972)。緩解羨慕的負面嫉

妒的方法之一是嫉妒者樂於見到被嫉妒者不成功，換句話說就是幸災樂禍 (Smith 

＆ Kim, 2007）。嫉妒與幸災樂禍也常常與自戀一詞相連結，Krizan & Johar (2012) 

發現高度脆弱的自戀者，通常擁有低自尊與不安全感，會有較高的嫉妒與幸災樂

禍。負面嫉妒並非只有負面的影響。學者 van de Ven et al. (2009) 研究發現當人

們感受被嫉妒時，會對嫉妒者釋出更多善意以減少負面嫉妒的清況，這些善意並

非真心，來自被嫉妒者對負面嫉妒的恐懼，因而產生這些善意的行動以安撫羨慕

者。然而，在不平等情況普遍發生的現代社會，這樣的行為幫助抑制或防止負面

嫉妒效應的破壞性影響，同時也促進了團體的凝聚力。

在臉書上，正面嫉妒指的是當臉書觀看者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不如其他臉書

使用者時，觀看者會試圖提升自我水平，以達到與他人相同的程度。負面嫉妒指

的是當臉書觀看者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不如其他臉書使用者時，觀看者會感到反

感，並出現惡意的想法或行為。在臉書中，當個體使用臉書時，此使用者所比較

的對象即為其社交圈，他會藉由與社交圈的朋友作為比較尺度來衡量自身條件。

臉書使用者的社交圈通常都與自身有高度相似性 (Krasnova, Koroleva, & Veltri, 

2010)，也就是說社交圈的對象的年齡、學歷、成長背景及社經條件等皆相似。

除此之外，Tandoc et al. (2015) 指出，若個體使用臉書之頻率越高，則個體越容

易產生嫉妒感並導致情緒低落。這是因為當使用者花費大量時間在臉書時，在平

臺上大量的共享信息，提供了使用者嫉妒的原因。再者，由於大量的個人資訊與

訊息的披露，臉書讓使用者可以簡單的與朋友圈進行比較 (Smith & Kim, 2007)。

由上可知，若使用者所比較之對象有比自己更佳的物質條件或社經地位時，此使

用者容易產生嫉妒現象。



JCRP, 10(1), January 2020114

由於臉書使用者對於資訊的可控性高，嫉妒可能以各種方式被觸發。例如說

臉書使用者可能會因形象管理，而積極分享與自己有關的正面事物 (Mehdizadeh, 

2010)。學者認為使用臉書容易使人們感到嫉妒，尤其是常常看到關於他人正面

的訊息時 (Krasnova et al., 2013)。因此積極使用臉書的使用者常常認為他人的生

活比自己過得更好 (Chou & Edge, 2011)。臉書也降低了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研

究指出當臉書使用者常常看到他人度假的照片時，會誘發嫉妒，並且使使用者萌

生離開臉書平臺的可能 (Krasnova et al., 2013)。綜合以上可知，若打卡者使用之

品牌或是打卡地點較為奢華或獨特，觀看者無法進行相同水平消費時，可能會感

到沮喪，但他們會試圖提升自我水平而非拉低他人水平，產生正面的嫉妒，形成

向上的動力 (van de Ven et al., 2009)。然而，炫耀式打卡也可能讓觀看者覺得自身

想要卻無法擁有該物，因而對對炫耀者產生敵意，引發較為負面的嫉妒 (Sarker 

& Sreejesh, 2014)。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一： 炫耀性打卡對於正面嫉妒（H1a）與負面嫉妒（H1b）有正向顯著

影響。

三、品牌權益

過去研究發現，當嫉妒發生時，潛在客戶會有較強烈的動機對此品牌進行

消費 (Sarkar & Sreejesh, 2014)，也有可能會去購買其他品牌 (van de Ven et al., 

2011a)。在這種情況下，嫉妒是否對品牌是好的 ? 本研究以品牌權益調查打卡隊

品牌的效益，專注於打卡所引發的嫉妒對品牌權益的影響。

品牌權益為衡量一品牌價值的重要指標之一。品牌權益的定義各學者皆有各

自看法，至今尚無明確統一的定義及共識 (Barwise, 1993)。Aaker (1992) 認為品

牌權益是連結於品牌、品名和符號相關的一系列資產和負債的組合，其可能增加

或減少該產品或服務對企業或顧客的價值。Netemeyer et al. (2004) 等學者認為品

牌權益為顧客願意為自己所喜愛的品牌，付出超過原價格的超額費用。雖然品牌

權益定義各學者皆有差異，綜合各家定義可知品牌對企業的重要性，打造強勢品

牌可製造與競爭者的差異化，得到較高的商品溢價，同時獲得比競爭對手更好的

獲利。本文認為品牌權益為連結品牌、品名和符號相關的資產與負債的組合，會

增加或減少該產品或服務對企業或顧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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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ker 認為品牌權益包含品牌忠誠度、知覺品質、品牌聯想、品牌知名度以

及其他專屬品牌權益等五個構面。品牌忠誠度以消費者重複購買之品牌產品的次

數與滿意程度作為衡量指標，可降低企業行銷成本。知覺品質指消費者對單一品

牌整體產品及服務品質的認知水準，或是相對其他品牌顧客的主觀滿意程度。品

牌聯想為在消費者記憶中能與品牌有所聯想的任何事物，如產品特色、生產地、

包裝方式……等等。品牌知名度定義為，在特定商品種類中，消費回顧或辨識該

品牌的能力，是顧客能確認或是記憶品牌的覺察力。其他專屬品牌權益則為品牌

是否具有商標、專利、通路關係等有利於品牌的內外部權益 (Aaker, 1992)。

Christodoulides, De Chernatony, Furrer, Shiu, & Abimbola (2006) 提出，品牌權

益構面包含了情感連結、線上體驗、反應迅速的服務、信任與滿足。Konecnik & 

Gartner (2007) 的品牌權益構面為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品牌忠誠度與知覺品

質。Burmann, Jost-Benz, & Riley (2009) 的品牌權益構面為品牌利益清晰、知覺

品質、品牌效益獨特性、品牌共鳴與品牌信任。Marquardt (2013) 的品牌權益構

面為滿意度、信任與承諾。本研究認為，以公司及顧客觀點下的品牌權益之探討

較為周全，因此採用 Aaker (1992) 的品牌權益理論。過去著墨嫉妒的研究多強調

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甚少調查嫉妒對品牌之影響，也未與品牌權益做連結。本研

究補足過去文獻之缺口。打造強勢品牌已成為現今市場競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不論對消費者或是企業皆有利可圖。雖然，品牌權益構面包含品牌知名度、品牌

聯想、知覺品質、品牌忠誠度。然而，炫耀性消費品牌大多為一般人所知，具有

足夠的品牌知名度，打卡與否對品牌知名度影響甚小，故在後續研究將排除此構

面。再者，從嫉妒的觀點來看，著重的是自己未擁有的物質或成就，由於觀看者

尚未購買過此品牌的產品，不適合調查忠誠度。因此，本研究僅探討臉書炫耀式

打卡對知覺品質、品牌聯想二構面之影響。過去文獻較少探討嫉妒與品牌權益間

的關係。本研究透過一些嫉妒與品牌相關文獻，窺探並推論嫉妒與品牌權益間的

關係。

過去研究鮮少討論嫉妒與品牌之連結。打造強勢品牌可建立品牌在消費者

心目中的品牌優勢，也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進而影響消費者行為及企業收益。

有些行銷者藉由嫉妒作為增加顧客購買意願的手段。然而他們卻忽略嫉妒是有正

反兩面的。正面嫉妒通常是引發的是較為正面的情緒與行為反應，像是增加消費

者購買意願或是消費者願意花費更多金錢在品牌上等。有些學者 (Bernoff & Li, 

2011) 的研究指出，正面嫉妒會增加購買意願。因為嫉妒可以作為激勵人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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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導致 Keeping-up-with Joneses 的消費現象 (Smith & Kim, 2007)。嫉妒使消費者

願意花費更多的金錢在產品或服務上，van de Ven et al. (2011a) 指出，當消費者產

生正面嫉妒他人所擁有的商品時，會願意付出更多代價在引發嫉妒的商品上。行

銷人員經常使用向上比較的壓力來作為行銷的手段，尤其在容易引發嫉妒的產品

上，品牌用強調地位或是擁有他人沒有的物品，作為對消費者的販賣手段，在顧

客心中種下未來購買的種子。

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指出，比較常會引發對自己已擁

有物品的滿意感與對尚未擁有物品的欲求。不利的社會比較常能引發嫉妒，認

為他人擁有的物品品質比自己已擁有物品品質好 (Ackerman, MacInnis, & Folkes, 

2000)。炫耀性商品價格高，象徵高社會地位。消費者通常認為高價、具有地位

象徵性的商品之品質高 (Choi, 2012)。當炫耀性商品增加消費者對商品的渴望

時，消費者會認為該產品擁有較好的知覺品質。舉例來說，願意付出較高價錢

購買 LV 皮包的消費者，認為 LV 比起平價品牌的包擁有更好的知覺品質。因

此，正面嫉妒對知覺品質可能有正面影響。當負面嫉妒被引發時，可能導致破壞

性行為 (Madigan, 2012)。另外，根據轉移效果理論 (transfererence effects theory) 

(Balasubramania, Karrh, & Patwardhan, 2006)，刺激所引發的消費者情感反應，會

轉移到消費者對廣告與品牌的情感 (Bee & Madrigal, 2012)。同理，打卡所引發的

正面情感會轉移到品牌上，正向影響知覺品質。打卡所引發的負面的感受會轉移

到品牌上，負向影響知覺品質 (Harrison-Walker, 2001) 與品牌態度 (Sundie, Ward, 

Beal, Chin, & Geiger-Oneto, 2009)。由此推論，臉書打卡的觀看者可能因為正面

嫉妒而覺得該品牌擁有較好的知覺品質。臉書打卡的觀看者可能因為負面嫉妒而

覺得該品牌之知覺品質低落。當嫉妒發生時，消費者可能因為嫉妒而對品牌印

象加深，進而對品牌有更多瞭解與連結，對品牌聯想有所影響。過去研究指出

負面嫉妒是較為負面的情緒反應 (Smith & Kim, 2007; van de Ven et al., 2009)，可

能負面影響品牌權益。消費者可能因為負面嫉妒轉而購買其他品牌 (van de Ven et 

al., 2009)。Van de Ven et al. (2011a) 研究發現，負面嫉妒會出現品牌轉移現象：

消費者會改購買其他品牌產品之行為或壓抑消費者購買 (Herr, Kardes, & Kim, 

1991)，負面影響品牌知覺品質 (Richardson, Dick, & Jain, 1994)。根據轉移理論 

(Balasubramania et al., 2006)，打卡所引發的正面情感會轉移到品牌上，引發正向

連結，提高品牌聯想。打卡所引發的負面的感受會轉移到品牌上，負向影響品牌

聯想。雖然過往研究並沒有調查嫉妒與品牌權益的關係，但可推論出：臉書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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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可能引起正面嫉妒，因而對品牌聯想可能有正面的影響。反之，若臉書的打卡

可能引起負面嫉妒，可能導致打卡觀看者對品牌產生負面的品牌聯想。

再者，過去研究已證實品牌權益各構面並非各自獨立，各構面彼此之間存

在著階層關係 (Yoo & Donthu, 2001)。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對產品／服務的評估，

代表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 (Aaker, 1996)。高知覺品質給予品牌制訂高價的機

會，並激勵價值鏈上的成員追求良好的表現 (Balaji, 2011)。擁有高知覺品質的品

牌可以獲得更高的消費者偏好，促使消費者增加回購意願和抵制其他品牌的誘惑

(Loureiro, 2013)。當品牌擁有較好的知覺品質時，會促發消費者腦海中有關品牌

資訊記憶網絡，喚起消費者認知品牌的意義 (Keller, 1993: 3)。高知覺品牌品質會

使消費者對品牌產生好或正面的連結，包括功能屬性連結（產品屬性與利益）與

非功能屬性連結（象徵或情感性連結）(Aaker, 1996)。也就是說，品牌品質是一

種特殊類型的聯想（Aaker & Joachimsthaler, 2000)，對品牌聯想有正向影響 (Balaji, 

2011)。舉例來說，當食安危機發生時，義美食品的產品總是安全且沒有任何問

題的，建立了義美食品在消費者心目中品質優良的印象，進而增加了義美食品在

消費者心目中的正面、安全、有保障的品牌聯想。本研究因此推論知覺品質具有

串聯式（serial）的中介效果。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二： 正面嫉妒對知覺品質有正面顯著影響（H2a），負面嫉妒對知覺品

質有負面顯著影響（H2b）。

研究假設三： 正面嫉妒對品牌聯想有正向顯著影響（H3a），負面嫉妒對品牌聯

想有負向顯著影響（H3b）。

研究假設四： 正面嫉妒（H4a）與負面嫉妒（H4b）中介了炫耀式打卡對於品牌

聯想的影響。

研究假設五： 知覺品質中介了炫耀式打卡引起之正面嫉妒與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

的影響。

四、關係強度

在社群網絡研究中，學者定義關係強度（tie strength）為關係親密度 (Gilbert, 

2010; Lin & Utz, 2015)。關係強度強的對象通常為家人或是親密的朋友，且會互

相分享親密隱私的事情，關係強度弱則為認識但不熟悉之友人，且互相不熟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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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享親密隱私之事 (Gilbert, 2010)。Anderson (1998) 認為關係強度對人們訊息

傳遞的互動頻率有影響，關係強度高會有較頻繁的往來。實務來說，臉書的朋友

圈包含臉書使用者的親朋好友、同學、與不怎麼親近或熟知的的人、朋友的朋

友 (Y.-C. Lee, 2017)。在社群網絡上，臉書使用者們可能因關係強度的不同而對

於其他使用者有不同的的互動方式以及情緒反應 (Gilber, 2010)。在本文中，關係

強度強者指的是臉書使用者會與之互相分享親密隱私的事情的親朋好友。關係強

度弱者指的是臉書使用者認識但不熟悉之友人，且互相不分享親密隱私之事。以

臉書維繫關係的人，關係強度影響 SNS 使用者在線上互動的性質與頻率 (Xiang, 

Neville, & Rogati, 2010)。Burke & Kraut (2014) 指出關係強度是會因為使用雙方的

互動而增強的。例如，閱讀朋友更新的照片或是動態訊息，若是在朋友更新後，

使用者在評論下留言互動，比起只是按讚的影響來得更大。由上可知，關係強度

與臉書使用者間的互動具有顯著關係。

此外，關係強度對臉書使用者的情緒亦有影響。Lin & Utz (2015) 以實驗法

研究關係強度與臉書觀看者情緒間的關係。他們發現，關係強度較強時，觀看者

會根據訊息的內容，跟著訊息發布者一起開心或是難過。Lin & Utz 的另一個實

驗是測試關係強度與嫉妒的關聯，他們發現臉書使用者間之關係強度與正面嫉妒

有顯著關係，而負面嫉妒則與關係強度無顯著關係。由上可知，關係強度的強弱

對臉書使用者看到他人動態更新、打卡或照片上傳的觀感有影響：臉書使用者出

現炫耀式打卡行為時，關係強度較強的朋友仍可能真心為朋友感到開心。當臉書

觀看者對打卡者愈熟悉，即使是炫耀性打卡，觀看者也瞭解打卡動態中提到之事

物是如何得來，較不會認為是憑空得來，是具正當性的，較可能引發正面嫉妒 (Lin 

& Utz, 2015; van de Ven et al., 2009)。反之，若關係強度愈弱，愈可能引發負面嫉

妒。過往關係強度的文獻多應用於社會學中，未能提供有關關係強度不同時，打

卡所引發的嫉妒與對品牌權益的影響如何。是故，本研究擴展關係強度之應用，

在嫉妒與品牌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拓展關係強度理論在行銷方面的運用。本研究

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打卡所引發的嫉妒與對品牌權益的影響，在不同關係強度的臉書的

朋友間是否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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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討臉書炫耀式打卡行為引發之負面嫉妒對品牌之影響，因此將以臉

書使用者為研究對象。

二、品牌的選擇

為選取合適的炫耀式打卡情境之品牌，本研究觀察及各報導發現（中央社，

2015；洪詩詩，2015 年 12 月 11 日），旅遊、購物血拼及餐廳為臉書使用者最常

打卡的情境。透過與八位有使用臉書習慣且喜歡打卡的使用者討論，就上述情境

列出品牌候選名單，分別為杜拜帆船七星級酒店、環球影城哈利波特園區、老爺

酒店、香奈兒、卡地亞、米其林三星餐廳 The Fat Duck、茹絲葵及海底撈等。在

DoSurvey 平臺發放 40 份有關炫耀式打卡的問卷，問卷題項取自 O’cass & Frost 

(2002)，詢問受測者若消費該品牌，會覺得「得到尊重」、「受歡迎」、「吸引

他人注意」、「為了展現給他人看」及「展現自我生活品味」的程度。以李克特

五點量尺（Likert Scale），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衡量之。

本問卷有效樣本為 40 份，其中男性 15 人（40%）、女性 25 人（60%），

年齡分布為20歲以下4人（10%）、21–30歲22人（55%）、31–40歲10人（25%）、

40歲以上 4人（10%）。本研究根據問卷結果之各品牌變數之平均得分與標準差，

選擇炫耀性消費程度最高的品牌為卡地亞（M = 3.54）、杜拜七星級帆船酒店（M 

= 3.52）及米其林三星餐廳 The Fat Duck（M = 3.40），作為正式問卷時將使用於

打卡中的品牌。在正式施測中，本研究使用模擬之臉書打卡頁面呈現炫耀性打

卡，以讓受測者能融入情境。

正面嫉妒

負面嫉妒

炫耀式打卡

知覺品質

品牌聯想

H2a

H3aH2b

H3b

H1a

H1b H4

圖 1：炫耀式打卡引發之嫉妒效應對品牌權益之影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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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炫耀式打卡定義為臉書使用者為了彰顯個人財富或地位，在個人的臉書動態

牆上標示出所在之地點、同行親友，並可附上帶有炫耀口吻的文字及炫耀物品之

照片。本研究炫耀式打卡量表修改自 O’cass & Frost (2002) 的炫耀性消費量表。

嫉妒定義為當臉書使用者看到他人炫耀式打卡的訊息時，認為自我擁有的物質或

成就無法和他人相比時產生的情緒。正面嫉妒定義為當臉書觀看者意識到自己所

擁有的物質或成就不如他人時，所會產生的想要提升自我水平來擁有與他人相當

的物質或成就之情緒。負面嫉妒定義為當臉書觀看者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不如他

人時，所會產生的反感、惡意的想法或行為。本研究參考 Lange & Crusius (2015) 

的正面與負面嫉妒量表（The Benign and Malicious Envy Scale, BeMaS）修改得出

本研究的衡量題項。本研究的應變項為品牌權益，包含知覺品質以及品牌聯想。

知覺品質定義為臉書使用者對出現在打卡狀態中品牌產品及品質的整體認知水

準。品牌聯想定義為臉書使用者記憶中能與品牌有所聯想的任何事物。知覺品質

及品牌聯想之題項修改自 Aaker (1996) 的品牌權益衡量表。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用實驗法，以線上問卷進行調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有使用臉

書的使用者，平時有上網的習慣，故使用線上問卷調查法較容易觸及本研究的目

標對象。線上問卷法易觸及的對象為有上網習慣的年輕族群，大多數消費能力一

般，且非炫耀性消費品牌所鎖定之客群。義大利精品協會釋出一份調查報告，指

出 15–35 歲的千禧世代族群將會是未來十年奢侈品市場的主力消費客群，約占總

消費額的 20%（曾智緯，2016 年 2 月 18 日）。千禧世代熟悉網路與科技，愛用

網路工具，消費前喜歡上網搜尋評價且樂意上網分享自身的消費經驗（戴元利、

蕭明正，2015 年 6 月 9 日）。由於千禧世代與上個世代不同的特性與消費習慣，

時尚品牌開始重視社群媒體的經營，而非傳統的電視廣告投遞，許多奢侈品大牌

已紛紛在臉書或 Intagram 投放廣告（Peggy，2015 年 8 月 21 日）。由上可知，

千禧世代不是現在最有消費能力的一群，卻是未來最大的潛在客戶群，故雖然本

問卷觸及之年齡層較偏年輕，但對於炫耀性打卡之調查仍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之問卷使用 Dosurvey 網路問卷服務，並在研究者及親友臉書推廣，

問卷同時在 PTT 高雄版、研究生版以及問卷版發放，發放時間為 2 月 24 日到 3

月 26 日。本問卷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詢問網友是否使用臉書、是否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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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朋友打卡藉以篩選研究對象。若是，本文則請填答人繼續參與本問卷調查。

若否，則終止填寫。問卷第二部分，受訪者會被隨機分配關係強度兩種情境，情

境一為關係強度弱，請受測者想像圖片中的打卡動態為一生疏且不熟悉的臉書好

友所發；情境二為關係強度強，請受測者想像圖片中的打卡動態為一關係強度強

且熟悉的臉書好友所發，以對照關係強度不同時，是否影響嫉妒的表現程度。接

下來，本計畫會呈現模擬之臉書打卡頁面，告訴受訪者現在看到那位朋友在臉書

上的打卡（隨機分配受訪者到其中一組炫耀性打卡）。在受訪者看完朋友的打卡

後，回答以 Likert 五點尺度表（由 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衡

量嫉妒、品牌權益之題項、操作檢定炫耀性打卡以及關係強度題項。第三部分請

受測者填寫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臉書平均使用時次數

與時間及月收入。為了增加受測者填答意願及問卷回答的完整性，將會提供 1,200

元的 7-11 禮券作為抽獎用，以感謝協助完整填答的受測者。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正式問卷回收後，會先進行問卷篩選程序且剔除無效問卷，之後

就篩選後的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所有問卷皆會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21.0 版本進行分析。首先會先對樣本的背景資料做敘述性統計分

析，接著對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以確保變數使用恰當，最後使用 AMOS 軟體

進行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模型與路徑。

本研究共回收問卷 390 份，扣除重複填答及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64 份。

本研究依據關係強度將問卷分為兩組，第一組為關係強度弱，第二組為關係強度

強。第一組共回收問卷 195 份，有效問卷為 185 份，第二組共回收問卷 195 份，

有效問卷為 179 份。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1。

AMOS 21.0 分析結果（表 2）顯示，第一階段 CFA（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未超過 0.6，予以刪除的題項有：炫耀打

卡 1 題，正面嫉妒 2 題，負面嫉妒 2 題，品牌聯想 1 題。第二階段之 CFA 之各

題項因素負荷量皆超過 0.6。由表 3 可知，信度分析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皆

大於 .7，表示各因素之題項具有高度一致性 (DeVellis, 1991)。同時，各構面之組

合信度（component reliability, CR）皆大於 .7，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皆大於 .5，代表收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良好。表 3 顯示，

各變項之 AVE 平方根均大於非對角線上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係數，顯示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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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變項之間具有鑑別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吳明隆，2014）。本結果顯

示信效度良好。本研究根據整體模型的信效度結果之題項，分析關係弱與強兩

組之信效度。其結果刊載於表 4、5，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7，各構

面之組合信度皆大於 .7，且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大於 .5，代表本研究兩組之信效

度良好。

項目 類別 關係強度強 關係強度弱 整體

性別 男性   70 (39.1%)   57 (30.8%) 127 (34.9%)

女性 109 (60.9%) 128 (69.2%) 237 (65.1)

年齡 15 歲以下     0 (0.0%)     0 (0.0%)     0 (0.0%)

16–20 歲   27 (15.1%)   14 (7.6%)   41 (11.3%)

21–25 歲   64 (35.8%)   59 (31.9%) 123 (33.8%)

26–30 歲   47 (26.3%)   48 (25.9%)   95 (26.1%)

31–35 歲   22 (12.3%)   24 (13.0%)   46 (12.6%)

36–40 歲   10 (5.6%)   12 (6.5%)   22 (6.0%)

41–45 歲     3 (1.7%)     6 (3.2%)     9 (2.5%)

46–50 歲     0 (0.0%)     4 (2.2%)     4 (1.1%)

51–55 歲     1 (0.6%)   12 (6.5%)   13 (3.6%)

56–60 歲     4 (2.2%)     5 (2.7%)     9 (2.5%)

61 歲以上     1 (0.6%)     1 (0.5%)     2 (0.5%)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0 (0.0%)     0 (0.0%)     0 (0.0%)

國中     0 (0.0%)     0 (0.0%)     0 (0.0%)

高中（職）   13 (7.3%)   14 (7.6%)   27 (7.4%)

大學（專科） 129 (72.1%) 135 (73.0%) 264 (72.5%)

研究所（含）以上   37 (20.7%)   36 (19.5%)   73 (20.1%)

平均月收 10,000 以下   73 (40.8%)   58 (31.4%) 131 (36.0%)

10,001–20,000   21 (11.7%)   15 (8.1%)   36 (9.9%)

20,001–30,000   20 (11.2%)   35 (18.9%)   55 (15.1%)

30,001–40,000   27 (15.1%)   29 (15.7%)   56 (15.4%)

40,001–50,000   13 (7.3%)   21 (11.4%)   34 (9.3%)

50,001–60,000   12 (6.7%)   10 (5.4%)   22 (6.0%)

60,001–70,000     6 (3.4%)     8 (4.3%)   14 (3.8%)

70,001–80,000     2 (1.1%)     4 (2.2%)     6 (1.6%)

80,001–90,000     2 (1.1%)     0 (0.0%)     2 (0.5%)

90,001–100,000     2 (1.1%)     3 (1.6%)     5 (1.4%)

100,001 以上     1 (0.6%)     2 (1.1%)     3 (0.8%)

表 1：人口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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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測試炫耀性打卡是否操弄成功。本文作者分析資料，發現炫耀性打卡

的平均數為 3.73，t = 87.11, p = < .001，顯示操弄成功。除此之外，性別對炫耀性

打卡（χ2 = 5.50, p > .05）、正面嫉妒（χ2 = 8.57, p = .38 > .05）及負面嫉妒（χ2 = 5.14, 

p = > .05）不具顯著差異。年齡對炫耀性打卡（χ2 = 106.44, p > .05）、正面嫉妒（χ2 

= 99.89, p > .05）及負面嫉妒（χ2 = 70.50, p > .05）不具顯著差異。品牌對炫耀性

打卡（F = 1.35, p = .26 > .05）、正面嫉妒（F = 0.64, p = .53 > .05）及負面嫉妒（F 

= 2.21, p > .05）不具顯著差異。由上可知，性別、年齡及品牌等變數對炫耀式打

卡、正面嫉妒及負面嫉妒並無干擾。

關係強度分組之 CFA 分析（表 5、6）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7，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M SD CR AVE Cronbach’s α

炫耀性打卡 炫耀 1 .71 3.73 0.82 .86 .67 .84

炫耀 2 .96

炫耀 4 .77

正面嫉妒 正面嫉妒 3 .77 3.63 0.81 .84 .73 .84

正面嫉妒 4 .93

負面嫉妒 負面嫉妒 1 .90 2.55 0.94 .81 .69 .84

負面嫉妒 3 .75

知覺品質 品質 1 .82 2.89 0.85 .86 .67 .86

品質 2 .85

品質 3 .79

品牌聯想 聯想 2 .73 3.12 0.75 .72 .56 .72

聯想 3 .77

表 2：信效度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炫耀性打卡 正面嫉妒 負面嫉妒 知覺品質 品牌聯想

炫耀性打卡  .82

正面嫉妒  .06  .85

負面嫉妒  .45** -.18**  .83

知覺品質 -.02  .17** -.01 .82

品牌聯想 -.06  .29** -.16** .63** .75

表 3：鑑別效度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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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構面之組合信度皆大於 .7，且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大於 .5，代表本研究兩組之信

效度良好。

本研究使用 t 檢定來確認不同關係強度對炫耀性打卡、正面嫉妒及負面嫉妒

影響是否存在差異。表 6 顯示，關係強度弱的樣本數為 185 份，炫耀性打卡的平

均分為 3.93 分，正面嫉妒的平均分為 3.55 分，負面嫉妒的平均分為 2.71。關係

強度強的樣本數為 179 份，炫耀性打卡的平均分為 3.51 分，正面嫉妒的平均分

為3.72分，負面嫉妒的平均分為2.38。不同的關係強度對炫耀性打卡有顯著差異，

構面 組別 M SD CR AVE Cronbach’s α

炫耀性打卡 關係強度強 3.51 0.88 .87 .70 .86

關係強度弱 3.93 0.69 .82 .60 .79

正面嫉妒 關係強度強 3.72 0.78 .89 .81 .89

關係強度弱 3.55 0.82 .82 .69 .79

負面嫉妒 關係強度強 2.38 0.89 .81 .67 .80

關係強度弱 2.71 0.96 .82 .69 .81

知覺品質 關係強度強 2.95 0.83 .85 .66 .85

關係強度弱 2.84 0.88 .87 .69 .87

品牌聯想 關係強度強 3.23 0.74 .76 .61 .76

關係強度弱 3.00 0.74 .70 .51 .70

表 5：關係強度不同組別之信度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構面 問項 關係強度強 關係強度弱

炫耀性打卡 炫耀 1 .75 .63

炫耀 2 .99 .93

炫耀 4 .75 .74

正面嫉妒 正面嫉妒 3 .83 .67

正面嫉妒 4 .96 .97

負面嫉妒 負面嫉妒 1 .87 .90

負面嫉妒 3 .77 .76

知覺品質 品質 1 .82 .83

品質 2 .83 .86

品質 3 .78 .80

品牌聯想 聯想 2 .81 .63

聯想 3 .75 .79

表 4：關係強度不同組別之因素負荷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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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5.12，p = < .05。不同的關係強度對正面嫉妒有顯著差異，t = -2.07，p = .04 < 

.05。不同的關係強度對負面嫉妒有顯著差異，t = 3.32，p = .001 < .05。綜合以上，

可知關係強度之操弄對炫耀性打卡、正面嫉妒及負面嫉妒之程度有顯著差異。

結構模式路徑分析如圖 2 所示。模型整體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χ2 與自由度

比為 2.563 < 3，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值為 .066 < .08，適配度為良好（吳裕益，2004）。GFI（goodness 

of fit index）= .95、AGFI（adjust goodness of fit index）= .92、NFI（normed fit 

index）= .94、RFI（relative fit index）= .92、IFI（incremental fit index）= .96、

TLI（non-normed fit index）= .95、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96，數值皆大

於要求值 0.8 (Bagozzi & Yi, 1998)，本模型因此皆達標。此外 PGFI （parsimonious 

goodness of fit index）= .57、PNFI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67 及 PCFI

（parsimonious comparative fit index）= .69，皆大於要求值 0.5。綜合整理分析結

果，本模型之整體適配度良好。

正面嫉妒、負面嫉妒及知覺品質可以解釋品牌聯想總變異量的 44%。由圖 2

的路徑圖可知，炫耀式打卡對正面嫉妒的直接效果值是 .06，未達顯著水準（β = 

.06, t = .99, p = .32 > .05）。炫耀式打卡正向顯著影響負面嫉妒（β = .50, t = 8.30, 

檢定變項 關係強弱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炫耀性打卡 關係弱 185 3.93 .69  5.12***

關係強 179 3.51 .88

正面嫉妒 關係弱 185 3.55 .82 -2.07*

關係強 179 3.72 .78

負面嫉妒 關係弱 185 2.71 .96 3.32**

關係強 179 2.38 .89

表 6：關係強度獨立樣本 t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p < .05, **p < .01, *** p < .001

正面嫉妒

負面嫉妒

炫耀式打卡

知覺品質

品牌聯想

0.20***

0.02

-0.14**

0.06
0.18***

0.76***

0.50***

圖 2：結構模式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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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本研究支持 H1b，不支持 H1a。正面嫉妒正向顯著影響知覺品質（β 

= .20, t = 3.50, p < .001）與品牌聯想（β = .18, t = 3.60, p = .00 < .001）。本研究結

果支持 H2a、H3a。負面嫉妒負向顯著影響品牌聯想（β = -.14, t = -2.70, p = .007 

< .01）。負面嫉妒對知覺品質（β = .02, t = 0.40, p = .69 > .05）未有顯著影響。本

研究支持 H3b，不支持 H2b。

本研究使用Hayes (2012) PROCESS測試中介效果。中介效果檢定（Model 4）

顯示，打卡經由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之中介效果顯著（indirect effect = -.066; 95% 

CI: -.121, -.014 with 5,000 resamples）。負面嫉妒在打卡對品牌聯想的影響中扮

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的中介影響並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 .016; 95% CI: 

-.015, .051 with 5,000 resamples）。本研究支持 H4b，不支持 H4a。研究假設五假

設知覺品質中介了炫耀式打卡引起之正面嫉妒與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的影響。

知覺品質對品牌聯想（β = .76, t = 10.86, p < .001）有正向顯著影響。本研究使用

Hayes PROCESS 測試串聯中介效果。中介效果檢定（Model 6）顯示，打卡經由

負面嫉妒、品牌品質對品牌聯想之中介效果顯著（indirect effect = -.076; 95% CI: 

-.154, .001 with 5,000 resamples）。負面嫉妒、品牌品質在打卡對品牌聯想的影響

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品牌品質的中介影響並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 .001; 95% CI: -.091, .097 with 5,000 resamples）。本研究部分支持研究假設五。

研究問題一探討關係強弱兩組是否有不同。Multigroup invariance分析顯示，

限制負荷等同，p > 0.5（Measurement weights：CMIN = 10.181, p = .253），顯

示強弱模型的負荷是等同的。限制因素協方差也是等同的（p > 0.5）。殘差（p 

< .001; measurement residuals: CMIN = 163.997, p < 0.01）是不等同的。本結果顯

示，這個模型對於關係強弱是等同的，可做比較。關係強度強之組別的模型整

體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χ2 與自由度比為 2.03 < 3，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值為

0.076 < 0.08，適配度為良好（吳裕益，2004）。GFI = .92、AGFI = .86、NFI = 

.92、RFI = .88、IFI = .96、TLI = .94、CFI = .96，數值皆大於要求值 0.8 (Bagozzi 

& Yi, 1998)。關係強度弱之組別的模型整體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χ2 與自由度比

為 1.83 < 3，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值為 0.067 < 0.08，適配度為良好（吳裕益，

2004）。GFI = .93、AGFI = .89、NFI = .91、RFI = .88、IFI = .96、TLI = .94、

CFI = .96，數值皆大於要求值 0.8 (Bagozzi & Yi, 1998)。綜合整理分析結果，本模

型之整體適配度良好。兩組之路徑係數結果如表 7 所示。關係強度強時，中介效

果檢定（Model 4）顯示，打卡經由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之中介效果顯著（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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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 -.093; 95% CI: -.162, -.035 with 5,000 resamples）。負面嫉妒在打卡對品牌

聯想的影響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的中介影響並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 .026; 95% CI: -.022, .084 with 5,000 resamples）。中介效果檢定（Model 6）顯

示，打卡經由負面嫉妒、品牌品質對品牌聯想之中介效果顯著（indirect effect 

= -.081; 95% CI: -.183, .023 with 5,000 resamples）。負面嫉妒、品牌品質在打卡

對品牌聯想的影響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品牌品質的中介影響並不

顯著（indirect effect = -.013; 95% CI: -.016, .085 with 5,000 resamples）。關係強

度弱時，中介效果檢定 (Model 4) 顯示，打卡經由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之中介

效果顯著（indirect effect = -.016; 95% CI: -.114, .079 with 5,000 resample）。負

面嫉妒在打卡對品牌聯想的影響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的中介影響並

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 .023; 95% CI: -.017, .072 with 5,000 resamples）。中介

效果檢定（Model 6）顯示，打卡經由負面嫉妒、品牌品質對品牌聯想之中介效

果顯著（indirect effect = -.026; 95% CI: -.152, .099 with 5,000 resamples）。負面

嫉妒、品牌品質在打卡對品牌聯想的影響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正面嫉妒、品

牌品質的中介影響並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 .057; 95% CI: -.055, .180 with 5,000 

resamples）。

本研究使用 t 檢定來確認不同關係強度對炫耀性打卡、正面嫉妒及負面嫉

妒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關係強度的 t 檢定結果顯示，不同的關係強度對炫耀性打

卡有顯著差異，t = 5.12，p < .05。不同的關係強度對正面嫉妒有顯著差異，t = 

-2.07，p = .04 < .05。不同的關係強度對負面嫉妒有顯著差異，t = 3.32，p = .001

< .01。綜合以上，可知關係強度對炫耀性打卡、正面嫉妒及負面嫉妒之程度有顯

著差異。

路徑係數 整體 關係強度強 關係強度弱

炫耀性打卡 → 正面嫉妒  .06  .10   .08

炫耀性打卡 → 負面嫉妒  .50***  .43***  .53***

正面嫉妒 → 知覺品質  .20***  .30***  .11

正面嫉妒 → 品牌聯想  .18***  .16*  .20**

負面嫉妒 → 知覺品質  .02 -.15  .19*  

負面嫉妒 → 品牌聯想 -.14** -.13 -.12

知覺品質 → 品牌聯想  .76***  .73***  .78***

表 7：關係強度強組與弱組之路徑係數結果整理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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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關係強度愈弱愈容易引起負面嫉妒，但關係強度強時，對正面嫉

妒無顯著影響。在正面嫉妒對品牌權益的影響方面，關係強度強之組別對知覺品

質與品牌聯想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強度弱之組別，正面嫉妒對品牌聯想有正向

顯著影響。在負面嫉妒對品牌權益影響方面，關係強度強之組別對各構面皆無影

響。關係強度弱之組別，負面嫉妒對知覺品質有正向顯著影響，知覺品質正向顯

著影響品牌聯想。

伍、討論

學者們認為臉書是易於相互比較的平臺 (Smith & Kim, 2007)，並且在臉書

上分享正面積極的事物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 (Krasnova et al., 2013; Mehdizadeh, 

2010)，前人的研究僅指出臉書會使觀看者對使用者的正面動態產生嫉妒 

(Krasnova et al., 2013; Tandoc et al., 2015)，卻未指出引發的嫉妒是偏向正面還是

負面。根據本研究實證，炫耀性打卡不會引起正面嫉妒，但會引發負面嫉妒。這

可能是當臉書使用者藉由臉書打卡炫耀時，有主動想要使他人感到嫉妒的動機。

若臉書觀看者比較後發現不如打卡者，並且當打卡者擁有的產品是觀看者想要卻

不可得時，會引起觀看者的負面嫉妒 (Sarker & Sreejesh, 2014)。由上可知，比不

上打卡者的嫉妒情緒加上無法擁有產品衍生出的敵意，可能使嫉妒偏向負面而非

正面。

許多品牌用嫉妒作為販賣手段，在顧客心中種下未來購買的種子，使品牌深

植人心，透過這樣的手段增加了人們對品牌的聯想，當腦海中任何可以與品牌有

聯結的正面事物愈多，對品牌權益有愈正面的影響 (Aaker, 1992) ，反之對品牌的

負面連結愈多，對品牌權益有愈負面的影響。本研究實證正面嫉妒與品牌聯想間

有正面顯著關係，換句話說，正面嫉妒的程度愈高，對品牌聯想的影響程度愈正

面。這可能是由於當嫉妒被誘發時，嫉妒者對商品產生了渴望 (van de Ven et. al., 

2011a)，在往後聯想到該品牌時，會想起當時的對品牌的渴望。例如說當正面嫉

妒被誘發時，對嫉妒者擁有的品牌有好感或感到嚮往。除此之外，本研究得出負

面嫉妒與品牌聯想有負面顯著關係，原因可能為當炫耀性打卡引發負面嫉妒時，

會有負面的感覺出現，當後續想起此品牌時，會連結到當時的負面情緒，故使品

牌聯想偏負面。舉例來說，當你看到朋友的炫耀動態且感到負面嫉妒，當你下次

要購買類似產品時，會想到當時看到朋友打卡反感的感受，進而對品牌有負面的

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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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指出當重視的東西與他人相比較而屈居下風時，人們會感到嫉妒 (Smith 

& Kim, 2007)。由此可知，若是他人使用之品牌產品是較好的，才會引發嫉妒。

奢侈品產業也透過嫉妒，提升品牌的知覺品質 (Romani, Gistri, & Pace, 2012)。本

研究實證正面嫉妒對知覺品質有正向顯著關係。這是因為當正面嫉妒被引發時，

由於他人的商品較為優良，使嫉妒者更想擁有該商品，且願意付出較多金錢去購

買 (van de Ven et al., 2011a)。換句話說，正面嫉妒使人們提升了該產品在嫉妒者

心中的知覺品質，故嫉妒者才會更想擁有該品牌商品。換句話說，即使負面嫉妒

被引發，品牌固有的良好知覺品質，並不因為負面嫉妒產生而降低，品牌優良的

品質依然保持，故負面嫉妒對知覺品質無顯著影響。根據整體模型，本研究得出

一條從炫耀式打卡到品牌聯想的路徑，其影響路徑為炫耀式打卡—負面嫉妒—品

牌聯想。炫耀式打卡透過負面嫉妒對品牌聯想有負面顯著間接影響。由此可知，

當臉書使用者進行炫耀式打卡時，對品牌來說並不是好事。

過去的研究指出關係強度影響臉書觀看者的情緒，且關係強度愈強表示兩人

愈熟識，所以愈能同理臉書使用者的心情，並且關係強度只與正面嫉妒有顯著關

係，負面嫉妒則無影響 (Lin & Utz, 2015)。關係強度不論強弱，炫耀式打卡皆不

會觸發正面嫉妒，但會引發負面嫉妒，本研究結果與過去學者研究結果分歧。這

可能是因為炫耀性打卡本身帶有故意引起他人嫉妒的意圖，故意炫耀行為是臉書

討人厭動態類型其中之一 (HuffPost, 2013)，即使打卡者與觀看者關係強度強、很

瞭解對方，仍會覺得炫耀性打卡反感，故嫉妒較偏向負面而非正面。不過，炫耀

性打卡與觀看者關係熟悉／親密所產生負面嫉妒比不熟悉／不親密的弱。這可能

是因為當兩人關係較親密／熟悉時，還是較能理解對方感受且為對方開心，故關

係強度較強時，會弱化臉書觀看者負面嫉妒的程度。

除此之外，關係強度不同時，嫉妒對品牌權益亦有不同的影響。當關係強度

強時，炫耀式打卡引起之負面嫉妒對品牌權益各構面皆無影響，與整體模型結果

不同。原因可能為關係強度強相對於關係強度弱來說，對於訊息接收者的行為有

著較大的影響 (Brown & Reingen, 1987; Frenzen & Davis, 1990)，故臉書觀看者可

能因為與打卡者較為親密熟悉，即使被引發了負面嫉妒，程度也較輕微，不會有

過多惡意情緒。當兩者間關係強度弱時，炫耀式打卡透過負面嫉妒對知覺品質有

正面顯著間接影響。原因可能為，雖然嫉妒的對象與自己關係弱，但仍不能抹滅

他人擁有的東西比自身的優良，故當負面嫉妒發生時，並不會因為嫉妒而認為產

品的品質不佳，反而還是覺得產品的品質是優良的，因此提升了品牌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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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臉書是臺灣近年來最多人使用的社群網站，透過即時互動使資訊的流動與傳

播更加快速。各品牌的行銷活動也深受此波潮流的影響，紛紛加入社群行銷的浪

潮。然而，是否所有品牌都適合使用臉書打卡做行銷呢？當人處在不確定性之環

境下或感覺到威脅時，常會進行社會比較，藉自我提升以消除環境的不確定性與

降低不安所產生的情緒 (Wayment & Taylor, 1995)。新興媒體的出現，擴展人們進

行社會比較的場域。社群媒體提供給人們參與許多溝通、交流的機會，例如積極

的與他人互動（即時訊息），以及較消極性的互動（例如在朋友的臉書牆上張貼

訊息），或是從他人獲得資訊（如觀看他人所張貼的訊息）等。社群媒體類似於

傳統的社交活動，提供給個人很多與他人比較的機會，如外表、人氣與成功等。

當他人發表訊息時，人們會將此訊息與自己做連結 (Mussweiler, Rüter, & Epstude, 

2004)，而這種社會比較提供了自我評估的資訊，可以讓人們拿來做正向或負向

的自我評估 (Festinger, 1954)。本研究將探討炫耀式打卡是否會引起觀看者的嫉

妒，且這樣的嫉妒是否對品牌有所影響。同時，加入關係強度為干擾變數，觀察

不同關係強度的影響。

過去臉書與相關行銷研究，學者們著重於粉絲團或是社群網路行銷探討（陳

欽雨等，2013），少與品牌權益做連結。本研究探討了臉書使用者之個人打卡行

為與品牌權益之關係，發現個人打卡行為的確會對品牌權益造成影響，填補了此

領域少有人研究之部分。透過本研究，發現炫耀式打卡會引起觀看者反感，對品

牌聯想有負面影響。由此可知，從嫉妒情緒的觀點來看，打卡不一定為有效的行

銷方式。粉絲團為臉書使用者對品牌有興趣而主動按讚加入，鮮少會影響到臉書

使用者的好友圈，但個人打卡是使用者主動地分享，且好友圈皆可接收到消息，

對品牌的影響更具主動性。未來研究可往個人臉書行為與品牌之方向做深入研

究，以拓展臉書與品牌相關研究之範疇。嫉妒與行銷方面之文獻大多著重於嫉

妒與消費者行為之關係，大多探討嫉妒對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影響 (Smith & Kim, 

2007; van de Ven et al., 2011a, 2011b)，並未對嫉妒及品牌權益有所討論。本研究

以過去嫉妒與消費者行為間的關係為基礎，探討了正面與負面嫉妒對品牌權益各

構面之影響。本研究發現證實了嫉妒影響品牌權益，使嫉妒理論在品牌行銷領域

的應用更加深入完整，也釐清了正面嫉妒、負面嫉妒與品牌權益間的路徑強弱與

關係。

學者認為關係強度較強時，對正面嫉妒有正面影響，對負面嫉妒則無 (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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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z, 2015)。但本研究證實，在炫耀性打卡之情境下，不管關係強度強弱僅對負

面嫉妒有影響，但關係強度較強時，負面嫉妒程度較低。關係強度較強時所產生

之負面嫉妒低可能是因為關係強度較強的臉書朋友比較瞭解或體諒打卡者炫耀的

心態，也因較親近，可能希望他的朋友也可以過得好，而不會對自己的感情產生

太大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結果雖與學者研究結果不同，但由此可知，關係強度與

嫉妒間關係會受到情境不同而結果有所不同，未來學者可嘗試不同情境為干擾變

項，進行更深入研究。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當關係強度不同時，嫉妒對品牌權

益之影響也不同，未來在探討臉書與品牌權益相關研究時，亦可加入關係強度一

起研究，更加拓展關係強度理論在行銷方面的運用。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個人打卡行為與品牌權益間關係，與過去研究多偏重於於

粉絲團或部落客行銷等方面有所不同。在 SNS 的盛行之下，不管是個人自主性

的打卡行為，或是商家藉由打卡送優惠的行銷手法，皆十分受到歡迎。先前許多

學者認為嫉妒可以引起 keeping-up-with Joneses 的消費現象 (Smith & Kim 2007)，

社會比較下所產生的正面感受會增加消費者購買的渴望及意願增加消費者購買

的渴望及意願 (Ackerman et al., 2000)。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炫耀性打卡僅

會引起負面嫉妒。擁有負面嫉妒情緒的消費者可能因自尊低與不安全感 (Krizan 

& Johar, 2012)、恐懼 (van de Ven et al., 2009)，會感覺沮喪，會試圖傷害被嫉妒

者 (Foster et al., 1972)，幸災樂禍地 (Smith & Kim, 2007) 想降低被嫉妒者優越之

處 (van de Ven et al., 2009)。根據本研究結果，炫耀性打卡所引起負面嫉妒會傷害

品牌，對品牌權益有負面影響，必須小心規劃。炫耀性消費之品牌大多為一般人

所知，具有足夠的品牌知名度，並不需借助打卡活動來增加曝光度以提高品牌名

度。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行銷人員，在規劃偏向炫耀性消費之品牌的臉書行銷

活動時，應盡量避免引發炫耀式打卡。或者，未來品牌鼓勵顧客在打卡時，能釋

出更多善意以減少負面嫉妒的清況，以免對品牌權益有所損傷。比如說，打卡時

順便加上幽默註解、加上感人的心情。Van de Ven et al. (2009) 認為確認嫉妒是正

面或負面的關鍵為正當性的察覺（perceived deservingness），若擁有優勢者的優

勢被嫉妒者認為是正當且理所當然的，則帶來正面嫉妒，反之則引起負面嫉妒。

因此，品牌可以鼓勵消費者在打卡時，說明自己如何努力才能或如何正當地擁有

／享受該物，可以減少負面嫉妒對品牌權益的衝擊。

此外，根據研究結果，關係強度不同時，打卡對品牌權益影響亦不同。因此，

品牌商可與臉書合作，透過大數據分析使用者間互動以及各種關係指標，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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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同事或家人，是否互相追蹤，是否常常在彼此的動態牆互動按讚等，以

判斷臉書使用者間關係強度，之後可依據此分析，決定是否在臉書投放與使用者

動態牆出現之打卡品牌相關廣告。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力求嚴謹客觀，但由於時間、人力、物力等因素，僅

調查三個品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納入更多的品牌以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及研究驗

證。此外，在情境的設計上，未來的研究者可設計更多樣化的情境，研究當打卡

情境不同時，對品牌權益之影響是否不同，例如自己購買與他人贈送、故意炫耀

或是無意間的、打卡地點國內或是國外等等，以各種不同之情境組合探討炫打卡

對品牌權益之影響，使打卡與品牌權益之研究更加廣泛及深入。

本研究採線上問卷法，由於發放管道有限，透過 PTT、個人臉書及透過親友

發送，樣本回收數最大來源為 PTT。此導致回收樣本職業多為學生，且年齡分布

集中在 16–30 歲之間，樣本代表性雖有所偏頗，仍符合千禧世代的市調結果。但

就概化論而言，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的普遍，使中老年人使用人數逐漸增加，若能

觸及更多年齡層及職業別的族群進行調查，其結果可一般化，更能提供行銷人員

有用的建議。除了炫耀性消費品牌之外，未來平價或是知名度較低之品牌也可加

入研究，驗證當該品牌非屬炫耀性消費時，是否較炫耀性消費之品牌適合使用打

卡活動作為行銷推廣。另外，炫耀式打卡的目的可能是單一或以下目的的其中數

個：尋求認同、展現自我以塑造自我形象或炫耀、分享經驗與體驗、獲取優惠。

是否目的單一或多個或不同的組合對品牌權益的影響有差異？未來研究可深入探

討之。最後，品牌權益是透過長期累積而成，並非以少數行銷活動或是廣告就可

大幅改變。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拉長觀察的時間，以瞭解長期的炫耀式打卡對

品牌權益的影響是否與短期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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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第三人效果角度探討在 2016年臺灣總統選舉中選舉新聞對年輕受

訪者認知和行為的影響。本文採用隨機抽樣法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基本支持

第三人效果假設。本文亦探討資訊處理策略對第三人效果的影響，發現新聞注意

和新聞思考均是預測「對自己」和「對他人」影響的重要變項。此外，本文主要

探討第三人效果對實際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對自己的影響」認知對政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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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與動機

2016 年 1 月，第十四任總統選舉在臺灣落下帷幕，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

文與陳建仁當選臺灣第十四任總統與副總統。本次選舉不僅宣告了臺灣歷史上第

三次政黨輪替的到來，亦產生了臺灣歷史上首位女性總統。選舉結果對於臺灣政

治、經濟、民生及兩岸關係均有重要影響。

有關總統選舉的相關研究中，選舉新聞對選民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一直是討

論的焦點之一。在過去，已有較為豐富的實證研究援引第三人效果假說，將選民

認知、媒介內容與實際行為聯繫在一起，探討選舉新聞對受眾認知判斷與行為

取向的影響（林素真，2010；陳憶寧，2001；Wei, Chia, & Lo, 2011）。第三人

效果假設由 Davison 提出，他認為：人們在接收媒體訊息時，傾向於認為他人比

自己更容易受到媒體訊息的影響 (Davison, 1983)。一些早期研究顯示，當人們接

收負面訊息時，第三人效果會更加明顯 (Gunther, 1995; Gunther & Thorson, 1992; 

Salwen & Dupagne, 1999)。而後續的許多研究則顯示，除了負面訊息之外，相對

中立的新聞報導也同樣會產生第三人效果 (Salwen & Driscoll, 1997; Wei, Lo, & Lu, 

2010)。截至目前，過往已有不少有關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這些研究大

多焦於西方國家的總統選舉，關注臺灣總統選舉的研究較少。這些研究大多驗證

了第三人效果的存在，即選民傾向於認為選舉廣告、民調或新聞對他選民的影響

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林素真，2009，2010，2013；陳憶寧，2001；Cheng, 

& Riffe, 2008; Rucinski & Salmon, 1990; Salwen, 1998; Wei, Chia, & Lo, 2011）。

此外，多數研究也試圖探究第三人效果對選民行為的影響，例如選民對選舉新聞

效果的評估如何影響他們對選舉策略的支持 (Cheng & Riffe, 2008; Cohen & Davis, 

1991; Salwen, 1998) 和投票意願（林素真，2010；陳憶寧，2001；Golan, Banning, 

& Lundy, 2008; Wei, Chia, & Lo, 2011）。

上述研究為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提供了經典的研究框架和基礎，但

同時也提供了反省和進一步理論思考的空間，尤其在第三人效果對選舉實際行為

的影響層面，遺留了許多值得再次檢驗和思考的問題：第一，目前為止，在選舉

新聞第三人效果的行為效應方面，過往的研究並未獲得一致的結論。第三人效果

對選舉行為究竟是否有影響？哪個第三人效果變項是預測選舉行為的主要變項？

針對這些問題，過往的研究結果往往互相矛盾，仍然有待再次檢驗。第二，儘管

已有不少實證研究探討第三人效果對行為環節的影響，但在選舉新聞相關的研

究中，「行為環節」主要集中在「審查」（censorship）和「態度」（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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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方面，即選民是否支持審查或限制新聞內容，以及選民的投票意願和決定

（林素真，2010，2013；Golan et al., 2008; Gunther & Storey, 2003; Salwen, 1998; 

Wei et al., 2010）。歸根結底，這些研究實際上仍在探討選民在評估新聞效果後

採取行為的意願，而不是行為實施和實際參與，Lo, Wei, Zhang, & Guo (2016) 分

析十份全球重要的 SSCI 傳播期刊，發現在 1983 至 2015 年間這十份期刊共刊登

了 147 篇有關第三人效果的論文，這些論文涉及第三人效果對行為影響的論文共

有 91 篇，但只有 5 篇探討真正的行為，其中 86 篇探討的都是第三人效果認知對

態度與行為意圖的影響。換言之，過去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主要分析受眾從「認

知」到「態度」的轉變，卻忽略了從「態度」到「行為」之間可能產生的社會、

心理動機。第三，造成第三人效果認知的成因和影響第三人效果的因素涉及到

許多社會心理理論框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解釋框架都建立在受眾接收媒介訊

息、處理媒介訊息的基礎上（林素真，2013；Salwen & Dupagne, 2001; Wei & Lo, 

2007）。一些過往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已經援引認知中介模式（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探討媒介訊息處理變項對受眾評估訊息效果的影響（羅文輝、陳海楠、

蘇蘅，2012；Eveland, 2002）。但是，在選舉領域中援引此框架的研究還相對較少。

實際上，選舉新聞和社會環境、當前局勢和媒體立場息息相關，是最容易在可信

度和客觀性上遭到受眾質疑的類型之一，也容易因此影響選民對新聞效果的評估

（林素真，2010；Chaffee, Zhao, & Leshner, 1994; Wei, Lo, & Lu, 2008, 2010）。

受眾對新聞的資訊處理過程，尤其是認知程度較高的「新聞思考」環節，是影響

他們判斷新聞內容的需求性、可信度、評估新聞效果的重要因素。

本文對 2016 年臺灣總統大選中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就致力於驗證、

解釋上述尚未被完全回答的理論問題。本文不僅僅是對經典理論在新事件中的再

次驗證，亦試圖提供一些新的解答：首先，本文跳出「審查」和「態度」的框架，

把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的行為環節落實到實際的選舉活動參與頻率中，並將其分為

政治討論與政治參與兩個維度。其次，本文力圖釐清第三人效果變項對選民參與

多種選舉行為的影響，並結合 2016 年臺灣總統大選的形勢和脈絡，對「態度」

到「行為」環節中選民可能產生的心理動機進行解釋。再次，本文考察選民的資

訊處理環節對第三人效果認知以及行為環節的影響，驗證其對年輕選民進行判斷

和評估的影響。新聞資訊對年輕選民行為的預測在 2016 年選舉的背景下尤為重

要，第一，統計顯示，在 2016 年大選中，年滿 20 歲且初次參與投票的「首投族」

約 129 萬人，占總投票人口的 6.8%，被認為是足以左右投票結果的關鍵族群（李

牧宜，2015 年 9 月 17 日）。而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在 2012 年大選中以 6%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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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差距擊敗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並當選第十三任總統，足以證明首投族所占人

口比率的影響力（吳曉沛，2016 年 1 月 14 日）。同時，調查亦顯示 20–29 歲的

年輕選民投票率高達 74.5%（陳鈺馥，2016 年 1 月 21 日）。鑒於年輕族群的政

治參與程度不斷提高，對大選結果的影響力亦不斷增強，因此本文以 18–25 歲的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對臺灣年輕族群的認知和行為影

響。第二，本研究的施測時間約在 2015 年底，在此之前及施測期間曾發生太陽

花學運、換柱風波、副總統人選選定和選舉電視辯論等事件，這些事件均在臺灣

民眾及年輕人社區中引起熱烈討論。在經歷這些選舉和媒介事件後，選舉新聞如

何影響選民的認知與行為，亦是本研究探討 2016 年總統選舉新聞第三人效果的

原因之一。

貳、文獻回顧

一、第三人效果假設

第三人效果假設由 Davison (1983) 提出，用於解釋人們認知和判斷媒體訊息

效果時所產生的現象。這個假設認為，人們傾向於認為媒體訊息對他人（第三人）

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第一人）的影響較小。在 Davison 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設之

後，Perloff 對這個假設進行了一些補充與修正。他首先綜述了在 1983 年到 1999

年之間發表的 45 篇測試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研究結果都支

持第三人效果假設。Perloff (1993, 2009) 的研究同時還發現，媒介訊息的需求性

（desirability）對第三人效果有較為顯著的影響，他指出，當媒介訊息的正面需

求性較低，人們會更傾向於認為訊息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

自第三人效果假設提出後，大量媒體領域的學術研究探討了第三人效果與

認知行為的關係。其相關領域包括網路色情內容（羅文輝，2000；Chia, Lu, & 

McLeod, 2004; Gunther, 1995; Lee & Tamborini, 2005; Lo & Wei, 2002）、政治新

聞與廣告（林素真，2010；Wei & Lo, 2007）、暴力電視 (Hoffner et al., 1999; 

Salwen & Dupagne, 2001)，網路廣告和網路信息 (Chen & Ng, 2016; Leung & Lo, 

2015; Lim, 2017; Veenstra, Park, Lyons, Kang, & Iyer, 2015) 等。其中，大部分研究

都支持了 Davison 提出的第三人效果。

新聞報導不僅是人們日常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也影響受眾對社會事件的

認知和態度。近期，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除了負面訊息之外，相對中立的新聞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145

報導也可能產生第三人效果（蕭柏林，2008；羅文輝等，2012；Berkowitz, 1997; 

Salwen & Driscoll, 1997; Wei et al., 2008；Wei et al., 2010; Wright, 1959）。例如，

羅文輝等（2012）的研究顯示，大多數臺灣受訪者傾向於認為有關美國牛肉進

口的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這說明相對中立的新聞也會

產生第三人效果。在政治選舉領域，許多相關研究也探討了選舉過程中的新聞

訊息（林素真，2010；陳憶寧，2001；Wei, Lo, et al., 2011）和政治廣告（Duck, 

Hogg, & Terry, 1995; Golan et al., 2008）與選民的相關認知行為的關係。這些研究

大多發現：選民在接收選舉新聞的過程中，往往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他人的影

響比對自己的影響更大。例如，Golan et al. (2008) 的研究發現，在 2004 年美國

大選中，選民傾向於認為大選期間的政治廣告對其他選民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

影響較小。鑒於對第三人效果假設的基本認識與既往研究，本研究提出第一個研

究假設：

研究假設一： 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受訪者會認為選舉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

對自己的影響較小。

二、資訊處理策略與第三人效果

資訊處理策略（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ies）強調訊息接收者的認知處

理過程對訊息效果评估的影響。如 Kahn & Kenny (1999) 所述，選舉新聞和民調

是選民獲取相關事件資訊和選舉知識的重要渠道，亦是選民判斷局勢的重要依

據。選民在接收新聞訊息後如何處理、理解新聞內容，直接關乎他們對新聞的認

知判斷，繼而影響他們對新聞效果的評估。許多研究探討過新聞的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會受到受眾對新聞內容客觀性判斷的影響（林素真，2010；Chaffee et al., 

1994; Wei et al., 2008, 2010），且與選民對新聞內容的關注和思考相關。本文提

出新聞注意（news attention）和新聞思考（news elaboration）兩個處理步驟，探

討它們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其中，新聞注意指接收者在處理訊息時的集中狀態 (McGuire, 1978), 它會

直接影響到接收者對新聞訊息的認知程度，也會通過影響訊息思考而間接影響

新聞產生的認知效果 (Chaffee & Schleuder, 1986; Eveland, 2002; Stauffer, Frost, & 

Rybolt, 1983)。不同於新聞暴露（news exposure），新聞注意不僅意味著受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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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訊息的接收，更意味著受眾在接收過程中關注、集中的狀態。這種狀態會

引起人們對新聞訊息更深入的關注，並帶來對新聞訊息的一系列認知處理過程 

(Chaffee & Schleuder, 1986; Drew & Weaver, 1990)。既往研究顯示，新聞注意往

往與知識學習和獲取有密切聯繫，也就是說，新聞注意能夠預測相關議題的知

識獲取（陳憶寧 , 2001；Chafee et al., 1994; Drew & Weaver, 2006）。例如，人們

對選舉新聞越關注，就越瞭解與選舉和候選人相關的知識與議題 (Chaffee et al., 

1994)。

許多研究探討了受眾對相關議題的知識與媒體效果之間的關係。其中一部分

研究指出，受眾對議題相關資訊的接觸越多，就對議題越瞭解，因此也更傾向於

認為新聞資訊的影響較大 (Salwen & Dupagne, 2001; Wei & Lo, 2007)。作為知識獲

取的顯著預測變項，新聞注意也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過往的研究曾探討新聞

注意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預測力。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人們對新聞議題越注意，

就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都較大 (Lo, Wei, Lu, & Hou, 2015; Wei et 

al., 2010)。例如，Wei et al. (2010) 關於食品安全新聞的研究指出，當人們對相關

新聞的注意程度較高時，會認為食品安全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對他人的影響

也較大。另外一項關於美國進口牛肉的新聞報道與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表明，受訪

者越關注進口牛肉新聞，就越傾向於認為相關新聞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較大，從

而積極支持抵制牛肉進口 (Lo et al., 2015)。基於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二： 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受訪者越注意選舉新聞，越傾向於認為選

舉新聞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影響較大。

「新聞思考」比「新聞注意」的認知處理程度更深，它通過影響受眾對

新聞資訊的瞭解程度，間接影響他們對新聞訊息效果的判斷 (Eveland, 2002; 

McLeod, Detenber & Eveland, 2001; Pan, Abisaid, Paek, Sun, & Houden, 2006; Petty 

& Cacioppo, 1986)。新聞思考是指受眾在理解新聞內容時的思維活動，建立在新

聞注意的基礎之上 (Eveland, 2002)。人們對相關新聞議題越注意，就越可能產生

相應的思考，而人們對相關議題的思考越多，就越傾向於認為自己對議題相關的

知識掌握得更多、理解得更深入。因此，新聞思考也與新聞注意一樣，往往被看

作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預測變項。上述有關新聞注意的研究，幾乎都將新聞思考也

納入考察，得出與新聞注意類似的結果。Wei et al. (2010) 的研究就指出，新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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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新聞注意一樣，都會影響人們對新聞效果的判斷。受眾對食品安全相關新聞

的思考越多，就越認為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對他人的影響也較大，新聞對自

己及他人的影響之間的差異則較小。本研究據此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三： 在 2016 年臺灣大選期間，受訪者對相關選舉新聞的思考越多，越

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影響較大。

三、新聞可信度與第三人效果

新聞可信度（news credibility）指受眾認為新聞內容是否精確、公正、完整、

可靠並且無偏頗地傳達了訊息 (Gaziano & McGrath, 1986; Meyer, 1988; Metzger, 

Flanagin, Eyal, Lemus & McCann, 2003)。從這個定義來看，新聞的可信度不是絕

對客觀的標準，而是一個複雜的心理環節，是受眾在認知過程中對新聞可信度的

判斷。因此，新聞可信度與人們對新聞效果與影響力的判斷息息相關。既往一些

研究表明，訊息可信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間呈現負面相關，也就是說，人們認

知中的新聞可信度越高，則越傾向於認為該訊息對自己有較大的影響力 (Gunther, 

1991; Perloff, 1993)。在訊息涉及的議題與自己有關的前提下，人們一般傾向於

認可可信度較高的訊息，尤其面對重要議題時，人們樂於通過接收專業、可信

度高的訊息來獲取正確的觀點 (Hass, 1981; Petty & Cacioppo, 1981)。相反，當人

們判斷訊息的可信度較低時，較容易認為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力低，而其他人不

像自己這樣具備相應的洞察力，因而判斷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這些訊息的影響

(Banning & Sweetser, 2007; Johansson, 2005; Perloff, 1993)。

許多研究探討了新聞可信度與第三人效果之間的關係。多數研究顯示，新聞

可信度越高，人們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己和他人都有較大的影響。Banning & 

Sweetser (2007) 的研究將網路部落格和傳統媒體作比較，探討不同媒介上不同可

信度的媒體訊息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關係。結果顯示，人們傾向於判斷網路部落

格上的訊息可信度較低，而訊息可信度與第三人效果之間呈現線性相關。當受眾

認為訊息可信度高時，他們認知中訊息對他人的影響和對自己的影響之間的差異

較小。Wei et al. (2010) 的研究探討了食品安全的相關新聞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相關新聞的可信度與臺灣大學生對新聞資訊產生的第三人效果認

知也呈現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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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探討選舉新聞的可信度在2016年臺灣大選中對選民認知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繼而提出第四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四： 在 2016 臺灣大選期間，受訪者認為選舉訊息可信度越高，越傾向

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較大。

四、第三人效果的行為效應

第三人效果假設不僅涉及人們在認知層面對媒體資訊效果的判斷，還影響

他們在行為環節的決策。過去的研究表明，當人們認為媒體資訊對他人的影響較

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時，會導致一系列真實的行為後果。第三人效果的行為環

節最早由 Perloff (2009) 在對該假設進行總結和補充時提出，認為當第三人效果認

知較大時，人們更傾向於採取行動。這種行動通常是保護性的，意圖阻止他人接

觸這些資訊，以免產生負面的影響 (Mcleod, Eveland & Nathanson, 1997; Sun, Pan 

& Shen, 2008)。例如，當人們認為毒品廣告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時，會更傾向於

支持政府實施禁毒政策，以免毒品廣告將更多人引入歧途 (Huh, Delorme, & Reid, 

2004)。許多其他研究也顯示，當人們認為包括電視暴力 (Hoffner et al., 1999)、網

路色情 (Gunther, 1995; Lo & Wei, 2002)、饒舌歌詞 (Mcleod et al., 1997) 在內的一

系列負面資訊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時，會傾向於採取行抵制行動，並支持相關的

內容審查。

在政治選舉領域，不少研究也探討了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及其行為效應 

(Golan et al., 2008; Griswold, 1992; Neuwirth, Frederick, & Mayo, 2002; Wei, Lo, & 

Lu, 2011)。其中，大部分研究仍將行為效應的重點放置於負面新聞的第三人效果

與受眾支持管制政策的關係上。例如，在一項關於 199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研究

中，Salwen (1998) 通過電話調查的方式探討了選舉相關的媒介訊息，如攻擊性廣

告等，對美國選民的影響。結果顯示，人們傾向於認為這些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

響較大，並對自己的影響較小。且第三人效果認知越大，人們越傾向於支持對選

舉訊息的管制政策。Golan et al. (2008) 的研究是少數將選舉新聞效果評估和選民

投票意願聯繫起來的研究 。他們進行的實驗發現，當人們認為政治廣告對自己

的影響較大，對別人的影響較小時，他們的投票的可能性會降低。相反，當人們

認為政治廣告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時，則更傾向於參與投票。

 近年來，針對臺灣選舉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也開始探討第三人效果對選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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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環節的影響，而且逐漸跳出「規範」行為（林素真，2010）的範疇，驗證第三

人效果對選民投票決定的影響。但是，這些研究往往只將「投票參與意願」和

「投票決定」作為行為環節的變項，未能釐清第三人效果變項如何、為何在不同

程度上影響不同類別的選舉行為，而且在結果上出現了較大分歧。比如，陳憶寧

（2001）的研究結果指出，選舉新聞對於選民的投票決定影響甚微，選民對選舉

新聞效果的評估不會改變他們原本的態度。但其他研究（林素真，2009，2010；

Wei, Lo, & Lu, 2011）則指出第三人效果會對選民的投票意願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林素真，2010；Wei, Lo, & Lu, 2011）。同時，在以往研究中，第三人效果變項，

即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對不

同行為的影響也存在爭議。例如林素真（2009，2010）的研究就指出，在 2008

年臺灣選舉中，「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預測選民投票意願的重要變項，卻不

是預測選民討論負面新聞意願的重要變項，而「對自己的影響」則可以有效預測

選民是否改變投票決定。在 2012 年臺灣大選中，「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則是

預測選民支持媒體在大選期間加強自律的重要變項（林素真，2013）。

可以看出，雖然針對西方政治選舉和臺灣政治選舉的研究都開始關注選舉

新聞的第三人效果對「規範」行為之外的其他行為環節產生的影響，第三人效果

與選舉行為環節的關聯仍然有很大的探討空間。首先， 這些研究始終在討論選

民的投票決定和參與意願，而非最終的投票行為。然而，選民表達參與投票的意

願，並不意味著他們最終就會參與投票。這些研究僅討論了從「認知」到「態度」

的轉變，卻忽略了從「態度」到「行為」之間可能產生的社會、心理動機。要驗

證第三人效果變項與行為環節的關係，應更多著眼於選民實際參與的行為和頻

次。第二，大多數研究也忽視了「投票意願」之外的選舉行為，包括參與選舉討

論、參加造勢活動、捐款等。這些行為與選民對選舉新聞的效果評估是否有關？

是什麼第三人效果變項影響了選民對這些活動的參與？這些都是目前懸而未決的

問題。

為解答這些問題，本文將選舉行為環節分為「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兩

個維度，列舉不同類別的選舉行為，並測量選民在這些活動中的實際參與情況，

討論第三人效果變項與選民行為的關聯性。

五、第三人效果與政治討論

政治討論是衡量公民政治參與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互聯網的發展，

網路政治討論也被看作是民主討論與公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Albrech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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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mer-Galley, 2002; Stromer-Galley & Wichowski, 2011)。網路政治討論指個人

或組織通過電子設備在網路上聚集並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和互動 (Plant, 2004) 人

際討論則指個人或組織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Lauman, 1973)。既往研究顯示，由於

討論的形式、匿名性質、傳播性質等區別，網路與人際討論在資訊擴散、討論

強度和目的性等方面均有顯著區別 (Berger, 2009; Hill & Hughes, 1998)。Stromer-

Galley & Wichowski (2011) 指出，網路討論有著更強的互動性和自由度。同時，

相較於人際討論，人們在網路上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更容易看到不同

的政治論點。一方面，人們參與網路討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互聯網可以輕

易地提供與他們政見相似的同伴。在網絡社群中，不同意見的人群可以被排除在

討論之外，這是人際討論往往不能達成的理想狀態 (Postmes, Spears, & Lea, 1998; 

Stromer-Galley, 2002; Sunstein, 2000)。另一方面，Stromer-Galley (2002) 在與研究

對象的訪談中發現，互聯網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發洩渠道。訪談結果顯示，

得益於網路討論的匿名性和互動性，人們更傾向於通過網路討論觀察反對者的意

見並肆無忌憚地爭論甚至攻擊對方。也正因此，網路討論的內容通常相對於人際

討論是比較寬泛與淺顯的，不需要太多的政治知識就能參與，因此可以吸引更多

的人參與。

基於這些區別，人們參與網路政治討論與人際政治討論的動機和意願也不

同。在現實中的人際討論話題比較多樣時，人們通常不會選擇討論政治 (Eliasoph, 

1998)。而當人們希望尋找志同道合的討論對象並避免與不同政見的人爭吵時，

或希望無負擔地發現政見時，則更傾向於參加網路討論 (Stromer-Galley, 2002; 

Stromer-Galley & Wichowski, 2011)。雖然第三人效果認知被認為能夠激發人們參

加政治討論的意願 (Neuwirth et al., 2002)，但是目前尚無研究探討第三人效果對

網路與人際政治討論的不同影響。同時，儘管大多數研究都使用「第三人效果

認知」作為預測行為的變項（林素真，2010；Golan et al., 2008; Neuwirth et al., 

2002），這一變項究竟是否是可靠的預測變項仍然有待商榷。Lo & Wei (2002) 指

出，「第三人效果認知」並非預測行為的適當變項，因為「第三人效果認知」無

法區分認為媒體訊息「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都很大」與「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都

很小」的受訪者。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於「第三人效果認知」，「對自己

的影響」與「對他人的影響」才是預測行為的可靠變項。Gunther & Storey (2003) 

提出「預設影響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認為「對他人

的影響」是預測行為更顯著的變項，而 Wei et al. (2010) 有關食品安全新聞與第三

人效果的研究結果則顯示，只有食品安全新聞對自己的影響才會促使受訪者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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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抵制相關食品。 

由於既往研究對第三人效果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也很少探討第三人

效果對網路和人際討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政治討論分為兩個維度來進行探

討。同時，根據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與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人們通常基於政治傾向、性別、種族、年齡等標準區分自己所在的社群與其他

人的社群 (Brosius & Engel, 1996; Eveland, Nathanson, Detenber, & McLeod, 1999; 

Gibbon & Durkin, 1995)。即當受眾自認為屬於某一社群（social group）內的成員

時，會傾向於將社群內的人判斷為「自己人」，將社群之外的人判斷為「他人」。

這一分類會影響人們對新聞效果的判斷，即傾向於認為新聞報導對社群之外的人

影響較大，而對社群之內的其他人影響較小。在政治選舉中，認同某一政黨的支

持者會將其他政黨的支持者視為「他人」，認為新聞對其他政黨支持者的影響較

大，對自己認同的政黨支持者的影響較小。據此，本研究將「對他人的影響」分

為「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分別探究它們對受

訪者參與政治討論的影響，並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泛

藍選民的影響」及「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對選民參與人際討論

和網路討論的預測力是否有所不同？

六、第三人效果與政治參與

在本研究中，政治參與指民眾參與選舉相關的實際活動的行為。相對於政治

討論，政治參與涉及到更多的時間、人力及成本，因此可以被看做比政治討論的

參與程度更高。Neuwirth et al. (2002) 用撰寫政治意見信、經濟投入等題項測量了

「公民參與」的概念，結果顯示，雖然第三人效果認知能夠激發人們更高的參加

討論的意願，卻並不能激發公民參與的意願。只有當人們認為政治新聞對他人和

自己的影響都很高時，才更願意參加相關的政治活動。Neuwirth et al. 認為，公

民參與是相對公開和嚴肅的政治參與，比政治討論的參與程度高。大部分政治參

與活動都需要人們投入較大的精力、金錢或者時間成本，因此，人們在實際進行

是否參與的決策時，也相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如果人們認為政治

參與帶來的收益和效果與自己的投入並不匹配，就可能選擇不採取參與行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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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們也可能因為不願公開表達相反意見而選擇保持沉默。在現實中，第三人

效果對政治參與是否具有顯著的預測力，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另一個重點議題。

此外，同樣基於「自我分類理論」，本研究認為選舉新聞「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

響」、「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和「對自己的影響」可能會對受訪者的行為決

策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仍將「對他人的影響」分為「對其他泛藍選民

的影響」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並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二： 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泛

藍選民的影響」及「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對選民政治參與的預

測力是否有所不同？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及問卷調查

本研究於 2015 年 12 月 27 日開始進行資料收集，此一橫斷面研究以臺灣地

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臺灣地區在地理區域上區分為「北」、「中」、「南」、

「東」等四個地區，在抽樣過程中特別將地理區域列為考量因素，而臺灣地區的

大學又分為「普通型大學」及「科技型大學」兩種類型，於是本研究將地理因素

及大學類型列入考慮，分別將「北」、「中」、「南」、「東」等四區的大學分

為「普通型大學」及「科技型大學」兩群，每個地區分別隨機抽取一所「普通型

大學」及一所「科技型大學」，最後在四個地理區域中總共有八所大學被抽中，

成為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

在八所大學（四所「普通型大學」及四所「科技型大學」）當中，本研究團

隊從各校的通識課程網站列出所有的通識課程，於該大學中隨機抽取一至兩班的

通識課程班學生進行施測（主要考量通識課程的學生來自不同的科系，可避免受

訪者集中於某一科系的學生），施測之前研究團隊會先與授課老師聯絡，經其同

意，在通識課上課前或下課前進行問卷調查。進行問卷調查前，訪員會先向班上

學生說明調查目的與注意事項，所有填寫問卷的學生都是出於自願且簽署研究施

測同意書。

調查持續約兩星期，總共回收 759 份，其中有效問卷共 729 份，回收成功率

為 96.05%。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153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中的研究變項包括人口變項、政黨認同、新聞注意、新聞思考、新聞

可信度、第三人效果認知以及行為變項。以下為具體說明。

（一）人口變項

本研究中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政黨認同。性別分為男、女兩類。年

齡由受訪者填寫。政黨認同分為兩個題項：1. 請問您在政治理念上是否支持民進

黨；2. 請問您在政治理解上是否支持國民黨。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 1. 非常不支持；

2. 有些不支持；3. 中立；4. 有些支持；5. 非常支持。 

（二）新聞注意

本研究中，新聞注意由四個題項測量組成，分別為：1. 您通過報紙接收選

舉新聞時的注意程度如何；2. 您通過電視接收選舉新聞時的注意程度如何；3. 您

通過新聞網站接收選舉新聞時的注意程度如何；4. 您通過手機接收選舉新聞時的

注意程度如何。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不注意；2. 比較不注意；3. 一般；

4. 比較注意；5. 非常注意。通過主成分因數分析，這四個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

（Eigenvalue = 2.62），可以解釋 65.45% 的變異量。本研究將這四個題項相加後

除以 4 來建構「新聞注意」指標（M = 3.01, SD = .88, α = .78）。

（三）新聞思考

本研究中，新聞思考由三個題項測量組成，分別為：1. 看過媒介上有關總統

選舉的新聞後，您曾想過本屆總統選舉可能造成的影響；2. 看過媒介上有關總統

選舉的新聞後，您會嘗試將新聞和個人經驗相聯結；3. 看過媒介上有關總統選舉

的新聞後，您會嘗試將新聞和您知道的其他事相聯結。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不同意；2. 有些不同意；3. 中立；4. 有些同意；5. 非常同意。通過主成分因

數分析，這三個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Eigenvalue = 2.13），可以解釋 71.04%

的變異量。本研究將這三個題項相加後除以 3來組成「新聞思考」指標（M = 3.42, 

SD = .74, α = .80）。

（四）新聞可信度

新聞可信度由五個題項組成，分別為：1. 您認為媒介對總統選舉的新聞報道



JCRP, 10(1), January 2020154

是否公正？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不公正；(2) 有些不公正；(3) 普通；

(4) 有些公正；(5) 非常公正。2. 您認為媒介對總統選舉的新聞報道是否偏頗？受

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偏頗；(2) 有些偏頗；(3) 普通；(4) 有些不偏頗；(5)

非常不偏頗。3. 您認為媒介對總統選舉的新聞報道是否完整？受訪者回答的選項

有：(1) 非常不完整；(2) 有些不完整；(3) 普通；(4) 有些完整；(5) 非常完整。4.

您認為媒介對總統選舉的新聞報道是否正確？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不

正確；(2) 有些不正確；(3) 普通；(4) 有些正確；(5) 非常正確。5. 您認為媒介對

總統選舉的新聞報道是否可靠？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非常不可靠；(2) 有些

不可靠；(3) 普通；(4) 有些可靠；(5) 非常可靠。通過主成分因數分析，這五個

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Eigenvalue = 2.97），可以解釋 59.47% 的變異量。本研

究將這五個題項相加後除以 5 來組成「新聞思考」指標（M = 2.56, SD = 0.56, α =

.83）。

（五）第三人效果的認知變項

第三人效果的認知變項分為受訪者認知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和「對

他人的影響」，分別由一個題項測量。測量「對自己的影響」的問題是：您認為

收看媒介上的選舉新聞對自己的投票決定有多大的影響，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

1. 完全沒有影響；2. 有一點影響；3. 有不少影響；4. 有相當影響；5. 有很大影響

（M = 2.14, SD = 0.98）。測量「對他人的影響」的問題由兩個題項組成，分別為：1.

您認為收看媒介上的選舉新聞對支持泛藍選民的投票決定由多大的影響，受訪者

回答的選項有：(1) 完全沒有影響；(2) 有一點影響；(3) 有不少影響；(4) 有相當

影響；(5) 有很大影響（M= 2.36, SD = 1.11）。2. 您認為收看媒介上的選舉新聞

對支持泛綠選民的投票決定由多大的影響，受訪者回答的選項同樣有：(1) 完全

沒有影響；(2) 有一點影響；(3) 有不少影響；(4) 有相當影響；(5) 有很大影響（M

= 2.33, SD = 1.11）。

（六）第三人效果的行為變項

第三人效果的行為變項分為受訪者「參與人際政治討論」，「參與網路政治

討論」和「政治參與」。「參與人際政治討論」由三個題項組成，分別為：1. 在

本屆總統選舉期間，您多常和朋友討論總統選舉候選人辯論的相關事情；2. 在本

屆總統選舉期間，您多常和朋友討論總統選舉候選人的政見；3. 在本屆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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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您多常和朋友討論總統選舉的相關新聞。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從未；(2) 

很少；(3) 有時；(4) 經常。通過主成分因數分析，這三個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

（Eigenvalue = 2.40），可以解釋 79.80% 的變異量。本研究將這三個題項相加後

除以 3 來組成「參與人際政治討論」指標（M = 2.11, SD = 0.73, α = .87）。

「參與網路政治討論」由三個題項組成，分別為：1. 在本屆總統選舉期間，

您多常在社交媒介上討論總統候選人辯論的相關事情；2. 在本屆總統選舉期間，

您多常在社交媒介上討論總統選舉候選人的政見；3. 在本屆總統選舉期間，您多

常在社交媒介上討論總統選舉的相關新聞。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從未；(2) 

很少；(3) 有時；(4) 經常。通過主成分因數分析，這三個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

（Eigenvalue = 2.70），可以解釋 90.06% 的變異量。本研究將這四個題項相加後

除以 3 來組成「參與網路政治討論」指標（M = 1.70, SD = 0.77, α = .94）。

「政治參與」由三個題項組成，分別為：1. 在本屆總統選舉期間，您多常參

加競選活動；2. 在本屆總統選舉期間，您多常參加競選造勢活動；3. 在本屆總統

選舉期間，您多常參加助選活動。受訪者回答的選項有：(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經常。通過主成分因數分析，這三個題項可以構成一個因數（Eigenvalue 

= 2.46），可以解釋 81.89% 的變異量。本研究將這五個題項相加後除以 3 來組成

「政治參與」指標（M = 1.21, SD = 0.49, α = .89）。

肆、研究結果

資料分析顯示，本研究的 729 個受訪者有 329 名男性，占總人數的 45.1%，

400 名女性，占總人數的 54.9%。受訪者的年齡介於 17 歲到 48 歲之間，平均數

20.27，標準差 2.56，有 2 名受訪者沒有填寫年齡。其中，17–26 歲人群占總人數

的 98.8%。在政黨認同方面，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165 人，占總人數的 22.63%，支

持國民黨的選民 59 人，占總人數的 8.09%。

一、研究假設一驗證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假設預測，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受訪者會認為選舉

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為驗證該假設，本研究採用的分析

方法是配對 t 檢定分析（paired t-test）。表 1 中的配對 t 檢定結果顯示，受訪者

普遍認為，在 2016 年臺灣大選期間，有關選舉的新聞報導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

響（M = 2.36, SD =1.11）大於對自己的影響（M = 2.14, SD = 1.11）（t = -4.8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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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M = 2.36, SD = 1.11），也大於對自己的影響（t 

= -4.00, p < .001）。因此，研究假設一得到支持。

二、研究假設二、三驗證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假設預測，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受訪者對相關選舉

新聞的注意程度越高，越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較大。為了驗

證該假設，本研究進行了三次階層迴歸分析。在三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在第一階

層置入的是作為控制變項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政黨認同，在第二階層

置入的是資訊處理策略變項，包括新聞注意與新聞思考，在第三階層置入的是新

聞可信度變項。表 2 的結果顯示，新聞注意是預測「對自己的影響」（β = .15, p 

< .001）、「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β = .09, p < .05）的顯著變項，但不能預

測「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β = .06）。也就是說，受訪者越注意臺灣選舉相

關的新聞報導，就越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和其他泛藍選民均有較大影響，

但對其他泛綠選民沒有較大影響。研究假設二得到部分支持。

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假設預測，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受訪者對相關選舉

新聞的思考程度越高，越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較大。本研究

同樣採用階層迴歸分析的方法來驗證這一假設。表 2 的結果顯示，新聞思考是預

測「對自己的影響」（β = .19, p < .001）、「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β =.14, 

p < .001）、「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β = .18, p < .001）的顯著變項。也就是

說，受訪者對臺灣選舉相關的新聞報導思考越多，就越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

己和他人均有較大影響。研究假設三因此得到支持。

三、研究假設四驗證

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假設預測，在 2016 臺灣大選期間，受訪者認為選舉新

第三人效果變項 平均值（M） 標準差（SD） t 值

對自己的影響 2.14 0.98 - 4.83***

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 2.36 1.11

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 2.32 1.11 - 4.00***

表 1：選舉新聞對自己和他人影響的配對 t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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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可信度越高，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較大。表 2 的階層迴歸

分析結果顯示，新聞可信度是預測「對自己的影響」的顯著變項（β = .16, p < 

.001），但不是預測「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β = -.00）以及「對其他泛綠選

民影響」（β = .01）的顯著變項。也就是說，受訪者認為選舉新聞的可信度越高，

就越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但是，可信度並不會影響受訪者對

新聞「對他人的影響」的認知。因此，研究假設四僅得到部分支持。

四、研究問題一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旨在瞭解受訪者認知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

響」、「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分別對選民參與

人際政治討論和網路政治討論的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研究進行了三次階

層迴歸分析。在三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在第一階層置入的是作為控制變項的人口

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政黨認同，在第二階層置入的是資訊處理策略變項，包

分層迴歸變項 對自己的影響 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 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  .01  .01 -.03

年齡 -.03  .01 -.03

認同民進黨  .02  .03  .02

認同國民黨  .11**  .03  .02

Adjusted R2  .02  .00  .00

第二階層

資訊處理策略

新聞注意  .15***  .09*  .06

新聞思考  .19***  .14***  .18***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8  .03  .04

第三階層

新聞可信度

新聞可信度  .16*** - .00  .01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3 .00  .00

Total Adjusted R2  .13 .03  .04

表 2：人口變項、資訊處理策略、新聞可信度對第三人效果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內資料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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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聞注意與新聞思考，在第三階層置入的是新聞可信度變項，在第四階層置入

的是第三人效果變項，包括受訪者認知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

泛藍選民的影響」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的影響。第一次階層迴歸分析的

結果顯示（見表 3，第一欄），「對自己的影響」是預測「參與人際政治討論」

的顯著變項（β = .15, p < .001），但「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β = -.03）和「對

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β = .04）都不是預測「參與人際政治討論」的顯著變項。

也就是說，只有當人們認為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時，會較為踴躍地參與人際政

分層迴歸變項 參與人際討論 參與網路討論 政治參與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 -.06 -.09* -.09*

年齡 -.02 -.02  .07

認同國民黨  .05 -.08*  .07

認同民進黨 -.06  .12***  .11**

Adjusted R2  .05  .05  .03

第二階層

資訊處理策略 >

新聞注意  .37***  .27***  .19***

新聞思考  .19***  .01 -.17***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25  .09  .03

第三階層

新聞可信度

新聞可信度 -.03  .01  .08*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0  .00  .01

第四階層

第三人效果

對自己的影響  .15***  .15***  .05

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 -.03 -.03  .14**

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  .04  .06 -.08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2  .02  .01

Total adjusted R2  .32  .17  .08

表 3：人口變項、資訊處理策略，新聞可信度、第三人效果變項對討論之分層

迴歸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內資料為標準迴歸分析化迴歸係數。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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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討論。同時，新聞注意（β = .37, p < .001）和新聞思考（β = .19, p < .001）也

是預測「參與人際政治討論」的顯著變項。

第二次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見表 3，第二欄），「對自己的影響」也

是預測「參與網路政治討論」的顯著變項（β = .15, p < .001），但「對其他泛藍

選民的影響」（β = -.03）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β = .06）都不是預測「參

與網路政治討論」的顯著變項 。也就是說，只有當人們認為新聞對自己的影響

比較大時，會較為踴躍地參加網絡上的政治討論。同時，新聞注意（β = .27, p < 

.001）也是預測「參與網路政治討論」的顯著變項。從表 3 中可以發現，相對於

對他人的影響，「對自己的影響」才是預測受眾參與人際和網路政治討論的重要

變項。

五、研究問題二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旨在瞭解受訪者認知中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

響」、「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分別對選民參與

選舉相關的政治活動的影響。第三次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見表 3，第三欄），

「對自己的影響」（β = .05, p > .05）和「對其他泛綠選民的影響」（β = -.08, p 

> .05）都不是預測「政治參與」的顯著變項，但「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則是

預測「政治參與」的顯著變項（β = .14, p < .01）。也就是說，當人們認為新聞對

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比較大時，會較為踴躍地參加選舉相關的政治活動。可以發

現，在預測參與程度較高的「政治參與」時，相對於「對自己的影響」，「對其

他泛藍選民的影響」有著更高的預測力。同時，新聞注意（β = .25, p < .001）和

新聞思考（β = -.20, p < .001）也是預測「政治參與」的顯著變項，新聞可信度（β

= .08, p < .05）也對「政治參與」有一定預測力。

伍、結論與探討

本研究從第三人效果的角度探討選舉新聞在 2016 年臺灣大選中對受訪者認

知和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支持了第三人效果假設，即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選舉

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而對自己的影響較小。這樣的結果再次驗證，第三人效

果也存在於選舉新聞中，並會對人們的認知產生影響。

本研究同時發現，「新聞注意」和「新聞思考」對人們判斷新聞對自己及他

人的影響都有顯著的預測力。人們對新聞資訊越注意，就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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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及他人的影響較大。人們對新聞資訊的思考越多，也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己

及他人的影響較大。本研究還發現，新聞思考對第三人效果的預測力比新聞注意

對第三人效果的預測力高。在資訊處理理論中，新聞思考是比新聞注意更深一層

的加工策略，建立在新聞注意的基礎之上 (Eveland, 2002)。一方面，人們在對新

聞內容進行思考的過程中，更容易把新聞內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關事件及其

他知識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人們在對新聞思考的過程中，也更容易獲取相關

的知識。因此，相較於僅僅注意新聞內容，人們對新聞內容的思考越深入，也就

越傾向於認為新聞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較大。

本研究比較重要的發現，是新聞可信度僅對選舉新聞對「自己的影響」的認

知有重要影響，而對「他人的影響」沒有重要影響。也就是說，當新聞可信度較

高時，人們傾向於認為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影響較大。當新聞可信度較低時，人們

則傾向於認為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在邏輯上，新聞可信度和新聞需求性

之間存在聯繫，越是值得信賴、相對公正的新聞，對受眾的需求性就越高，因此

影響力較大。而可信度越低、有失偏頗的新聞，對受眾的需求性就越低，因此影

響力較小。Perloff (2009) 指出，媒介訊息的需求性對第三人效果有顯著的影響。

人們傾向於認為需求性高的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響較大，而需要性低的媒介訊息

則對自己的影響較小。他援引「自我弘揚」（self-enhancement）理論，指出人們

在比較訊息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時，傾向於認為自己能夠對訊息做出更準確、客

觀和清醒的判斷。因此，只有當人們認為媒介訊息的質量夠高時，才樂於承認自

己受到了影響。比如，Duck et al. (1995) 的研究發現，當面對高質量的愛滋病公

益廣告時，人們更傾向於承認自己受到了較大的影響。相反，當廣告質量較低時，

人們則傾向於認為廣告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同樣，當選舉新聞可信度較高時，

人們會樂於認為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當選舉新聞可信度較低時，人們則會傾

向於認為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並以此彰顯自己對新聞內

容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未來的研究可探討不同類型的新聞的可信度是否會影響第

三人效果。例如，正面新聞的可信度與負面新聞的可信度是否對第三人效果有不

同影響？與自己相關的新聞的可信度對第三人效果的影響是否不同於與自己不相

關的訊息可信度對第三人效果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探討第三人效果對實際行為的影響。通過分析，本研究

跳出既往研究主要關注「規範」和「態度」的局限，將選舉行為依照參與性質的

不同，劃分為網路政治討論、人際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這三個類別，探討第三人

效果變項與選民的實際活動參與情況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網路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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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還是人際討論，新聞「對自己的影響」均能顯著預測人們參與政治討論的頻率。

這一發現進一步證實了「對自己的影響」對行為環節的預測力（羅文輝，2000；

Wei et al., 2010），即只有當人們認為新聞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大時，才會參與

政治討論。

雖然「對自己的影響」對人們參與政治討論的頻率有顯著的預測力，這一

認知對人們參與實際政治活動，如選舉活動、造勢活動等的頻率卻沒有重要影

響，「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則對人們的政治參與有顯著的預測力。相對於

政治討論，政治參與的參與程度更高，需要人們付出更多包括時間、金錢在內的

代價，是比政治討論更深一層的參與行為，也是可能會對選舉結果產生實際影響

的行為。Tewksbury, Moy, & Weis (2004) 在研究中表明，人們是否會針對某些媒

介內容採取相關行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其他人「預設行為」（presumed 

behavior）的判斷。也就是說，影響行為環節的重要因素並不是「對他人的影響」，

而是「對他人行為的假設」。例如，人們在超市搶購商品是由於擔心其他人受廣

告影響而將商品採購一空 (Davison, 1983)。Gunther & Storey (2003) 把這種現象

稱為「預設影響的影響」。「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的預測力在本研究的脈絡

中格外有解釋力，因為在 2016 年的總統選舉之前有太陽花學運等事件的鋪墊，

後有換柱風波帶來的輿論影響，出現了主流聲勢明顯偏向民進黨的政治氛圍。民

調數據顯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在大選前獲得的支持率領先國民黨候選人朱

立倫 20% 以上，這意味著當時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的機會較高、可能性較大（威

克，2016 年 1 月 5 日）。根據相關研究的分析，當個人意見與主流認知一致時，

人們更傾向於認為媒介訊息對那些意見與主流認知有偏差的人群影響更大（林素

真，2009；Mutz, 1989）。在本次選舉的情況中，主流認知預測民進黨候選人當

選的機會偏高，則民進黨支持者會傾向於認為選舉新聞對國民黨支持者的動員力

更強，繼而意識到對方可能會為國民黨候選人助選或造勢，從而影響選舉結果。

為了減緩他人的「預設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結果，人們就更傾向於採取相應的

行動，增強政治參與，為自己支持的政黨獻策獻力。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國

民黨支持者僅占樣本總數的 8%，而民進黨支持者則占樣本總數的 22%，足以解

釋「對其他泛藍選民的影響」為何在此次大選的背景下對樣本選民的政治參與有

較強預測力。

不過，本研究還發現「預設影響的影響」對行為環節的影響僅體現在政治參

與層面，在政治討論層面的影響力則不甚顯著。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性質的行

為都可以用「預設影響的影響」理論進行解釋。這可能是因為，只有政治參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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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對選舉結果造成實質影響的行為。相對而言，政治討論、尤其是網路討論，

可能主要為滿足個人發洩情緒、陳述意見與獲取知識的需求，這一行為能夠造成

的社會影響也很有限。因此，當人們認為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較大時，會更傾向於

參與討論，而只有當人們認為新聞對他人的影響較大時，才會因為對他人行為的

預設影響而參與對選舉有實質影響的政治活動。這一發現意味著「預設影響的影

響」是有前提的：第一，只有當人們認為他人的「預設行為」會對大局或自己的

利益造成影響時，才會採取行動。第二，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採取的相應行為

也應對大局或自己的利益造成影響。換言之，只有當人們採取對現實有實質性影

響的行為時，「預設影響的影響」理論才能對第三人效果的行為效應提出合理的

解釋。未來研究或可對不同類型的行為進行更加理論化、系統化的分類，或將人

們對行為影響力的判斷納入考量，進一步探討第三人效果對行為的複雜影響。

本研究在階層迴歸中發現，「新聞可信度」雖然對人們參與討論的頻率沒有

顯著的影響，但對於政治參與的頻率卻有顯著影響。這與既往研究的發現基本一

致，只有當人們確信新聞內容可以信賴時，才會採取需要付出實際代價的行動。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雖然「新聞注意」對於人們參與網路和人際討論的頻率都

有顯著的影響，但是「新聞思考」只與人際討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對網路討論

沒有顯著影響，而與政治參與之間呈現負面相關。由於網路討論具有匿名和離散

特質，人們在網路上參與政治討論時不必特別考慮言論對自己帶來的後果，當人

們需要發洩不同意見和尋找支持時，就更傾向於在網路上討論，而非進行人際討

論 (Postmes et al., 1998; Stromer-Galley, 2002)。也就是說，網路環境更適合衝動型

的發言，人們無需對新聞議題充分思考即可無負擔地進行網路政治討論。相反，

人際討論對相關政治知識的要求較高，談話也更容易對於人們實際的社會地位、

聲譽和人際關係造成影響。因此，人們在進行人際討論之前，需要進行更充分的

思考和斟酌。

有趣的是，「新聞思考」與「政治參與」之間呈現負面相關，即人們對新聞

的思考越多，越傾向於不參與政治活動。這與 Jensen & Hurley (2005) 在研究中

的發現相似。他們指出，這樣的發現說明人們在決策環節中的理性程度越高，受

到第三人效果影響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社會決策（social judgment）理論中，決

策受到複雜的利益權衡、需求、動機等因素的影響。在具體決定是否採取一項行

為時，人們對利弊權衡和媒介內容的思考越深入，則越有可能做出更加理性的判

斷。正如 Downs (1957) 所指出的，人們決定採取某項行為時，往往是因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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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最大的利益，而僅需要付出最小成本。由於政治參與需要人們付出相應的金

錢、時間與精力，但是政治參與的回報卻無法確定。因此，人們的思考程度越深，

則越可能意識到政治參與在付出與回報上的不平衡，從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決策。

考慮到 2016 年臺灣大選中，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率遠高於國民黨候選人，對民

進黨支持者而言，民進黨候選人已經獲得很高的支持率，自己不需要再去付出即

可獲得相應的回報。而對於國民黨支持者而言，由於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

很大，自己即使參與政治活動也很可能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因此，人們對新聞的

思考越深入，越可能不進行政治參與。

本研究有若干局限。首先，本研究以大學生為受訪對象，因此研究結果是

否可以推論到臺灣一般選民不得而知。由於越來越多年輕選民投入政治和選舉活

動（陳鈺馥，2016 年 1 月 21 日），選舉新聞對年輕選民的影響是值得研究的課

題。目前臺灣大學教育的普及率非常高（林素真，2013），年輕人就讀大學的比

例很高，因此本研究中的大學生樣本雖然難以推論至所有年齡層的一般選民，但

研究結果對年輕選民評估選舉新聞、參與選舉的行為應有一定的解釋力。其次，

在樣本中，國民黨支持者相較於民進黨支持者所占的比例較低，樣本數太少，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結果。未來的研究應擴大樣本數，並以一般選民為研究

對象。最後，本研究注重理論檢驗，研究設計未充分融合 2016 年選舉的重要事

件與議題。未來的研究應把選舉中的重要事件與議題設計在研究中，例如具體探

討國民黨更換洪秀柱的相關新聞的第三人效果，或研究電視辯論對選民認知與行

為的影響，這樣的研究應該會有更高的理諭與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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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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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研究與實踐》 
專題論文／論壇徵稿

建制與發展： 

華人地區新聞傳播學院歷史回顧

（2020 年 4 月 1 日截止）

在社群媒體時代，一般傳播學院發展基礎的新聞教育該何去何從，一直是

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這類在嶄新挑戰中舊有建制如何轉型的過程，也是我們身

處迎向物聯網與人工智能潮流裡很根本的出發點。只是，身處破碎零散的資訊社

會，很多新一代新聞、傳播教育從業者根本對過往建制化的發展歷程不夠理解，

遑論對症下藥的變革，因此我們籌組專題，試圖探究與揭示「華人地區新聞傳播

學院歷史發展」。

受全球化與數位化的影響，各區域的交流早已頻繁，因此對於各地區代表

性的新聞傳播學院多半也瞭解一二，只是要瞭解個別單位、組織的發展歷史，往

往就欠缺一個整體性的討論平臺，我們試圖搭建的就是這樣一類的對話空間，以

使特定系所與所處社會的關聯可在更豐富的敘事與論述中被傳遞出來，例如臺灣

公立院校的政治大學與私立校系世新大學的新聞學系，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與浸會

大學新聞學系等，顯然都有著各自獨特脈絡的存在因素與變化歷程，甚且在討論

此類議題中也因而可以讓讀者們窺探到一個已經消逝的年代，或是在我們今日學

術建制背後、早已被遺忘的真實引導力量，繼而形塑出我們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意

識。

文章可以有校系建制的歷史及課程等資料的陳述，但重點請以分析的開展為

主，例如探討一些學院重大事件背後的原因、影響和意義，或是特定建制的組織

架構、主要人物、師資及學生的情況等。當然，亦可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學院

歷史如何反映社會的變遷。也可分析不同年代的一些趨勢變化及其影響，例如以

前政局交替、社會對新聞傳播人才的需求、近年新科技的挑戰、國際化呼聲、未

來的發展方向等。文章篇幅所限，不能顧及上述所有項目，建議可以集中探討部

分議題。

本期專題邀請到兩位客座主編，他們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蘇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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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敎授（clementso@cuhk.edu.hk），和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的羅文輝敎

授（lovenhwei@hkbu.edu.hk）。

《傳播研究與實踐》於 2021 年 1 月出版的第 11 卷第 1 期，即將以學門教

育的「建制與發展」為主題，廣邀相關的論文，進行交流與討論，來稿並請標明

「建制歷史」專題投稿。來稿論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寫作要求，須參照相關理論

文獻、研究方法，並賦予新的意旨，並經過本刊雙匿名的學術審查程序，詳細體

例說明詳見本刊網站。文章請以中文撰寫，總長度約 20,000 字上下。專題徵稿

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 日，有任何疑問，都歡迎來信詢問《傳播研究與實踐》

（crpjo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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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年 1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

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

術討論與交流。本刊將對下列議題規劃專題論文，歡迎各界人士賜稿。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

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

瞻性之研究論述；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

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

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

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

文自 3卷 2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

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四、研究紀要：研究論文通過審查，雖未達一般論文要求，但研究議題重要，

研究成果具初步參考價值者，以研究紀要刊出。

五、典籍再現：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

備重大影響的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

六、口述歷史專題：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規劃之口述

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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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查制度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至 3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

本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

改權。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一）刊登；

（二）修改後刊登；

（三）修改後再審；

（四）退稿。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

修改）約花費 3至 6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

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一）刊登 vs.退稿；

（二）修改後刊登 vs.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

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撰寫體例。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

「.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

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

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

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

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

本刊即予撤稿。

四、「典籍再現」、「口述歷史專題」、「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

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五、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期刊 1 本，與該文 PDF檔案，不另致贈抽印

本及酬款。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aspers.airiti.com/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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